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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一些读者来说，CSE Books出版这本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论文集，仅仅表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愿意（或无法）离开高深理论的领域，去对当今的资本积累进行一些在政治上有用的具体分析。对另一些读者来说，这标志着一种令人费解的拒绝，即拒绝抛弃一种据称已被证明充其量是多余的、最坏的情况是语无伦次且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毫无基础的理论。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期待一场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痴迷但对那些对马克思的阶级、国家或生产方式理论感兴趣的人意义不大的、令人费解的新一轮辩论。那么，为什么CSE Books要编纂这本书呢？为什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很重要？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他试图以一种对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有用的方式理解资本主义的基础。它不是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中某个微小且可有可无的部分；它构成了这种考察得以进行的基础。如果我们决定拒绝这一理论，我们同时也就拒绝了那些正是马克思对关于资本运作的社会主义思想作出独特贡献的分析工具。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辩论，实际上是一场关于适当分析方法的辩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特有的并构成其方法的概念的有效性的辩论。因此，这场辩论的结果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和利润的方式。它对我们今天应如何对资本积累的国际重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进行实证调查的问题具有深远影响。它对马克思分析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今天对社会主义者是否真的有用的根本问题具有深远影响。
因此，这本论文集集中探讨和评估了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实例化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声称，这种方法以前从未被应用于经济学科。本书的前提并不是马克思写的每一个字都必然是“正确”的，任务仅仅是宣传它们。但它的一个前提是，最近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许多争论都受到了在方法问题上相互不理解的阻碍；在诸如“决定”、“实体”、“尺度”、“抽象”、“形式”、“转化”、“规律”、“等价”等术语应赋予的含义上；以及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究竟是什么理论、它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上。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写道，
“《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很少被人理解，这可以从人们对它形成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中看出来。”

本书中的论文试图探讨并解决当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解释中存在的一些分歧，并认识到误解的原因可能在于马克思文本的不完善，以及读者在阅读这些文本时所带有的先入之见。
这些论文由来自法国、印度、日本以及英国的CSE成员撰写，反映了CSE的国际成员构成。它们并非都从完全相同的视角写成；也没有得出完全相同类型的结论。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意识到了上面提出的分析方法问题。其中两篇，即凯（Kay）和侯赛因（Hussain）的文章，已经分别在Critique和Theoretical Practice上发表过。其余的则是专门为本论文集撰写的。
认识到总会有读者对所讨论的主题相当陌生，这些读者也许刚刚开始阅读《资本论》，本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是由阿布·奥梅鲁迪（Aboo Aumeeruddy）和拉蒙·托尔塔哈达（Ramon Tortajada）准备的关于阅读马克思价值论述的带注释的指南。他们强调了马克思的文本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文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认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既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创的分析的深化，也有与之的决裂。以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一无所知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这篇对马克思文本的简短讨论开始，然后转向黛安·埃尔森（Diane Elson）的最后一篇文章会很有帮助，该文章除其他内容外，还讨论了在CSE辩论中占据突出地位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各种解释。这应该能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以便跟上其他论文中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不同方面的更详细的探讨。
文集中的第二篇文章由贾伊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撰写，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列宁著名的结论，即：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

并探讨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巴纳吉认为，假设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首先是为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前资本主义经济阐述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从《资本论》的第一句话开始，就假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巴纳吉还表明，马克思对现象的关注与对本质的关注一样多，对货币的关注与对社会劳动的抽象和物化形式的关注一样多。最重要的是，巴纳吉表明，《资本论》开篇价值理论的发展体现了一种可分解为两个阶段的辩证方法。首先是一个分析阶段，它从一个直接的现象，一个历史决定的抽象——商品开始。通过分析商品，马克思得出了作为社会劳动的抽象物化形式的价值概念。然后，价值构成了考察的第二个综合阶段的出发点，该阶段返回到现象层面，即商品，表明它是并非直接显现的社会关系的表现。
杰弗里·凯（Geoffrey Kay）在第三篇文章中，回应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中分析方法的一些批评。他以讨论庞巴维克（Bohm-Bawerk）在1896年提出的批评的形式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该批评“作为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最连贯、最系统的挑战，在其领域内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凯应对了这样一种挑战，即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是一种没有植根于对现实社会关系考量的“纯粹逻辑演绎方法”。他的论点是，这种信念源于对马克思所使用的抽象方法的误解。同样的误解也造成了对马克思为价值设定的存在形式的混淆：凯认为，这不是一种劳动，而是货币。最后，凯考察了庞巴维克的信念，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意味着商品在实践中必须按与其相对价值成比例的比率进行交换，并指出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正是马克思分析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始就是如此。
马克思价值理论中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第四篇文章的主题。这篇文章讨论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关于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形式的论述。正如阿瑟评论的那样
“从形式思维的角度来看，这里除了同义反复的复杂化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价值就是价值就是价值！’”；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一节，连同其对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重要区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然而，阿瑟表明，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证方法不是形式抽象，而是一种辩证方法，阿瑟称之为“具体的逻辑”。它将注意力引向商品之间交换关系的物质特征，这些特征是形式逻辑方法无法捕捉的；它的成就是引导人们将货币理解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一种计价单位。
阿塔尔·侯赛因（Athar Hussain）的第五篇文章在考察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背景下，讨论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被解读为价格理论的方式。瓦格纳忽视了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区别，侯赛因认为，许多后来的经济学家（他们本身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同情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72年的Theoretical Practice上，从那时起，侯赛因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价值理论本身的评价。但是，他在阅读价值理论时关于其他问题如何取代马克思的问题的评论，仍然具有针对性。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处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区别的方式，包括认为后者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这一有争议的观点。
伊藤诚（Makoto Itoh）和横川信治（Nobuharu Yokokawa）的第六篇文章讨论了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市场过程理论。其出发点在于日本关于马克思讨论市场价值（即在同种商品生产条件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价值的决定）地位的辩论。作者认为，社会价值不能简单地静态地、技术性地推导为与不同生产条件相关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值。在商品经济中，社会价值只有通过市场竞争过程才能显现出来，市场竞争揭示了哪种个别生产条件是该部门的调节条件。作者接着讨论了生产条件优于调节条件的生产者所获得的额外利润的性质，以及当土地是生产条件之一时这所采取的特殊形式。
黛安·埃尔森（Diane Elson）的最后一篇文章认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对象不是价格，而是劳动。她指出，被证明是多余的是将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为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解释；而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劳动的价值理论。马克思的表述中存在各种歧义和不完整之处，但尽管如此，他论证的核心是对资本主义劳动决定形式的矛盾进行连贯且绝对非多余的探索。它的政治重要性不在于为证明资本剥削劳动提供基础；而在于为分析克服这种剥削的物质基础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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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关于基本文本的说明
A·奥梅鲁迪 和 R·托尔塔哈达
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价值理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许多争议的源头。一方面，统治阶级不断地、系统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试图通过剥离其革命内容来恢复甚至拉拢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也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改良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解读被证明是可能的，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某些文本允许这种解读，而同时马克思的其他文本又批评了这种方法；因此，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非常复杂，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不可能有统一的钥匙或一套说明。
事实上，读者可以从任何文本开始。然而，有两部作品可以作为推荐的起点——马克思为工人组织准备的两系列讲座，它们直接涉及反对资本以及这些组织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斗争。
第一个系列——后来由恩格斯整理并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出版——可追溯到1847年8月，是为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撰写的，作为对这些工人“政治教育”的贡献。
第二个系列的讲座被马克思本人认为构成了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尽管他强调“向未受教育的人解释所有经济问题并不容易”（1865年5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它可追溯到1865年6月，是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撰写的。后来以工资、价格和利润为题出版，像第一个系列一样，以小册子形式大量发行。
从这些文本开始的好处不仅在于它们简短、供应充足、便宜且容易获得，还在于马克思本人赋予了它们教学性质：它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
然而，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即这些文本对今天马克思理论辩论中心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价值、价值形式、价值量、商品的存在的概念等——留下了相对模糊的印象，或者说只是进行了简要处理。
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些讲座中的主要意图实际上并不是与政治经济学决裂，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资本本身，或者说集中在机器中表现为“积累劳动”的社会关系上。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特别是在价值概念上，以斯密和李嘉图为基础，同时攻击和谴责在19世纪30年代取代李嘉图思想的“庸俗经济学”。（见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必须参考其他文本。本说明的目的是展示这些文本的精选。这种选择显然既不可能是中立的，也不可能是完整的，特别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完成的，除非它转化为其对立面——教条。因此，我们提出的文本是那些我们认为最适合理解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关系，并且以某种方式处于当前关于这种关系讨论中心的文本。
通常，特别是在“经济学家”中，从资本论第一卷开始，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从其前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甚至剩余价值理论开始，往往忽略了被认为属于“哲学”领域的“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这种方法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科学”的学术分离，因此看到像熊彼特这样的学者区分出“社会学家”马克思、“哲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等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马克思的程序本身就邀请我们拒绝这种分离，不要将资本论视为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尽管是“左翼”的），甚至不要将其视为思想体系的顶峰，而是将其视为旨在挑战现有秩序的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时刻。
这些文本的呈现顺序绝不旨在定义阅读它们的最佳顺序，甚至不旨在按写作或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它们。如上所述，阅读马克思没有“钥匙”。将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放在第一位，并不是因为这些笔记是马克思最不为人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仅仅是因为这是马克思直接回复一位敢于批评其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家的罕见文本之一。
I.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写于1881-82年（或1879-80年），并于1932年作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版资本论的附录首次出版。有以下英文译本：
1)在理论实践，第5期，伦敦，1972年，第40-64页；
2)由特雷尔·卡弗翻译，题为阿·瓦格纳笔记，载于卡·马克思，方法论文本，牛津，巴兹尔·布莱克威尔，1975年，第179-219页。
3)由阿尔伯特·德拉格斯特翻译，题为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于价值：卡尔·马克思的研究，伦敦，新公园出版社，1976年，第197-229页。
马克思在这里回顾了他对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关系的分析。他强调：
a)绝不能混淆交换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仅仅是价值的“现象形式”或“必然的表现形式”；
b)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他并没有废除使用价值：“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使用价值中，也就是说表现在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中”；
c)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是相互逻辑对立的替代概念，而是商品表现自身的形式：换句话说，是共存的三种形式。
正是在这篇文本中，马克思反复强调他不是从“价值”出发，而是从“商品”出发，也就是说，从“劳动产品在当代社会中表现自身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出发。人们会记得，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和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的第一章实际上都以“商品”为题。
II.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不同版本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于1867年在马克思的监督下以德文出版。由马克思本人准备的法文版于1872-75年分期出版，同样由马克思准备的德文第二版于1873年出版。第一版英文版于1887年出版，这是由塞缪尔·摩尔和爱德华·艾威林翻译的德文第三版，该德文版由恩格斯于1883年准备，并借助了马克思留下的笔记，指出了德文第二版中要被法文版指定段落替换的段落。这四个版本之间存在文本差异，但最重要的差异是第一版和后续版本的第一章之间的差异。
目前最广泛可用的英文版本是：
1)摩尔-艾威林翻译的德文第三版，包含了恩格斯为德文第四版所作的修改，由伦敦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出版，日期不一；
2)本·福克斯翻译的第一卷新译本，由伦敦企鹅图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
3)德文第一版第一章附录的文本，由M·罗斯和W·苏克廷翻译，载于资本与阶级第4期，1978年春季，第134-150页。这涉及价值形式。
在阅读资本论时，必须牢记马克思在1857年8月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起草的导言。在这篇“导言”中——它实际上并没有与批判一起出版，但可以在M·尼古劳斯准备并由企鹅图书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大纲版本中找到，第81-111页——马克思表明，在阐述他的理论时，实际上有必要颠倒其构成的顺序，这种颠倒代表了资本论的一个重要形式方面。还必须记住，死后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为题出版的文本以及收集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分析，在本质上，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第一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资本论第二卷或第三卷以及剩余价值理论都不旨在“补充”或“具体化”资本论第一卷的“抽象”。相反，正是在阅读后者，特别是第一章的基础上，才能分析第二卷、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出的某些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著作不值得关注。相反，对它们的研究是旨在澄清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天在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辩论中显得核心的问题，是从资本论第一章提出的（正如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写，这一章呈现了“最大的困难”）。其中包括：“商品”范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关系的首要地位；价值及其形式；价值的量和测量；劳动和抽象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商品拜物教。
然而，提出的问题中有两个似乎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其中一个导致马克思重写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而另一个不仅定义了阅读这部著作的某种模式，也定义了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模式。
第一个涉及对价值的研究与其所采取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它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商品的“价值”与其现象形式“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处于关于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关系辩论的中心。此外，在马克思看来，对“一般等价物”以及因此对货币的理解，源于对价值形式的理解。最后，正是这同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深刻重写的根源，这种重写在后续版本中被保留下来。
在第一版中，第一章实际上专门讨论“商品”和“货币”，并分为三节：商品、商品交换过程、货币和商品流通。对价值形式的分析被放在了书末的附录中，马克思在其中系统而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形式。这三节成为后续版本的前三章，而附录被重新整合到第一章中。
第二个问题涉及抽象过程。在资本论中，特别是在第一章中，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抽象过程，而是有两个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抽象过程。因此，非常精确地区分它们是值得的，哪怕只是为了避免非常常见的混淆，即
a) 资本论第一卷被视为一种“抽象”建构（在通过采用极其限制性的假设而脱离现实的意义上，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相同的有机构成，以及同质劳动）；
b) 第二卷和第三卷被视为马克思试图将其“抽象”理论与某种现实联系起来的尝试，从而将卡尔·马克思描绘成一个要用“现实”来检验的经济模型的“构建者”。

一方面，存在一个思想或理性抽象的过程，用马克思自己在导言中使用的术语来说，另一方面，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存在一个现实抽象的过程。
理性抽象与发现允许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范畴有关。正如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中所强调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哲学的贫困，（1846-47），劳伦斯和维沙特，无日期，第二章，第二点观察，第105页）。同时，他明确指出，这些抽象不能与社会关系本身混为一谈。后来，在撰写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时，他回到了抽象的这一方面，指出“此外，在分析经济形式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力必须代替两者。”；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导致人们从最简单、似乎最直接的形式——商品出发。因此，对商品的研究是分析一个以商品关系普遍化（包括劳动者本身）为特征的社会的基石。
另一方面，现实抽象不是分析努力的结果，而是处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核心的现实过程——商品交换——的结果。
在社会劳动的私人分工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产品是相互独立运作的私人、孤立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只有当生产完成时，也就是说，当动员的劳动客体化为一种特定的物品时，生产者各自的生产行为才在市场上相遇，作为换取货币的产品提供。生产者只有成功交换了他们的产品，才会知道他们的产品有效地满足了社会需求。商品交换是不同产品的社会认可模式，正是通过这种交换，它们不再是产品而成为商品，或者说，当产品出现在市场上时潜在的商品变成了现实——被实现了。因此，正是作为商品，彼此分离私下进行的不同劳动行为成为了社会劳动的碎片。
但是，只有在不同商品之间存在等价关系的情况下，商品交换才是可以想象的。从它们的使用价值——产品的物理特征——的角度来看，商品当然是不同的，因此是不等价的，而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交换的动力。但在交换过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被抽象掉了，只有商品被交换的社会能力得到认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抽象”意味着从客体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行为的具体特征中抽象出来。这使得商品只不过是人类劳动的结果，而不考虑它所采取的特定形式，换句话说，就是“纯粹的”劳动。这就是抽象劳动。
正是因为所有产品在成为商品时都参与了这种抽象过程，并因此被认可为抽象社会劳动的碎片，人们才能设想在它们之间建立等价关系；它们属于同一个领域。
为了避免任何歧义，值得强调的是，将不同的劳动行为还原为抽象劳动的过程，与将“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过程毫无关系。第一个过程涉及价值的建立，而第二个过程属于不同的逻辑：它涉及已构成量的测量。
III.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有时被称为资本论的“遗失章节”，它写于1863年6月至1866年12月之间，并于1933年首次以德文和俄文同时出版。罗德尼·利文斯通最近进行了英文翻译，并作为附录出现在福克斯新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企鹅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948-1084页。
它最初被计划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的过渡章节，目前尚不确切知道马克思为何放弃它。它既包含了第一卷论点的综合，又根据劳动对资本的包容，进一步发展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它通过不仅将商品作为资本形成的前提，而且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来研究，从而完成了第一卷的论点。“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真正成为财富的普遍基本形式”。（同上，第951页）。
IV. 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起草的导言
写于1857年（日期为8月29日），首次发表于1903年（？）的新时代；并于1939年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重新出版。有以下英文版本：
1)由马丁·尼古劳斯翻译，载于大纲，企鹅版，1973年，第81-111页；
2)由大卫·麦克莱伦翻译，载于马克思的大纲，帕拉丁版，1973年，第26-57页；
3)载于方法论文本，特雷尔·卡弗编，牛津，巴兹尔·布莱克威尔，1975年。
尽管马克思以这篇“导言”过多地预示了著作本身发展的思想为由而没有发表它，但它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方法”以及他对从孤立的“个人”出发，仅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视为独立的经济“环节”而不是相互渗透的过程的经济分析的批判，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V. 政治经济学批判
写于1858-9年，于1859年在柏林首次出版，题为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由莫里斯·多布编辑的英文译本于1971年由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出版。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是序言，但与价值问题更相关的是第一章，题为商品。这是马克思生前亲自出版的少数著作之一。
VI. 关于资本论的通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大量的通信。其中的精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并由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发行。以下三封信特别令人感兴趣。（页码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无日期。）
(a)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2年8月2日和9日。（第157-161页；164-165页）。
正是在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相关联时，马克思首次明确了“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其使用的术语与后来构成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的术语非常接近。
从一开始，马克思就强调“因此，竞争并不使商品等于其价值，而是等于成本价格，根据资本的有机构成，成本价格高于、低于或等于其价值。”马克思似乎重新发现了李嘉图以前遇到的困难：如果价格包含一般利润率，交换就不是基于包含的劳动时间。
这种困难导致了两种发展。一方面是对价值形式的分析，这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连续版本中（参见上文第二节）。另一方面是著名的“价值向价格的转型”。
除了对价值与价格关系分析的首次表述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急于尽快建立理论发展与他所参与的实践或斗争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对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某种实际团结的矛盾的分析。
实际上正是这种关注导致他：首先，与李嘉图不同，区分了独立于“级差”地租的“绝对”地租的可能性；其次，将地租的存在建立在价值与“成本价格”（他当时将其与“生产价格”混淆）的比较之上。这一程序使得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领域相互等同成为可能。马克思本人在其他地方批评了这种等同，这种等同在“转型”问题中再次出现。（参见本说明的第一节和第八节）。
(b)致库格曼的信，1868年7月11日，（第250-253页）
这封信被如此频繁地引用和提及，以至于哪怕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也必须完整地阅读它。然而，请允许我们重复一遍，就像这里引用的马克思的所有其他文本一样，它不能构成阅读资本论的钥匙或方法。它确实提出了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复杂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在其中同时深化并决裂了后者的分析。
关于这封信，我们要强调三点：
(i) 正如在他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样，马克思与价值“理论”保持距离，表明价值概念在他的著作中次于对现实关系的分析。“这个不幸的家伙（资本论第一卷的一篇评论的作者）没有看到，即使我的书中没有关于‘价值’的章节，我所给出的对现实关系的分析也会包含对现实价值关系的证明和论证。”（同上，第251页）。
(ii) 第二点涉及价值量与交换关系之间的关系。在反驳庸俗经济学家时，马克思强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日常交换的现实关系”与“价值量”之间不可能存在直接的同一性。但是，如果没有直接的同一性，马克思仍然在中介的可能性上留下了某种模糊的空间。“盲目运作的平均数”实际上被以“经济主义”的意义解释为构成“转型”方法的基础。
(iii) 最后，这封信对“规律”概念的自然主义解释留下了可能性：“任何自然规律都是无法废除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改变的，只是这些规律实现自身的形式”。（同上，第251页）。因此；马克思在这里似乎认为“价值”是一个超历史的概念，只有它表现自身的形式，即交换价值，才是历史决定的。

VII. 1844年手稿
这些手稿写于1844年，直到1932年才出版。有以下英文版本：
1)“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由罗德尼·利文斯通翻译，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企鹅出版社，1975年，第259-278页。
2)“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格雷戈尔·本顿翻译，载于早期著作，企鹅出版社，1975年，第280-400页。
3)载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由马丁·米利根翻译，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1959年。
4)载于马克思，早期著作，T·博托莫尔编，伦敦，1963年。
1843年底，马克思开始认真研究主要经济学家的著作。第一批明确涉及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后来被称为1844年手稿：包括詹姆斯·穆勒笔记，以及更重要的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解释一直忽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并且现在依然如此。我们不打算在此介入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是“连续”（梅萨罗什、科莱蒂）还是“断裂”（阿尔都塞）的争论，而仅仅是要强调，既然它们构成了从对哲学、法律和国家的批判（在1843年的著作中，特别是《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折点”，那么阅读《1844年手稿》就是必不可少的。这并不是为了得出对马克思思想的“正确”（！）解释——显然对《1844年手稿》没有唯一的解释——而是为了思考诸如《1844年手稿》中阐述的“劳动的抽象”与《资本论》中阐述的“抽象劳动”（价值的实体和尺度）概念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关于这一点，最有用的段落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部分中关于异化劳动的一节，以及《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前引书，第265-278页）。例如，请看后者的以下段落：
“因此，私有财产本身就是一个替代物，一个等价物。它与自身的直接统一已经让位于同他物的关系。作为等价物，它的存在不再是它所特有的。因此它变成了一种价值，实际上是一种直接的交换价值。它作为价值的存在是它自身的一种规定，这种规定偏离了它的直接本性，外在于它，异化于它，仅仅是一种相对的存在。更准确地定义这种价值，以及说明它如何变成价格的问题，必须在其他地方加以处理。在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情况中，劳动直接变成了雇佣劳动。”（前引书，第268页。）

VIII. 剩余价值理论，第一、二、三部分
这部写于1862-63年的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宏大考察和批判，通常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考茨基在1905年至1910年间首次出版了一个版本，但文本的编排在许多方面与手稿不同。1956-1966年，柏林出版了一个德文版，该版本是根据保存在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德文原稿编纂的。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在1969-1972年出版的英文版是柏林版的译本。
由于这些手稿整体上致力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很难挑出特定的段落。然而，在当前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背景下，特别考察马克思致力于批判性检验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那些章节似乎是有益的。在第一部分中，第三章专门讨论斯密。在第二部分中，相关的段落是第十章（马克思在其中比较了斯密和李嘉图的成本价格理论）以及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专门讨论李嘉图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理论）。这些段落阐明了马克思对“古典”价值理论的分析，但只是间接地阐明了他自己的理论。因此，它们为对马克思立场的“经济主义”解读敞开了大门。
还要注意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对S·贝利和《对政治经济学中某些用语争论的观察》一书（不知名）作者的批评，这使得马克思着手处理“不变尺度”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见第三部分，第二十章，第124-168页；另见第110-117页）。我们要在这一批评中强调三点：
(i)首先是寻找“不变尺度”与马克思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寻找“不变尺度”超出了价值的问题域。价值理论的目的不是要为商品的交换关系确立一个“不变尺度”。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首先确立了价值理论，才能设想这种“尺度”。为了使商品在交换中能够在交换价值方面相互比较，各种商品必须是同一实体的表现。“商品必须作为价值已经是同一的”。（前引书，第134页）。
   正是因为商品是抽象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它们才是同一实体的表现。这里的抽象与任何形式的心理过程无关，而是在商品交换盛行的社会中，人们不同的劳动行为获得认可的社会方式。
(ii)尽管马克思反复强调价值的地位与其可能采取的形式的地位之间的区别，以及劳动在李嘉图理论中的地位与在他自己的价值理论中的地位之间的区别，但他在这两点上仍然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表述。此外，当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再次探讨这个问题时，这些歧义也只是得到了非常部分的解决。第一个歧义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有时将政治经济学并未追求的目标归咎于它，例如，提出一种“价值”或“剩余价值”理论，而正如马克思自己经常强调的那样，它的目标主要是分析交换价值或剩余价值的形式。在这段特定的论述中，马克思暗示寻找“不变尺度”与寻找商品的“价值”是一致的：
“‘价值的不变尺度’问题，只不过是探求价值本身的概念和本性的一个虚假名称，对价值的定义不能是另一个价值，因此也不能受价值变化的影响”。（前引书，第134页。）

第二个歧义（由第一个歧义引申而来）涉及劳动的地位。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主要责备，与其说他忽视了“抽象劳动”，不如说他“不断地将它”（前引书，第139页）与体现在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混为一谈”。
(iii) 最后，正是在阐述他对贝利的批评时，马克思特别清晰地强调了为什么交换关系的决定不能仅仅基于交换关系本身。
这一直接针对贝利的批评，也构成了对各种将价值理论仅仅建立在交换关系（即供求关系）基础上的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石。

IX.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冬季起草的七个笔记本系列，主要目的是为了自我澄清。该手稿在至今未知的情况下遗失，并于1953年首次在柏林以德文原版有效出版。
以下版本有英文版：
1)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翻译的完整版，企鹅出版社，1973年。
2)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节选本，《马克思的大纲》，麦克米伦出版社，1971年，帕拉丁出版社，1973年。
3)卡尔·马克思的节选本，《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E·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编，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1964年。
在这些“札记”中，马克思处理了许多后来只得到粗略处理的观点；特别是在价值方面，货币与价值的关系（特别是企鹅版第136-172页），以及交换价值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之前在《1844年手稿》中处理过）。还要注意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相关的段落（企鹅版，第471-514页）；不仅因为这些段落被广泛讨论（和批评），而且因为它们以萌芽形式包含了对价值的历史起源和“劳动的抽象”的分析，而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关注的核心。

从商品到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黑格尔辩证法
贾勒斯·巴纳吉 (Jairus Banaji)
列宁与马克思的辩证法
列宁
众所周知，1914年底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对他现在所发现的该书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他写道：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

接着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1972年，第180页）。
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句话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列宁的时代，第二国际或多或少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前提转向了远离其黑格尔起源的方向——走向生物进化论（考茨基）、各种新康德主义（伯恩施坦等人），甚至通过麦克斯·阿德勒走向孔德的实证主义（参见Goldmann，1959年，第280-302页）。在我们当今时代，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的《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其五十年代的原名）的出版开创了大致类似的反应。有意识地否定辩证法，否定黑格尔方法在马克思发展过程中以及在马克思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巨大分量，成为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和统一的特征。正如在十九世纪末改良主义的萌芽时期一样，现在，在六十年代其衰落阶段，这种对“形而上学”（Della Volpe，1969年）或“幻象”（Althusser，1969年）的批判只能采取一种奇怪的哲学折衷主义的形式，涵盖了最分歧和逻辑上不相容的倾向：从或多（科莱蒂）或少（德拉·沃尔佩）同情康德的经验主义形式，或者仅仅反映实证主义者对任何哲学联系的敌意（廷帕纳罗），到复兴的斯宾诺莎理性主义（阿尔都塞）。正如阿尔都塞自己的承认所表明的那样（1969年，第37-38页），德拉·沃尔佩是这场迟来的反动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德拉·沃尔佩攻击黑格尔的最严重的具体后果是其将辩证法“实验主义”地重塑为一种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概念，惊人地接近波普尔的新经验主义。1当他带着这种“事实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或归纳与演绎，或理性与经验的潜在概念转向《资本论》时，德拉·沃尔佩不仅将劳动价值论归功于马克思，而且在后者中看到了一种科学的“假设”，而“垄断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最终证实了这一假设是真实的（Della Volpe，1969年，第201页）。当然，波普尔本人正是带着类似的科学哲学和类似的前提，着手论证完全相反的观点。2
因此，列宁的这句话在今天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说，《逻辑学》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包含价值理论的“第一章”，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列宁自己对《逻辑学》的理解有多深呢？他的《笔记》中充满了问号和疑问，因为列宁实际上是第一次阅读黑格尔，带着他自己被某种经验主义主导的哲学过去。特别是有一组段落揭示了对辩证法运动的相当不完全的洞察。例如，在总结黑格尔小《逻辑学》的结论句中，列宁写道：
“比较关于本质与现象的问题
——价格与价值
——供求与价值（=结晶的劳动）
——工资与劳动力的价格”（列宁，1972年，第320页）。

这就是说，价值=“本质”，价格=“现象”。现在在价格形式中，价值要么表现为纯粹的偶然性，要么表现为纯粹想象的关系（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97页），因此所建议的等式将现象与偶然性等同起来。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中的一段话表明，这实际上就是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任何语言命题中，
“我们已经有了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说：约翰是人，菲多是狗……我们抛弃了许多作为偶然的属性；我们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两者对立起来。”（列宁，1972年，第361页。）

在对《逻辑学》的“摘要”中，在总结黑格尔关于现象的部分（在大《逻辑学》中，这以一个非常简短的句子开始，“本质必须表现出来”，《逻辑学》，第479页）时，列宁用以下措辞批评了黑格尔：
“自在的世界越来越远离现象世界——这在黑格尔那里至今还看不到。”（1972年，第153页。所有强调均为列宁所加。）

这是有道理的。如果现象世界是一个纯粹偶然的世界，如果我们通过“抛弃”其偶然属性来达到事物的“本质”，那么科学认识的任务就是贯彻这种“分离”，将“自在的世界越来越远离现象世界”。正如列宁正确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并没有这样做。
列宁所坚持的观念有两个后果。首先，它将辩证法视为对本质与现象对立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
“辩证法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与现象的对立。”（1972年，第253页。）

其次，这种对辩证法的错误观念对科学认识的方法意味着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这从《笔记》中也非常清楚。
“黑格尔反对康德是完全正确的。思维从具体走向抽象——只要它是正确的……就不会偏离真理，而是更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简言之，所有科学的（正确的、严肃的、不荒谬的）抽象都更深刻、更真实、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这里走向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1972年，第171页）（强调为作者所加）

但是，如何从抽象的思维或从“价值的抽象”直接走向实践呢？这不是列宁在这一点上问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在黑格尔那里，他发现了一种更微妙、更复杂的运动，这让他感到困惑：
“非常明显的是，黑格尔有时从抽象走向具体……有时则相反……这难道不是唯心主义者的不一致吗？……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1972年，第318页。）

这种“不一致”不在于黑格尔，而在于列宁。因为一方面，正如《笔记》所显示的，他意识到对黑格尔来说本质“必须表现出来”，现象本身是本质的（参见1972年，第148页，第253页），但另一方面，他将现象视为纯粹的偶然性，视为我们从中“抽象”出来以达到“本质”的东西，视为一个与本质分离并对立，或可与本质相对立的世界。
马克思中的黑格尔
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散布着无数关于科学方法问题的论述。为了以一种概括其潜在概念的形式将其中一些汇集在这里：首先，有一个方法论的参考对于理解《资本论》的架构是基础性的，即马克思反复在“一般资本”和“许多资本”之间作出的区分（参见Rosdolsky，1968年，第一卷，第61页及以后）。前者指的是“资本的内在本质”，指的是它的“本质特征”（《大纲》，第414页），也被称为“资本的简单概念”（同上）；相比之下，“许多资本或资本的竞争，需要研究资本的‘现实性’”（《大纲》，第684页注），或者研究它们在社会表面上反映出来的“具体”方面，在资本的“实际运动”中（《资本论》第三卷，第25页）。因此，首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查大致分为两个层次，将资本的“本质特征”与其“具体”或“实际”的表面运动对立起来。但其次，调查本身是一个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从本质到具体性的运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1867年）的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在分析“经济形式”，即社会现象本身时，“抽象力”必须取代与对象的直接实验性、因而是经验性的关系。然而，抽象力包含什么呢？关于这一点，相关段落毫无疑问。它在于我们有能力确定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运动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将同时是该运动的基础。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引入了“细胞形式”的概念（《资本论》第一卷，第90页），他在第一章的第一版形式中将其等同于黑格尔的“自在”（An-sich，或本质）（相关段落参见Zeleny，1973年，第78页，注8）。从细胞形式到具体的运动在逻辑上是连续的，因此，在接近资本在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时，我们并没有放弃本质关系的领域，就好像我们正在跨入新的领地一样；相反，我们现在在“它们的”表现形式中，即在它们自身的逻辑运动中决定的形式中，作为这一运动的一部分，来调查这些关系本身。
逻辑过程的这些中间层次，连接着抽象和具体，与处于其抽象和简单细胞形式中的本质一样重要。马克思不断提到这些中间层次或“项”或“阶段”，或“中间环节”（《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53页，第2卷，第174页，《资本论》第一卷，第421页），暗示了一种推导逻辑（广义上的“演绎”），它不同于公理系统的纯演绎方法（关于这一点，参见Zeleny，1973年，第75页及以后，第141页及以后）。具体是从抽象分阶段推导出来的。当这种辩证逻辑推导过程崩溃时，正如在古典经济学中所发生的那样，马克思称之为“强制抽象”，即具体直接从属于抽象（《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89页，第92页；第2卷，第164页及以后，第437页；第3卷，第87页）。
第三，在著名的1857年导言（《大纲》，第100页及以后）中，本质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也被描述为从简单到组合的旅程。因此，在由其逻辑连续性定义的框架内形式的推导运动也是一个“组合”的过程，是将许多“规定”集中成一个“丰富的总体”的过程，它再现了现实的具体性，不再仅仅是作为模糊地冲击知觉的东西，而是作为被理性理解的东西。这些“规定”仅仅是在本质运动中推导出来的形式，作为本质的形式规定（参见Rubin，1972年，第37页及以后）。
最后，具体在思维中作为被理性理解的东西被再现的整个过程，在某些地方被马克思描述为资本“概念”的“辩证发展”，并且这一运动中所有可作为本质规定推导出来的环节，当然包括表现形式，无论它们多么虚幻，都算作“符合其概念”的环节（形式、关系）（例如《资本论》第三卷，第141页）。（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工资形式具有虚幻和欺骗的性质，马克思仍能称其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中介形式之一”，《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64页。）
显而易见，这些方法论的参考表达了一个一致且内部统一的概念，如果不参考辩证法，即现在可以正式定义为一种特定的、非经典逻辑类型的科学思维，一种不同于概括归纳主义、演绎公理方法或这些被认为是“一般科学方法”特征的任何组合（例如德拉·沃尔佩的假设演绎法）的科学推理和证明形式，就不可能掌握它。
这一点也可以这样表述：在黑格尔的《逻辑学》框架之外，是不可能掌握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概念的。这并不是说，像拉萨尔一样，他只是“将一个抽象的现成逻辑系统应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23页）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这种主张是不同的：马克思所遵循的方法是“黑格尔发现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21页）。是黑格尔首先阐明了这样一个出发点的概念，它同时是它所发起的运动的基础（《逻辑学》，第71页）。对黑格尔来说，这之所以是可以想象的，仅仅是因为构成开端的原则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固定和静态的东西，而是“自我运动的”东西（黑格尔，1966年，第104页）。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伟大宣告是将“实体”视为“主体”的概念，或者是“自我发展、自我演化的实体”的概念，其中“实体”一词可以按其经典的笛卡尔意义来理解，即“其存在仅需要自身的东西”。（这一思想对黑格尔著作及其与马克思关系的重要性由Zeleny，1973年，第47页及以后，第98页及以后引出。）
作为“产生自身环节并贯穿其中的过程”（黑格尔，1966年，第108页），这个实体-主体就是黑格尔所说的das Wesen，即本质。不能说本质是“在其运动之前或之中”的东西，而且这种运动“没有它在其上运行的基质”（《逻辑学》，第448页）。相反，本质是它通过其“设定自身”、“反思自身”的运动，作为“本质与形式”的总体统一（《逻辑学》，第449页）。反之，
“因此不能问，形式是如何添加到本质上的，因为它只是本质向本质自身的反思……”（《逻辑学》，第449-50页）

此外，如果形式是内在的，或者
“如果形式被视为等同于本质，那么认为认识可以满足于‘自在’或本质，认为它可以摒弃形式，认为我们出发的基本原则（Grundsatz）使得本质的实现或形式的发展变得多余，这是一种误解。正是因为形式对本质来说就像本质对自身一样重要，本质绝不能仅仅被把握和表达为本质……而且还要作为形式，并伴随着发达形式的全部财富。只有这样，它才被把握和表达为真实的东西。”（黑格尔，1966年，第50页）

在这段决定性的话中，黑格尔说本质必须实现自身，或“发挥自身”，而这只能通过“形式的活动”来实现（《逻辑学》，第453页）。只有作为自身与形式的这种自我总体的统一，它才成为“真实的”（wirkliches）东西。否则，作为直接的实体，没有通过其自我运动中介的实体，本质仍然是抽象的，因而是片面和不完整的。它基本上仍然是不真实的，因为正如黑格尔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继续说的那样，“真理是总体”（黑格尔，1966年，第50页），是本质与形式、普遍与特殊的融合，或者是普遍从自身中引出特殊的财富。
有趣的是，在几乎与黑格尔无法区分的术语中，马克思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阐明了相同的概念。因为黑格尔的论点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概括如下：“现象本身对本质是必不可少的”（黑格尔，1970年，第21页）。现在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尽管他们共享相同的一般原则（原子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发展出了截然相反的知识观念和对知识的态度。德谟克利特坚持认为“感性现象不属于原子本身。它不是客观现象，而是主观假象（Schein）。真正的原则是原子和虚空……”（马克思，1975年，第39页）。因此，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原则没有进入现象，仍然没有现实性和存在”，而真实的世界，他所感知的世界，就“脱离了原则，留在了其自身独立的现实中”（马克思，1975年，第40页）。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对德谟克利特而言，原子缺乏形式，没有表现形式，因此现象世界（Erscheinungen）必然退化为纯粹幻象（Schein）的世界。“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原子仍然是一个纯粹抽象的范畴，一个假设”（马克思，1975年，第73页。本段所有强调均为作者所加）。或者，“在德谟克利特那里，没有原则本身的实现”（马克思，1975年，第56页及以后）。另一方面，如果德谟克利特将我们感知的世界转化为纯粹的幻象，伊壁鸠鲁则将其视为“客观现象”。
“伊壁鸠鲁是第一个将现象把握为现象，即作为本质的异化的人”（马克思，1975年，第64页）。
“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则本身的后果将被呈现出来”（同上，第56页）。

或者对伊壁鸠鲁来说，原子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和假设的规定，它是一个“活跃的”东西，一个“实现自身”的原则。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法
德谟克利特的观念被以下矛盾所主导：真实的东西，即原则，仍然没有任何表现形式，因此是纯粹抽象和假设的东西；另一方面，脱离了任何原则的现象世界，作为一种独立的现实被留下来。不难看出，在马克思多年后发展的批判中，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作为这一矛盾两极的变形表现出现了。因此马克思会写道：
“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所有……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真实内在关系的经济学家，这与那些只在表现形式中摸索的庸俗经济学家相反”（《资本论》第一卷，第174页。译文有修改）。
“庸俗经济学在经济关系的异化外部现象中感到特别自在”（《资本论》第三卷，第796页。译文有修改），

而研究这些关系本身的古典经济学，则试图“在与它们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对立中”把握它们。古典经济学说，现象是纯粹的假象（Schein），只有原则是真实的。因此
“它对通过其内在发生来演化不同形式（die verschiednen Formen genetisch zu entwickeln）不感兴趣，而是试图通过分析方法将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500页。译文有修改）。

同样，古典经济学“本能地坚持规律”，“它试图从现象的矛盾中”，从“基于直接现象的经验”中拯救规律，而庸俗经济学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依赖于纯粹的假象来反对现象的规律（gegen das Gesetz der Erscheinung）”（《资本论》第一卷，第421页及以后），也就是说，反对将现象视为“本质的”观念（《逻辑学》，第500页及以后）。
简而言之，正如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一样，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本质和现象分崩离析。由此可见，“坚持规律”、原则或本质或内在关系的古典经济学，仅仅抽象地将其理解为一个仍然“没有现实性和存在”的原则，一个没有形式的本质，一个死的实体或假设。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的“原则”，即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形成了一个抽象的同一性，无法过渡到具体的总体，从而无法过渡到真实的东西。李嘉图
“从他认为是偶然的东西中抽象出来”，

或者说现象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的是一种可以摒弃形式的本质。
“另一种方法是呈现真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李嘉图来说仅仅是偶然运动的东西，但却是恒定和真实的东西，以及它的规律，即平均关系，表现为同等重要的”。（GKP 第803页。强调为作者所加。）

这种方法是马克思自己的方法，是古代伊壁鸠鲁或现代世界黑格尔的观念。
由此可见，“价值的抽象”本身不能像列宁所设想的那样“真实而完全地……反映自然”。作为抽象的普遍性，它是简单和未发展的东西，这种简单的形式是它的片面性，它仍然是一个有待“实现自身”、变得“活跃”的原则。而这只能通过“进入现象”，在现象中或在整个“发达形式的财富”中规定自身来实现。因为追溯原则（本质）进入现象并获得现实性和存在的运动，正是“通过其内在发生来演化不同形式”，它是在概念上发展马克思称之为“获得形状的真实过程”（《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500页，der wirkliche Gestaltungsprozess）的运动。
但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形式出现的这种运动仅仅是“本质向自身的反思”，本质作为反思或中介的运动。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他的主要研究（Grossmann，1970年）中，还是在他对卢森堡对再生产图式理解的批判（Grossmann，1971年，第45-74页）中，格罗斯曼都将在回到现象层面或回到具体中，视为科学调查的首要任务和方法的主要推力。（卢森堡因涉嫌混淆抽象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受到批评，也就是说，她假设一个价值图式可以解释以价格调节为前提的现象。）另一方面，格罗斯曼自己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提出了极其片面的理解，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回到具体是一个由逻辑连续性定义的过程。格罗斯曼写道：
“经验给定的现象世界构成了调查的对象。然而，这太复杂了，无法直接认识。我们只能分阶段接近它。为此，做出了许多简化的假设，这些假设使我们能够在其内部结构中把握知识的对象。”（Grossmann，1970年，第vi页。强调为作者所加。）

因此，格罗斯曼在辩证法中看到了一种“接近现实的方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重塑为一种渐进的“修正”，再次“考虑到最初被忽视的现实要素”（同上）。因为这完全忽略了探究本身的运动规律，即实体作为自我发展或本质运动的概念，格罗斯曼无法解释除了纯粹的直觉之外，马克思还能在什么基础上选择定义给定抽象层次的具体假设。如果“简化假设”是主要的东西，那么，通过相反的途径，我们又回到了列宁的观点，即我们通过“从中抽象”的过程达到了与“现象”相对立的“本质”。我们通过做出一系列简化假设将本质与现象“分离”，然后，反转运动，一步一步地放弃这些假设，以便再次达到现象。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
“这里知性的有限认识过程，就是同样外在地重新拾起它在通过抽象过程创造普遍性时所遗漏的东西。”（《逻辑学》，第830页。）

事实上，这种观念的真实逻辑在一位作者（Himmelmann, 1974, pp. 41-50）那里表现得很明显，他从现象作为本质的纯粹“他物”的概念出发，迫使自己得出结论：马克思关注的是两个不同的分析对象，一个是“抽象-社会学的”，另一个是“具体-经济学的”。
商品与资本。《资本论》的开端问题
《资本论》文献中的“开端”。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那一部分，是最难理解的。”（《资本论》，第一卷，第89页。）

《资本论》中没有任何一部分像它的开端那样给马克思带来如此多的麻烦。为什么他不能直接从第二篇，即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正如阿尔都塞要求《资本论》的法国读者所做的那样）？很显然，因为对资本是什么及其与社会劳动关系的整体理解，关键取决于价值理论的阐述。（这里以及贯穿本文的“价值”一词的含义将在下一节中澄清。）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时所说，“在价值概念中，它的秘密被暴露了”（《大纲》，第776页）。
在转向分析开端的结构之前，简要回顾一下文献中流行的一些观念是有益的。最广泛且明显不正确的理解是米克（Meek）提出的。他将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逻辑”与“历史”方法关系的评论，误解为关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理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陈述，米克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程序反映了资本形成的实际历史过程。这种错误观念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马克思被认为是以一个“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来开始《资本论》的；然而，由于这种类型社会的历史存在是有问题的，马克思被认为是从一个虚构开始的，即在科学哲学的虚构主义意义上（即一种手段）。因此米克写道，
“马克思对一个抽象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设……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神话方法论（mythodology）”（Meek, 1973, p. 303 f.），

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科学的虚构。第二个后果可以表述如下：
“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过渡（从商品关系本身到这种关系的‘资本主义修正’形式）被他呈现为历史过渡（从‘简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镜像’，马克思的程序在形式上就变得类似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程序，他们也相信，通过分析如果资本主义突然冲击某种抽象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将会发生的变化，就可以揭示资本主义的真正本质。”（Meek, 1973, p. xv。黑体为引用者所加。）

这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方式，将《资本论》重新吸收到马克思本人在整整三卷（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的几卷）中严厉批评过的软弱的方法论传统中。我们稍后将从马克思自己的陈述中看到，在这种观念中，以及在所谓有效的科学“虚构”的伪装形式下，米克只是将他自己完全虚构的科学观强加给了马克思。3
其次，从英国哲学传统中迟钝而不可动摇的经验主义，转向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学派更精致但也更犹豫的经验主义，科莱蒂（Colletti）将辩证法消解为“归纳与演绎的循环”。也就是说，消解为一个双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概念在逻辑上是第一位的，而在经验或归纳上是第二位的。在没有明确支持假说主义的情况下，科莱蒂这样陈述了这种观念的结论：“必须记住，在逻辑过程中隐含着一个在相反方向上起作用的现实过程”（Colletti, 1973, p. 121），这使得概念成为对现实观察的结果。
这种双重过程的观念被转化为对《资本论》开端的如下解释——逻辑过程或“演绎推理”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同样构成了现实过程或“归纳”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然而，这个环节是什么？当我们转向分析本身时，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没有形成任何稳定的认同。
段落一：
“交换价值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作为最全面和最广泛的普遍性，所有其他范畴都从中推导出来，科学的阐述必须从中开始；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客观特征，作为所讨论的具体对象的（在归纳链条中）最后一个，因此也是最表面和最抽象的特征……”（Colletti, 1973. p. 126。黑体为引用者所加。）
段落二：
“这部著作通过研究‘价值形式’、‘商品形式’……来开始其分析”（Colletti, 1973, p. 126。）

其他形式（货币、资本）由此派生。
段落三：
“这部著作的发展，连同从商品下降到货币，再从后者下降到资本的演绎过程，也是一个从所讨论对象的一般或次要特征追溯到其特定或主要特征的归纳过程……商品-货币-资本的阐述公式，表明它也是最适合分析逐渐深入所讨论对象的程序的阐述，从非本质或一般方面出发，追溯到基本或特定方面，从结果到原因，（简而言之）从最表面的现象到隐含在其中的真实基础。”（Colletti, 1973, p. 127 f.）

换句话说，在整个阐述中，商品 = 商品形式，并且两者（个别商品和商品形式）被不加区分地、以各种方式描述为“最全面的普遍性”、“普遍物”、“最表面的方面”、“次要特征”、“非本质方面”、“结果”。因此，在科莱蒂的理解中，逻辑（或逻辑-演绎）过程的出发点实际上可以是某种“非本质的”东西，但这种东西不知何故将我们带向是“本质的”（“基本的”）东西。正如他所说，“从非本质出发”，我们到达了资本。或者说，这整个分析所论证的仅仅是：资本的本质不在于商品形式（即稍后将给出的定义中的价值），因为商品毕竟只是资本的一种“现象形式”，因此仅仅是一个次要和从属的方面。
最后，即使对辩证法有明显的同情，也不是把握开端结构的充分条件，正如尼古劳斯（Nicolaus）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根据他的说法，
“正是商品这个范畴，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同时是具体的、物质的、几乎是有形的开端”，

这里请注意“具体”的建议同义词，
“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的特殊性……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同，也与马克思自己早期的最初尝试不同，这个开端不是从一个纯粹的、不确定的、永恒的和普遍的抽象开始，而是从一个复合的、确定的、有界限的和具体的整体——‘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开始。”（Nicolaus, 1973, p. 36。黑体为引用者所加。）

这确实很奇怪，因为在尼古劳斯引用马克思的那句话中，马克思明确指出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过程中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起点。”（《大纲》，第101页）

因此，作为出发点的商品，无论如何发挥辩证的想象力，都不是尼古劳斯所暗示意义上的“具体整体”。（这里潜在的混乱与科莱蒂的相同。）其次，因为尼古劳斯有些粗糙地将“抽象普遍”与“具体”对立起来（Zeleny, 1973, 第4章，也倾向于这种论点），并且在《资本论》的开端只看到了这种“具体”，他被迫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这个结论是真的，将使辩证法的整个运动变得绝对不可理解。这个结论是
“研究的道路必须从简单的、一般的、抽象的关系走向复杂的、特殊的整体的观念，在他（马克思）看来不再……是‘显然科学上正确的程序’。”（Nicolaus, 1973, p. 38。黑体为引用者所加。）

从马克思没有从一个历史上不确定的抽象（一般生产）开始这一事实，尼古劳斯得出结论，马克思根本没有从抽象开始。
从这三个例子（米克、科莱蒂、尼古劳斯）可以明显看出，关于开端存在着相当大的混乱，即使每个人都同意商品是出发点。
马克思如何开始《资本论》。
“与你早期的表述形式相比，辩证阐述的敏锐度方面的进步是相当惊人的。”（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6月16日。）

(a) 论点摘要。
为了简明起见，最好提前总结一下本节的一般论点。《资本论》的总体结构（Gesamtaufbau）最好用马克思自己曾使用过的一个意象来理解。即，如果把它看作是由特定的抽象循环组成的“扩展曲线”或螺旋运动。每一个抽象循环，以及作为整体的曲线，都以流通领域（现象界）开始和结束，在整个运动的最后，流通领域本身被具体规定为资本竞争领域。《资本论》中的第一个特定循环，即启动曲线整个运动的循环，从作为资本总过程的直接、抽象现象的流通开始，也就是说，它从“简单流通”开始。作为这一过程的直接现象，作为它的假象（Schein），简单流通预设了这一过程，即总体上的资本。然后，第一个循环辩证地从简单流通，或马克思所说的个别商品，走向资本。这一运动将被称为“资本概念的辩证逻辑推导”。在方法论上，它本身可分解为特定的阶段：最初的分析阶段将我们从个别商品带到价值概念，随后的综合阶段从价值出发，通过黑格尔称之为“形式的发展”的过程推导出资本概念。然后，资本通过这一运动作为“不过是生产力组织的价值形式”（Ilyenkov, 1977, p. 85）出现。在结束循环1、启动循环2的向流通领域的回归中，我们作为出发点的个别商品现在被“设定”，即辩证地确立为资本的表现形式（Erscheinungsform），而流通被设定为直接生产过程的既是前提又是结果。因此，流通领域的辩证地位从作为其“背后”过程的直接现象（假象）转变为这一过程的被设定的表现形式（现象，Erscheinung）。（例如，参见《大纲》，第358页，《理论》第3卷，第112页，《结果》第949页及以后。）
(b) 资本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系中……每一个被设定的东西同时也是一个前提，每一个有机体系都是如此。”（《大纲》，第278页。）

在《大纲》中，马克思草拟了一系列关于他整个著作计划的简短预期草案。当然，它们更多地具有笔记的性质，他会不时地对其进行修改。在其中一篇中他写道，
“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第一篇中，商品总是表现为已经存在的……我们知道它们（商品）表现了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但后者本身是前提。然而，它们并没有被设定在这种性质上……”（《大纲》，第227页，尼古劳斯的翻译略有修改，黑体为马克思所加。）

在这里，马克思说，在整个研究运动的开端，商品已经预设了社会生产（资本），它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方面”或规定，但它还没有被设定为这样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它仍然需要被辩证地或辩证逻辑地确立为资本总过程的一个规定。其次，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面对我们的这个商品世界“指向自身之外，指向被设定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了第二篇……”（同上）。在1859年《批判》的初稿（重印于《大纲》德文版）中，马克思回到了这个想法并更明确地发展了它：
“对分工的特定形式、作为其基础的生产条件，或这些条件所分解成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将表明在交换价值作为简单的出发点出现在表面之前，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已经被预设了。”（GKP，第907页。黑体为引用者所加。）

作为在社会表面上直接面对我们的形式，商品本身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这个简单的商品，这个出发点，已经预设了社会分工的特定形式，它预设了总体上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在开端本身，商品仍然需要被设定为仅仅是资本总过程的一个“方面”或表现形式。
因为总体上的资本是前提，当马克思开始《资本论》第一章时，他必须明确地提到这个前提。而这正是他所做的。他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25页。黑体为引用者所加。）

因此，《资本论》的第一句话就非常清楚地表明，资本是被预设的。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卷第一篇的概念体系不是什么“简单商品生产者”的“抽象前资本主义社会”，它是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本身的流通，我们从它开始，作为“直接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过程（《大纲》，第255页，黑体为引用者所加），我们从它开始，作为资本总过程的一个被反映的领域，然而，它仍然需要被规定为被反映的，即仍然需要被设定。当我们考察简单商品，或商品本身时，我们只是在考察资本最表面或最直接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
“我们从作为最简单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出发。”（《结果》，第1060页，黑体为引用者所加。）

事实上，资本“必须构成出发点以及终点”（《大纲》，第107页，黑体为引用者所加），但作为出发点，资本是在其“直接存在”中，或在它直接出现在社会表面上的状态中被把握的。
因此，很难理解，除了对马克思《资本论》最肤浅和草率的阅读之外，还有什么能导致米克和许多其他马克思的专业阐释者提出那种观点。马克思被认为作为出发点的“抽象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马克思在某些中世纪科学观念传统中有意识地使用的虚构，而是“神话方法论者”无意识地倾向于阐述的虚构。
(c) 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结构。
同样在非常清晰的《批判》初稿中，马克思写道，
“简单流通是资本生产总过程的一个抽象领域，它通过自身的规定变得可以被识别为一个环节，仅仅是作为其基础的更深层过程的表现形式。”（GKP 第922页及以后，黑体为引用者所加。）

这意味着（i）个别商品直接在自身内部包含着可以从中提取出来的规定。“我们的研究……从分析商品开始”（《资本论》，第一卷，第125页）。个别商品在特定的辩证意义上是一个“具体”，因为它在自身内部包含着一种关系（《逻辑学》，第75页）。“作为具体，它在自身内部是分化的”（《逻辑学》，第830页），因此是可分析的东西。然而，（ii）在提取存在于给定对象内部的分化规定时，分析只是启动或推动了一个过程，使我们能够回到商品，并将其现在识别为资本的一个“环节”、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作为出发点的直接性，然后变成了黑格尔所说的“一种中介了的直接性”（《逻辑学》，第99页）。
通过分析的运动，马克思提取了被视为具体、直接表象的商品的内在规定。这些规定当然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最初的情况下，这些分化的规定仅仅是一种“多样性”（《逻辑学》，第830页），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引自 Berger, 1974, p. 102, 注37），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仅仅是“抽象的对立面”，在相互冷漠中分裂开来。
现在，说“通过自身的规定”，简单商品必须变得可以被识别为资本的表现形式，就是说对商品的分析，对其内在规定的提取，必须为资本的推导确立辩证逻辑的基础，资本自身的进一步规定或发展然后将“中介”商品本身的直接性。对商品的分析只有在它专门采用那种允许我们辩证逻辑地过渡到像资本这样的概念的规定时，才能做到这一点。“使用价值”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是商品的“物质方面，是最不相同的生产时代……所共有的”（《大纲》，第881页）。因此，马克思从“交换价值”开始，将其作为他能够开始洞察商品社会属性的唯一基础。
这些属性最初表现为一种“隐藏在”其“表现形式”（交换价值）中的“内容”。既然马克思在第一节及以后都将这种“内容”称为“价值”（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39页：“我们从交换价值出发……是为了追踪隐藏在其中的价值”），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错觉，认为价值是实际包含在个别商品中的东西。例如，很容易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正如他在某个阶段非常清楚地做过的那样）是指“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然后从那里继续将劳动与价值进行更一般的等同，而鲁宾（I. I. Rubin）非常正确地反对了这种等同（Rubin, 1972, p. 111 ff.）。但马克思在第一章中也明确表示，他并不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如果价值最初表现为隐藏在其表现形式（交换价值）中的“内容”，那么当他写下以下内容时，这种虚假的外观就明显被反驳了：
“政治经济学确实分析了价值及其量……并揭示了隐藏在这些形式内部的内容。但它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内容会采取那种特定的形式，也就是说，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warum sich also die Arbeit im Wert … darstellt）。”（《资本论》，第一卷，第173-174页。翻译略有修改，黑体为引用者所加。）

在这句清晰的话中，马克思将价值称为社会形式本身。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一点。
除了纯粹庸俗且非常不正确的李嘉图式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理解（将价值等同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之外，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该理论的通常表述模式显然是由 F. Petry 开始的，并以鲁宾、斯威齐（Sweezy）等人的阐述为代表。在这种表述模式中，马克思价值理论内部关键的架构区别在于它在价值问题上分离了“定量”和“定性”方面。例如，斯威齐写道，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伟大独创性在于它认识到了问题的这两个要素。”（Sweezy in Howard and King, 1976, p. 141 f.）

然而，价值问题的“定性方面”是什么？我们一提出这个问题，就很明显，定性/定量的区别不足以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作出恰当的解释。事实上，在马克思本人明确提到这种区别的段落中，他也说，
“李嘉图的错误在于他只关注价值量……但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必须表现（dargestellt）为社会劳动……包含在交换价值表现为货币（in der Darstellung des Tauschwertes als Geld）中的这个定性方面，李嘉图并没有详细阐述……”（《理论》，第3卷，第131页）。

同样，在几页之后，
“这种将个别劳动表现为一般劳动的必然性，等同于将商品表现为货币的必然性。”（《理论》，第3卷，第136页，翻译有修改）

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分离了价值过程的两个维度，(a) 商品表现为货币，以及 (b) （私人的）个别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如下：在交换的社会过程中，一种表面关系（交换价值）成为一种内在关系（将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联系起来的关系）的表现形式。（无论如何，这种联系就是我们可能称之为“社会的物质规律”的东西。参见《通信选集》，第239页，第251页，《理论》，第1卷，第44页。）表面关系同时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内在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价值过程的这两个维度中的每一个都容易受到前面提到的定性和定量方面区别的影响，从而得出以下结构：
	维度	(1) 定量	(2) 定性
	(A) 商品表现为货币……	作为表面现象的交换价值（第一节）	作为客观现象的货币形式（第三节）
	(B) 个别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节和第二节）	抽象劳动（第一节和第二节）


当我们考察马克思对第一章的最终表述时，“价值实体”和“价值量”这两个方面在头两节中是被放在一起、没有进行任何特定的形式分离来研究的。这是因为，尽管它们分别作为质和量的方面是可分的，但它们属于价值过程的同一维度，即作为个体劳动与总社会劳动相联系并成为其一部分的过程的内在内容维度。另一方面，这种“内容”在逻辑上与其特定的“形式”是不可分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它只有通过其形式（即商品作为货币的表现）才能成为真实的东西。在其“直接存在”中，商品只是一个使用价值，这是马克思在《批判》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因此，它的直接存在是商品的自我排斥关系，或者说它作为商品对自身的“否定”关系（参见《逻辑学》，第168页：“一与自身的否定关系就是排斥”。）商品只有在一种否定其直接存在的形式中，因而在一种中介形式中，才能将自身设定为商品价值，即社会劳动的产物。这种形式就是货币。只有通过商品作为货币的表现，或者更具体地说，通过个别的交换行为，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个体劳动才被设定为社会劳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被建构为这两个维度的不可破坏的统一体，因此在逻辑上，如果不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理解为他的货币理论，就不可能理解它（参见Backhaus, 1975）。4 这是在第三节中明确展开的方面，即价值的“形式”。此外，在第三节中，或者说在这种向现象层面的回归中，商品最初表现为相互冷漠的矛盾规定性，被重新吸收为一个统一体（货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4
“使用价值或商品体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新角色。它成为……其自身对立面的表现形式。商品的矛盾规定性在这里没有分裂，而是进入了一种相互反映的关系”（引自Berger, 1974, 第102页，Zeleny, 1973, 第78页）。

因此，马克思的表述顺序是：A(1) → B → A(2)。
在第一节中，“交换价值”作为纯粹的表面假象（Schein）出现，因而作为商品的数量关系出现。但已经在这节中，马克思完成了向维度B的过渡，随后在这一节和下一节中，他在没有形式分离的情况下研究了维度B的两个方面（社会必要劳动和抽象劳动）。最后，在第三节中，马克思“回归”到交换价值，即维度A，不再将其作为交换过程的直接虚幻假象来处理，而是作为客观的现象，或形式，Erscheinung来处理。
(d) 价值（商品形式）作为“自我发展的实体”
简而言之，价值不是劳动，“要发展资本的概念，必须不从劳动开始，而是从价值开始”（《大纲》，第259页），也就是说，从个体劳动通过个别交换行为的物化表现形式（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成为总劳动的双重过程开始。作为这种双重的表现过程，价值概念可以被形式上定义为社会劳动的抽象和物化形式，而“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一词可以被视为其具体的历史同义词。正是这里刚刚概述的这个定义中的价值，即商品形式，构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整个研究的“自我发展的实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是
“社会形式本身；因此，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将商品带到社会表面的社会过程的进一步发展。”（GKP 第931页）

或者价值
“包含了……劳动产品的所有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书信选》，第228页）

价值的货币形式（或货币）是“价值”，即抽象形式的社会劳动，“向资本特征发展的第一种形式”（《大纲》，第259页）。因此，作为社会劳动的抽象物化形式，价值“首先将自身规定为货币，然后规定为资本。在它的货币形式中，价值获得了它唯一的表现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现实性的契机。在它的资本形式中，它将自身设定为‘活的实体’，设定为成为‘支配主体’的实体（《资本论》第一卷，第255页及以下），或者将自身设定为黑格尔称之为‘本质’的那个总体化过程。或者说，在价值概念中，对商品的分析通过其自身的运动，达到了对资本进行辩证逻辑定义的基础。
在辩证逻辑推导的时刻，这个定义仅仅是资本最简单或最抽象的定义。“如果我们在这里谈论资本，那还仅仅是一个词（ein Name）”，马克思说。
“在这里，资本被设定为有别于（……）价值和货币的唯一方面，是（……）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和延续自身的价值。”（《大纲》，第262页）

另一方面，资本在这里被设定了，或者说，将资本规定为价值形式的这个时刻是其设定的初始时刻，因此现在可以直接研究“构成第二部分”（第一卷第三篇）的“生产的内部结构”。正如我们所知，这就是占据第一卷主要部分的研究。
在第二卷第一章中，马克思回归到流通过程，或者说他回到了商品。但现在他可以直接将商品流通作为资本的流通来研究。简单流通的形式规定（商品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现在被设定为它们最初所预设的生产关系的“方面”或表现形式。此外，它们本身被设定为资本所预设的，作为实现过程所必不可少的形式。在这种向出发点的螺旋式回归中，商品被明确地视为“资本的载体”（《结果》，第975页），作为其在流通过程中的“存在形式”之一。“流通的独立性”，即商品最初向我们呈现自身的那个方面，“在这里被还原为纯粹的假象”，即一种虚幻的现象（《大纲》，第514页）。
回归流通领域的可能性，以及现在必须直接将其作为资本的流通，并首先隐含地作为资本的再生产来研究的必要性，标志着《资本论》中第一个抽象循环的结束。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抽象循环本身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第一卷）第一章将我们从个别商品带到了价值。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两者都是思维过程中的出发点，但它们仍然是这个过程中截然不同的时刻。现在可以看出，科莱蒂（Colletti）的论述完全混淆了这些特定的时刻。它将作为资本过程的直接现象的个别商品，与作为运动的本质根据的价值或商品形式混为一谈，而正是这种运动最终能将商品设定为其自身过程的一个时刻、一种表现形式。由于他的分析中固有的这种混淆，科莱蒂被迫将表征商品本身的逻辑属性归因于商品形式。正是商品形式，或价值，被科莱蒂称为“次要特征”、“从属元素”、“非本质方面”等等。他由此将概念发展的方法（资本概念的辩证发展）贬低为一个不可理解的谜。
反对科莱蒂的虚构，必须强调的是，在价值理论中，马克思看到了他自己与古典经济学传统之间区别的全部基础。此外，正如他告诉恩格斯的那样，“这件事对全书来说太具决定性了”（《书信选》，第228页）。这非常简单地意味着，对后续章节的正确理解，因而当然也包括我们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理论的能力，取决于对第一章的正确理解。5 这是列宁在阅读《逻辑学》之后才认识到的。然而，列宁的灵活性，他重新评估问题的能力，他燃烧的焦躁不安，他从经验主义转向黑格尔的能力，都只是他思想的流动、实践模式的表现。要在三个月内修正你哲学观的基础，你首先必须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行动者。然而，摧毁《逻辑学》是科莱蒂的出发点，而这并不是在一个行动的世界中进行的，而是在大学这个不真实和僵化的世界中进行的。5
因此，在最简单和最本质的定义中，资本是价值的一种形式，而价值本身被理解为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由此可见，当资本试图克服或从属其自身生产关系的商品形式，试图根据其个别意志的结合来调节“市场”时（参见Sohn-Rethel, 1975, 第41页及以下），它仅仅是试图克服或从属作为价值形式的自身，或者其最本质定义中的自身。而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作为资本所变成的矛盾。
开端的双重结构
“如果你把马克思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与黑格尔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进行比较，你会得到一个相当好的平行线……”（恩格斯致施密特，1891年11月1日）。

在上一节中提到，商品在第二卷开头作为资本的“存在形式”重新出现。然而，我们是从它作为资本的直接存在开始的。转化为黑格尔《逻辑学》的术语，这意味着第一卷的运动包含了一个从存在到实存的决定性逻辑步骤，黑格尔以及跟随他的马克思称之为“向根据的回归”。这种退回根据（退回将自身设定为这样的本质）的一般原则，
“一般来说无非意味着：存在的东西，不应被视为一种肯定的直接性（seiendes Unmittelbares），而应被视为被设定的东西。”（《逻辑学》，第446页）

也就是说，存在不应被视为在无中介或缺乏一切中介的意义上的直接（参见Henrich, 1971, 第95页及以下）。
“存在是直接的。既然知识以认识真理为目标……它就不会停留在直接性及其规定上，而是穿透它，假定在这个存在的背后还有别的东西，有不同于存在本身的东西，这个背景构成了存在的真理。”（《逻辑学》，第389页。两段引文的翻译均有修改。）

这个隐藏的背景是什么？正如我们所料，它正是本质。“存在的真理是本质”（同上）。
马克思描述从个别商品向资本过渡的术语，令人惊叹地让人想起《逻辑学》中的这些及其他段落。马克思写道，简单流通
“本身并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则。后者（生产）的契机是它所预设的，而不是由它设定的。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部重新投入其中，就像燃料投入火中一样。否则它就会在冷漠中熄灭……因此，流通，这个表现为直接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的东西”，

表现为其“直接存在”，
“只有在它不断被中介的范围内才存在。就其本身而言，它是预设的极端（即开始和结束循环的两个商品）的中介。但它并不设定这些极端。因此，它不仅必须在其每个契机中被中介，而且必须作为一个中介的整体，作为一个总过程本身被中介。因此，它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reiner Schein）。它是在其背后发生的过程的现象……”（《大纲》，第255页，翻译略有修改。）
通过对简单商品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价值概念，从而得出了辩证逻辑地定义资本概念的基础。现在，正是资本生产了构成流通过程实体和命脉的商品。因此，
“流通本身退回到设定或生产交换价值的活动中。它退回到其中，如同退回到它的根据中一样。”（同上。强调为作者所加。）

构成流通过程“根据”并使其退回其中（在上述解释的意义上）的“活动”，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特定规定中的资本。这个过程的直接结果是“孕育着剩余价值”的商品（《结果》，第975页）。因此，可以像黑格尔那样说，辩证探究的一般过程表现为
“退回到根据中，退回到首要和真实的东西中，开端所凭借的东西依赖于它……并源于它……根据……是最初的东西从中产生的东西，是最初表现为直接性的东西。”（《逻辑学》，第71页。）

“最初的东西”，即商品，产生于资本，资本自身的发展将其设定为一种中介的直接性，即其自身过程的一个“契机”，因而是某种被中介的东西。这使我们能够说，马克思将资本视为其研究运动的根据。然而，正是通过对个别商品的分析，我们才达到了这个基本的或根据的范畴（资本）。因此，同样正确的是，资本，即我们从流通、从个别商品退回其中的根据，是一个结果。并且“在这方面，最初的东西”，即个别商品，“同样是根据”（《逻辑学》，第71页，强调为作者所加）。
这似乎危及了整个论点，因为它似乎将“根据”的特征和功能，即整个研究运动的基础，归因于一个直接的现象（个别商品）。事实上，只有这句话最终使我们能够揭示每一个辩证开端的真实结构。
关于开端本身，黑格尔在《逻辑学》的结尾说
“它的内容是一个直接的东西，但这个直接的东西具有抽象普遍性的意义和形式。”（《逻辑学》，第827页）

因此，像马克思所完成的那样的辩证开端，包含两个维度——直接性（具体性）的维度和普遍性的维度（但普遍性处于其抽象形式中）。然而，作为普遍的东西，后者不预设任何东西——除了马克思会说的，它借以产生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辩证的表述形式只有在它知道自身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GKP 第945页）。说它“不预设任何东西”，除了一个“悬置”在其中的历史过程（参见《大纲》，第460页及以下），就是说构成处于出发点的直接-具体事物的“意义”的普遍性，是某种“绝对的”东西，或者仅仅与自身相关、“自我相关”的东西（《逻辑学》，第70页，第404页，第829页）。正因如此，作为这种仅仅与自身相关的“绝对”，普遍性“算作构成出发点的那个直接事物的本质”（《逻辑学》，第405页，强调为作者所加）。
现在我们知道，资本是个别商品（简单流通）的本质，是它的“根据”或“自我更新的原则”，而商品只是其过程的一个“契机”。另一方面，资本本身只是价值的已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形式，或者资本在其自身的简单定义中是过程中的价值（《大纲》，第536页），是作为支配主体的价值等。因此，价值同样是简单商品的本质，那么区别可以这样表述：作为仅仅是资本的抽象、普遍形式（参见《大纲》，第776页，《资本论》第一卷，第174页，注），价值可以被称为简单商品的“抽象本质”；价值的设定形式，可以被称为它的“具体本质”。或者说，资本之所以只是简单商品的本质，是因为价值是它自身的本质，是资本的本质，因为资本是价值的一种形式。最后，作为价值（即其抽象本质）的直接方面，构成出发点的商品也可以被称为整个运动的根据。
事实上，只要将其视为关于开端结构的陈述，就可以用一种清晰得多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点。即，开端是两个出发点之间的运动。（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评论家未能掌握的）。作为资本总过程的直接现象（这也可以被称为作为反映到自身中的总体的价值，因为资本的所有范畴都是价值的范畴），个别商品构成了分析的出发点。然而，从这里我们并没有直接过渡到资本概念。通过分析商品，引出它的规定性，我们得出了作为社会劳动的抽象物化形式的价值概念。这作为所有进一步概念规定（货币、资本）的根据，构成了《资本论》的综合的出发点。（Berger, 1974, 第86页清楚地理解并明确陈述了这一区别。）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过渡构成了开端本身的结构。用逻辑术语来说，这种运动是从直接性到中介，或从存在到本质的过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分析仅仅是他称之为“发生学表述”（genetische Darstellung）的过程的序幕，即使是必要的序幕（《理论》第3卷，第500页）。这个过程是我们在本文大部分内容中一直关注的。它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连续运动，是黑格尔称之为“形式的发展”的运动，是马克思描述为“原则进入现象”的运动，或者是不同形式通过其内在发生的运动。
在辩证的发展方法中，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不是一个直线过程。人们在总曲线的扩展层面上回归具体，通过“阶段”重建社会表面，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参见Hochberger, 1974, 第155页及以下，第166页及以下）。这最终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将发现一种持续的“本质与现象之间的振荡”（Zeleny, 1973, 第164页及以下）。然而，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资本论》中，这种运动，即资本概念本身的发展，在某一点上中断了。在某一点上，“探究的形式”不再以“表述的方法”这种辩证完美的形态反射给我们。这样说仅仅是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思想中具体的再现仍然是不完整的。这里引人注目的不是马克思留下了这本未完成的书，而是近四代马克思主义者也这样做了。当然，这有其历史原因，与资本主义的更新扩张和质的巩固有关。但是，整个运动中潜在危机的最显著表现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状态——从僵化教条的宏伟摩天大楼的顶层，狂喜地跳向混乱折衷主义的花岗岩路面。
脚注
只要可能，我都查阅了引自马克思著作或黑格尔《现象学》序言或其《逻辑学》的所有段落的原文。因此，如果对现有译文进行了修改，当然只是在查阅了德文原文（马克思的为MEW版，黑格尔的为二十卷本法兰克福版）之后。
1.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和波普尔（Popper）一样，从根本上关注“划界问题”，即建立标准以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的问题，例如将马克思与黑格尔区分开来（对德拉·沃尔佩而言），或将爱因斯坦与马克思区分开来（对波普尔而言）。像波普尔一样，德拉·沃尔佩认为“科学方法”的标志在于使我们的理性建构服从于“经验”的检验。像波普尔一样，德拉·沃尔佩认为“经验”只能“消极地”或作为证伪来发挥这种作用（Della Volpe, 1969, 第171页及以下）。最后，像波普尔一样，他开始将理论或定律视为纯粹试探性的、推测性的或本质上“可修正的”（Della Volpe, 1969, 第184页，第186页，第201页）。那么，我们能在哪里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等传统之间的区别呢？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对德拉·沃尔佩来说，实证主义的特征是其“对事实的崇拜和对假设的反感”（1969, 第205页）——这个论点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全盛时期可能具有说服力，但在今天肯定没有。
也许应该在这里声明，贯穿本文的一个最低限度的预设是最近一些科学哲学中阐述的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特别是Wartofsky 1967、Feyerabend 19701、Feyerabend 19702和Koyre 1968的著作。
2.这里值得强调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反对黑格尔的反应，与后斯大林时代东欧对黑格尔和“《资本论》逻辑”的系统性学术兴趣的复兴是并驾齐驱的。这一趋势的著名代表（他们的著作仍有待翻译成英文）是E V Ilyenkov 1960、M Rozental 1957和J Zeleny 1973（最初为1962年）。这些著作和解释，连同Rosdolsky 1968、Reichelt 1973、Backhaus 1975等人的工作，决定性地驳斥了那种认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在术语上”的相当肤浅的废话（Sowell, 1976, 第54页）。当马克思提到他与黑格尔“表达方式”的“卖弄风情”（《资本论》第一卷，第103页）时，他仅仅是指第一章1867年版本中浓厚的黑格尔式风味和特质。这个版本中包含的许多对《逻辑学》的明确引用，从论点表述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相关的，后来在马克思重写该章时被删除了。例如，1867年版本包含这样一句话：“这种形式很难分析，因为它很简单。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细胞形式，或者，正如黑格尔会说的，货币的‘自在’。”（引自Zeleny, 1973, 第78页）。这就是马克思在重写时删除的那类内容。
3.马克思从“前资本主义”商品开始的观点，在那些对《资本论》的方法毫无概念的读者中非常普遍。德·布伦霍夫（de Brunhoff）1973年也持有这种观点，因为她告诉我们，“交换价值……首先是在一种不特定于任何特定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层面上构想的”（第424页）。这可能是该文章中唯一实质性的、非显而易见的观点，这并非偶然，因为德·布伦霍夫一开始就断言，“必须重新审查商品与资本之间的联系……而不使用黑格尔的方法，遵循阿尔都塞的论证，我认为这种方法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程序来说是极其陌生的”（第422页，强调为作者所加）。关于阿尔都塞，见下面的注5。
4.从这个意义上说，泽列尼（Zeleny，1973年，第六章）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辩证逻辑推导”构成了“第一章的全部内容（不仅是关于个别价值形式的部分）”（第91页）。虽然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只能作为货币理论来理解这一特定意义上，这完全是正确的，但马克思的特定表述，即使在其修订版中，也往往会掩盖这一事实，因此人们很容易像鲁宾（Rubin，1975年，第36页）那样错误地认为，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不讨论货币的情况下讨论价值。关于对马克思的批评，见Itoh（1976年）。
5.这是我们应该更加强烈地反对阿尔都塞（Althusser）的一点，他试图将“拜物教理论”（即将价值视为社会劳动的物化形式的概念）与价值理论分离开来，仿佛它们是不同的方面，这完全是赞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人的粗糙实证主义，这些人认为第一章的“形而上学”与良好常识那种天然优越的主张是不可调和的。加入了实证主义阵营，阿尔都塞不可避免地发现完全无法理解第一章，正如他向马克思的法国读者间接承认的那样。他以其特有的道貌岸然的语气写道：
“因此我给出以下建议：暂时把第一篇的全部内容放在一边，从第二篇开始阅读……在我看来，除非你从第二篇开始阅读并反复阅读了第一卷的全部内容，否则是不可能开始（哪怕是开始）理解第一篇的。”（阿尔都塞，1971年，第79页）

当然，阿尔都塞懒得向他的读者，即《资本论》的读者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阅读了该卷的其余部分后会觉得第一章更容易理解。似乎马克思写了这卷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为了阐明其导言章，而不是恰恰相反！或者也许我们正在处理那些著名的“颠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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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劳动是资本的起点
杰弗里·凯
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1851-1914）是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之一，今天人们记住他更多是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而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诚然，庞巴维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被布哈林轻蔑地称为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确保了他在经济思想史上与该学说的其他创始人并列的地位。但作为从经济学角度批评马克思的人，他是独一无二的。根据他在二十年代文集的编辑弗朗茨·X·魏斯（Franz X Weiss）的说法，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1“被公认为是对马克思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最佳批评”（第IX页）。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1949年英文版的导言中赞同这一观点。斯威齐写道：“就美国而言，所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严肃批评……都承认庞巴维克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甚至首要地位；而普通教科书中的反马克思主义论点与庞巴维克的论点如此相似，以至于不能被视为巧合”（第IX-X页）。最近庞巴维克这本小册子的再版强调了这一判断：直到今天，它在这一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是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最连贯、最系统的挑战。
自1896年首次出版以来，庞巴维克的批评一直困扰着马克思主义，对它的回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一个主题，从最早的希法亭和布哈林一直延续到今天。原因之一是庞巴维克对《资本论》文本的密切关注，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明确的印象：这绝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攻击，而是决心在马克思自己的领域与他较量。另一个原因是他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他将转型问题作为《资本论》的阿喀琉斯之踵提出来。但最重要的是，庞巴维克之所以困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提出的是一种系统的实证主义批评。它不仅挑战了《资本论》的内容，还挑战了它的方法；在这方面，它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强大趋势发生了交锋。因为实证主义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并不局限于其内容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在这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它更大的胜利是渗透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并作为第五纵队发动战争。庞巴维克的论战在这一反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它的再版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丝毫不亚于大约八十年前。
正是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促使庞巴维克将他对马克思的各种攻击汇集起来。第三卷中处理平均利润率形成（即著名的转型问题）的章节，对庞巴维克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战役”。“我情不自禁，”他坦白道，“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对矛盾的解释和调和，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马克思的第三卷与第一卷相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无法与价值理论相调和”（第30页）。为什么？因为“‘内在于商品交换中’的‘伟大价值规律’……表明并且必须表明，商品是根据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第12页）。但是，尽管第三卷是庞巴维克批评的出发点，而且他的书名表明他的主要关注点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或“完成”，但他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却涉及其“开端”。他写道，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根深蒂固的体系”，“只有通过绝对精确地发现错误进入这个体系的那个点，才能被有效地推翻……”（第64页）。而这个点就在《资本论》的开头，马克思在那里“在对其基本学说的系统证明中，展示了一种持续且明显错误的逻辑”（第80页）。追踪并随后证明这种“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错误”是批评中实际上更富有成果和启发性的部分（第65页）。它还有另一个维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像接缝一样贯穿《资本论》的始终，但在庞巴维克将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的《资本论》最初几页中，它构成了文本的基石。因为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时，马克思同时挑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庞巴维克是否完全意识到了利害攸关的问题，很难说；即使他没有，他的直觉也把他带到了问题的核心。他认识到，“价值理论，可以说，处于整个政治经济学学说的中心”。一旦承认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结论就会不可阻挡地随之而来。庞巴维克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间部分，逻辑的发展和联系呈现出一种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严密性和内在一致性”（第88页）。这是为什么对他来说，一劳永逸地驳回其所基于的“假设”如此重要的第一个原因——这个假设即在《资本论》开头提出的命题：商品的价值由其生产所社会必需的（抽象）劳动量决定。第二个原因是，在马克思主义被彻底败坏名声之前，没有其他价值理论，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新古典价值理论，能够声称其合法性。因此，当庞巴维克与《资本论》的开篇几页交锋时，被投入熔炉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错误”
根据庞巴维克的说法，马克思发现价值本质的方法是“一种纯粹的逻辑证明”（第63页）。从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老式”观念（即商品交换是一种定量关系，预设了它们共有的某种属性）出发，“马克思通过以下方式寻找作为交换价值特征的‘共同因素’：他回顾了在交换中被等同的物体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并根据排除法，分离出所有经不起检验的属性，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属性，即作为劳动产品。因此，这必定是所寻找的共同属性”（第69页）。尽管这种“纯粹否定性证明”的方法并不为庞巴维克所赞赏，但他接受它为“奇特但本身并不令人反感”（第68-9页）。问题在于马克思使用它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庞巴维克发起了三管齐下的攻击。首先，他说，马克思通过将某些东西排除在他的“逻辑筛子”之外来操纵结果。其次，退一步讲，除了劳动之外，还有其他马克思无权忽视的共同事实。第三，马克思的整个逻辑可以被颠倒过来，“使用价值可以取代劳动”（第77页）。这三条攻击路线以最清晰的方式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相互对抗的基础理论领域。本节的其余部分将依次处理每一个问题。
1. 马克思的商品并不等同于在市场上交换的物品。“自然的恩赐”、土地、自然资源、树木、矿物等，以与商品相同的方式进行交换，但与商品不同的是，它们不包含劳动。因此，庞巴维克得出结论：“如果马克思在这个决定性的点上没有限制他的研究，而是也在可交换的自然恩赐中寻找共同因素，那么很明显，劳动不可能是共同因素”（第73页）。这是一个巧妙的策略。它似乎一举将马克思的理论与现实中最明显、最容易验证的特征分离开来，同时为另一种观点开辟了道路，即物品（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真正的共同因素是它们的效用和稀缺性。此外，它似乎使马克思面临另一种批评，庞巴维克很快就抓住了这一点。马克思完全意识到非商品也会交换，因此将它们排除在逻辑筛子之外，只能是故意的作为。“我毫不怀疑马克思真实而诚实地确信他论点的真理性，”庞巴维克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但他确信的理由并不是他在其体系中给出的那些。它们实际上是意见，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论”（第78页）。后来他又说：“他知道他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他以令人钦佩的技巧和微妙的手法扭曲和操纵那些饱受折磨的观念，直到它们以一种体面的三段论形式产生预期的结果”（第79页）。用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的语言来说，马克思未能考虑到非劳动生产的可交换物品，证明了他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即实证经济学不可接受地从属于价值判断。
让我们触及问题的核心——非商品（如大自然的免费恩赐）像商品一样进行交换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的意义。例如，生长在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可以交换，即具有价格，2其方式与包含劳动的商品大致相同。但这种可交换性并非源于它们的自然属性。诚然，正如马克思不断强调的那样，只有那些满足人类某种需求的物品才会进入人类的交往；但这种交往的性质并不是由物品本身的物理和自然特征决定的：这些特征使物品成为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原始树木要被交换，不仅要求它们满足人类的某种需求——建筑材料或燃料或其他什么——而且要求它们是私有财产。树木适合建筑或燃烧的自然属性仅仅告诉我们，有些人会使用它们：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使用者也会是买家。这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必须阻止树木的使用者直接占有它们；或者，换句话说，树木必须是某个个人的财产，其对树木的所有权主张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和证实。大自然的恩赐要与商品一起进入市场，需要市场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财产关系体系。庞巴维克批评的表面合理性在这一点上开始消融。考虑一下土地及其“价格”——货币地租，这是涉及自然恩赐的最重要的经济交易。从历史上看，货币地租（用土地的使用权交换货币）的出现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它只有在决定性比例的农业生产采取了商品形式之后才发生。3但这里更切中要害的是，地租不仅在历史上晚于商品生产，而且还依赖于它；李嘉图详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少数被吸收到新古典理论中的部分之一。地租的数额并不决定商品的价格；相反，它是由这些价格决定的。因此，在将非商品排除在他的筛子之外时，马克思所追求的路线不仅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全一致，而且与庞巴维克所代表的思想流派完全一致。庞巴维克这部分乍一看如此合理的批评，在面对地租理论时彻底崩溃了，而马克思的逻辑立场——我们只有在分析了商品之后才能分析非商品的交换——则轻松地站稳了脚跟。
2. 庞巴维克攻击的第二管齐下也并无不同。他引用马克思的话大意是：“如果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作为劳动产品。”然后补充道：“是这样吗？我今天像十二年前一样问：真的只有这一个属性吗？相对于需求而言的稀缺性，难道不是所有可交换物品的共同属性吗？或者它们是供求关系的主体？或者它们被占有？或者它们是自然产品？……或者它们给生产者带来费用的属性……是可交换物品的共同属性吗？……价值原则难道不能存在于这些共同属性中的任何一个，就像存在于作为劳动产品的属性中一样吗？因为为了支持后一个命题，马克思没有提供一丝一毫的正面证据。”（第75页）。由于这个清单可以无限扩展，包括受万有引力定律支配、绕太阳运行等等，庞巴维克肯定不打算让清单上的每一项都被同等认真地对待。无论如何，有些根本不符合条件。说所有商品都受供求关系支配，仅仅是说它们是交换价值，因此这并不是解释。其他的可以很容易地与价值规律保持一致。生产者除了劳动之外还承受了什么费用？撇开人类贪得无厌的观念不谈（作为一个普遍事实，庞巴维克无法提供任何不能被其他同样正面的证据所反驳的正面证据），劳动难道不是真正的稀缺因素吗？这一点不值得进一步深究。马克思的论点并不是说商品交换是建立在所有商品共有的一个共同因素的基础上的。它更实质、更直接：在交换中，劳动是调节贸易条件的共同属性。庞巴维克并没有挑战这一点。他只是将马克思的论点歪曲为形式主义——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3. 庞巴维克批评的最后一次出击，是将他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对抗，试图表明如果马克思正确地使用了他的“纯粹逻辑演绎方法”，他就会得出劳动不是价值基础的结论。“如果马克思选择颠倒考察的顺序，导致排除使用价值的相同推理也会排除劳动：然后，导致劳动加冕的推理可能会引导他宣布使用价值是唯一剩下的属性，因此是所寻找的共同属性，而价值是使用价值的细胞组织”（第77页）。那么，充其量，“否定”的方法不能排除使用价值，因此马克思的方法未能同时将其自身理论的前提建立在明确的基础上，并对新古典主义的替代方案提供确定的批评。在这一点上，庞巴维克正面挑战了辩证法。
我们已经看到，根据庞巴维克的说法，马克思的方法是“一种纯粹的逻辑证明，一种从交换的本质出发的辩证演绎”（第68页）。这两个表达并不等同的事实并没有引起这位奥地利人的注意。“从交换的本质出发的辩证演绎”不是“纯粹的逻辑证明”：前者指的是一种探究特定现象（即交换）的方法；后者正如其名，是纯粹逻辑的，没有特定的对象。如果马克思的方法是后一种，它可以表示如下：想象一个由个体组成的总体P，每个个体都有两个特征或属性，A和B。在总体的每个成员中，这些属性A和B都存在；尽管其具体形式因个体而异。因此，一般属性A表现为a’，a”……而属性B表现为b’，b”……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或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声称属性B是唯一的共同属性，理由是只有它能以一般形式B存在，而A只能以具体形式a’，a”……存在。因为在纯粹的逻辑分析中，没有理由说明一个属性应该具有与另一个属性不同的特征。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实际上使用并滥用了这种逻辑方法，他声称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存在于商品中的特定类型的劳动可以被概括为抽象劳动的共同属性，而特定的使用价值却不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概括。他这样说是因为他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逻辑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劳动和效用仅仅是赋予符号的名称：两者在逻辑系统中是形式上的等价物，因此它们是真正的等价物。没有任何逻辑方法可以将两者区分开来——因此需要一些正面证明。这使得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变得非常明显。在新古典思想中，理论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活动，没有实际内容，它与它试图面对的历史过程的联系必须通过跳跃到观察中来实现，而这些观察与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有有机的联系。辩证法没有做这样的分离。它的理论从来不是纯粹形式的，而是始终具有实际内容。因此，它永远不会被不可逾越的鸿沟与具体事物分离开来。因此，当马克思声称创造商品的特定具体劳动被还原为抽象劳动，而使用价值只能以特定形式存在且不能以相同方式被概括时；他是在提出一个与劳动和使用价值的真实性质有关的命题。他对劳动和使用价值的分析之间的不对称，并不是由于错误地应用了本应将它们视为相同的逻辑：这种不对称源于劳动和使用价值的不同性质。换句话说，在辩证法中，是被考察的范畴决定了逻辑的路径和运动。因此，《资本论》的方法论，特别是这里的开篇部分，与其内容密不可分，因为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没有在逻辑和范畴之间做出分离，而这种分离是我们在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中发现的“模型-现实世界”分离的特征。利害攸关的问题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交换基础的实质性问题，而马克思比庞巴维克更清楚，这不是一项纯粹逻辑的任务。
那么，庞巴维克在这一点上批评的症结在于，导致排除使用价值的相同推理本可以排除劳动作为价值的基础（第77页）。显然，他预设了一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中，逻辑可以说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他所说的“推理”仅仅存在于头脑中，与外部世界没有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形式主义逻辑使他得出结论：从特定使用价值到一般使用价值的抽象，在原则上与从具体劳动到抽象劳动的抽象一样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严格的逻辑基础上，在两个“模型”之间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其中一个模型将物化劳动作为商品的共同属性，因此作为价值的基础，而另一个模型则将商品满足需求的功能置于这一角色。这一论点的核心是一般效用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用几行字考虑并驳回了这一概念。“物的有用性”，他写道，“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半空中的。它受商品物理属性的制约，离开后者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玉米、钻石，就是使用价值或有用的物。”（《资本论》，第一卷，第126页）。换句话说，对马克思来说，效用除非具有特定的物质形式，否则毫无意义。作为一般的东西，它不存在，因此是不真实的。
因此，在《资本论》的开头，在一个对区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至关重要的点上，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方法之间的密切联系。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中，存在的现象世界与它背后的现实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现实体现在存在中，并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变得真实。因此，当马克思说有用性离开商品的物理属性就不存在时，他非常紧密地追随了黑格尔。因为如果一般使用价值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存在，它也就不可能有现实性——也就是说，除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例如，它具有与梦相同的现实性，虽然梦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做梦者思想的事情，但它很难成为他所居住世界的可靠指南。（例如，参见Weiskopf，1949）。庞巴维克不理解这一点。他不理解马克思驳回一般使用价值的概念不是基于逻辑理由，而是因为它没有现实性。对马克思来说，正是使用价值只能以特定形式存在这一事实，为最基本形式的商品交换（一种商品换另一种商品）提供了理由：即因为使用价值是特定的，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彼此不同，这为交换它们提供了理由。像庞巴维克那样坚持认为使用价值不仅是这种意义上交换的理由，而且是它的基础和尺度，这就假定了一般效用的范畴。但是，由于这样一个范畴就其本质而言无法实现任何形式的存在，它注定是不真实的，任何基于它的理论都必定是毫无内容的抽象。
对此明显的反驳是，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取消劳动作为商品共同属性的资格，而在一个稍微不同的背景下，庞巴维克实际上确实采取了这条路线。
“简单的事实是……产品包含不同数量的不同种类的劳动，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意味着一种与马克思所要求和必须肯定的条件完全相反的事态，即它们包含相同数量和相同种类的劳动。”（第82页）

这里我们只关心劳动的质的方面，当庞巴维克指出不同的商品包含不同种类的劳动时，他无疑是正确的。劳动本身必须始终采取具体劳动的形式；它只能作为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劳动（裁缝或织布）存在。因此，假定抽象的或一般的人类劳动，显然是提出了一种抽象，它并不比庞巴维克批评所暗示的一般效用范畴有更多的内容。简而言之，因为抽象劳动只能作为具体劳动存在，所以肯定不能说劳动是商品的共同属性，因为不同的商品是不同类型劳动的产品。价值规律，不亚于效用理论，似乎在它自己的辩证基础上崩溃了。
诚然，有时马克思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并不令人满意。他在其著作的各个地方似乎采取的立场，即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的所有不同类型的劳动只不过是抽象劳动或平均劳动的具体形式，从方法论上讲，与庞巴维克的论点（即生产和消费的众多使用价值是一般使用价值的特殊表现）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它使自己面临完全相同类型的批评。如果抽象劳动只作为具体劳动存在，如果它除了各种形式的具体劳动之外没有其他存在方式；那么它与只能作为特定使用价值存在的一般效用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当马克思声称“一切人类劳动在生理学意义上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是这种相同的或抽象的属性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137页）时；庞巴维克可以很容易地反驳说，所有的使用价值在心理学意义上都是使用价值，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价值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理论的方法是相同的，庞巴维克关于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的唯一方法是基于“正面证明”的论点显然是站得住脚的。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这种一般人类劳动的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的形式中，在任何给定的社会中，普通人都能进行这种劳动，即人类肌肉、神经、大脑等的生产性耗费。”（同上，第31页）。这条通往抽象劳动的道路，或多或少与庞巴维克达到一般效用所遵循的道路相同，所采用的方法肯定非常接近庞巴维克所描述的“纯粹逻辑演绎”。无论怎么说，它肯定不是辩证的；因为它构建的抽象是一个纯粹的心理范畴，本身并不存在。打个比方：将猫和狗识别为哺乳动物——一个属的特定形式——可能代表了生物科学向前迈出的一步，因为我们不再将每个物种视为完全独立和不同的；另一方面，从来没有人见过并检查过哺乳动物本身。它是一个纯粹的分类范畴，因此并不存在。同样，如果我们把抽象劳动构成具体劳动的共同属性——肌肉、大脑等的耗费——我们就是在发明一种心理抽象，而不是发现马克思所追求的真正抽象。在分析交换价值时，马克思指出，“它只能是与它相区别的内容的表现方式，即‘表现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27页）他在这里指的可区分的内容，当然是价值。同样，我们可以说具体劳动是与它相区别的内容的表现形式，这里指的是抽象劳动。但是，仅仅被定义为具体劳动共同属性的抽象劳动根本无法区分。它不能与具体劳动区分开来，就像作为哺乳动物的属性不能与猫的猫科身体或狗的犬科身体区分开来一样。它不能被区分，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什么可区分的，因为它不存在。
此外，正如上面引用的几行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处理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范畴的去历史化。因为如果我们的抽象仅仅作为共同属性得出——即从具体形式到属——它们不仅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存在形式，而且同样地，它们在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具有相同的地位，相同的非存在以及因此存在的可能性。至于我们当前的主题，劳动：如果抽象劳动仅仅是具体劳动的共同属性，那么由于具体劳动无可争议地存在于每种社会形式中，必然得出抽象劳动具有同样普遍存在的结论。如果抽象劳动普遍存在，那么它的产品，即价值，也不可能离场太远，即使在我们找不到商品生产的明确历史形式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无论我们在哪里背离辩证法，采用一种从具体形式走向属的抽象模式，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历史维度，而这正是马克思理论中如此重要的一个要素。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我们可能会在《资本论》和马克思其他著作中找到一些相反的零星言论，但抽象劳动并不是具体劳动的共同属性，具体劳动也不是抽象劳动的存在方式。4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分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段落上，这一点就会变得非常清楚。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下的部分困难源于“抽象”一词；马克思有时使用的另一个词，即社会劳动，要好得多，因为它不易引起歧义。虽然很容易让人觉得抽象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具体劳动的内在本质，以至于可以说两者不能在同一层面上共存，但如果一方面用“个人”或“特定”代替“具体”劳动，另一方面用“社会”代替“抽象”劳动，就不会出现同样的混淆。首先，这些术语并不妨碍我们理解任何单一的劳动同时既是个人劳动（因为它是由特定工人执行的），又是社会劳动（因为它是整个社会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它的一部分意义正是源于这一事实。理解劳动同时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比理解它同时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要容易得多。其次，这些术语不会诱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处理从具体形式到属的抽象。当我们谈论使个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共同属性时，我们不会倾向于从肌肉和大脑的消耗等方面去思考，而是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个人劳动都具有作为社会劳动一部分的特征，无论其具体内容有多么不同。然而，“具体-抽象”劳动的对立很容易暗示一种将所有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还原为共同内容的倾向；而“个人-社会”劳动的对立则没有这种含义。在这方面，它没有混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构成商品生产和抽象劳动出现的真正基础的，是个人劳动内容的变化，而不是其同质性。
考虑一个基本的交换行为：一个人做了一件外套，并用它交换另一个人做的二十码亚麻布。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劳动都是特定和具体的；一个是裁缝，另一个是织布。但是，当他们为了获得不同的使用价值而交换商品时，每个人都以最实际的方式认识到，通过消耗自己特定类型的劳动，他可以获得另一种特定类型劳动的产品。通过交换过程，裁缝可以通过裁缝劳动获得织布的产品。当交换变得普遍，所有的使用价值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时，任何一种劳动都成为获得任何其他类型劳动产品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数量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另一种使用价值完全一样。”（《资本论》第一卷，第127页）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劳动，当体现在商品中时，在定性意义上就成为同样体现在商品中的所有其他类型劳动的等价物，无论它们有多么不同。因此，并不是所有各种具体劳动之间差异的消失为抽象劳动或社会劳动提供了存在形式；相反，正是这些差异及其发展为这种形式提供了必要性。随着具体劳动变得更加多样化，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生产，个人劳动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越来越成为社会劳动的一个方面。或者换个角度看，劳动仍然是特定的，它仍然是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劳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孤立地运作。在普遍商品生产的情况下，即使生产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劳动也同时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同时是特定的又是社会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因此，庞巴维克关于不同形式的劳动（特别是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存在排除了抽象劳动（作为共同因素的劳动）的可能性的批评，被完全推翻了，因为这些差异远未被马克思忽视或通过某种辩证逻辑的把戏变走，而是被假定为抽象劳动存在的真正基础。
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具体劳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抽象劳动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是什么？因为它必须有一个形式，否则它就无法实现任何现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中提出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劳动只有体现在商品中并构成该商品的价值时才成为抽象劳动，因此在寻找抽象劳动的存在形式时，我们仅仅是在寻找价值形式。现在，在涉及两种商品的基本交换中，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在马克思的例子中，20码亚麻布交换一件外套，外套就成了亚麻布的存在形式：“使用价值成为其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48页）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用他的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时，他投入到自己商品中的劳动现在直接且实际地表现在他所获得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5当一种商品代表另一种商品的价值时，马克思称之为等价形式。在简单交换的情况下，一种商品充当另一种商品的等价形式；但当交换变得更加系统化时，就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等价物——即出现一种商品充当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形式：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不仅表明所有商品实际上确实具有共同属性，而且它本身就充当这种共同属性。作为流通媒介，它是体现在任何一种商品中的特定个人具体劳动转化为任何及所有其他类型劳动的手段。也就是说，它是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的媒介。一句话，货币就是抽象劳动的存在形式。
数量与质量
我们现在可以重提开头顺便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庞巴维克坚信，如果价值规律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成正比。对他来说，转型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价格偏离（相对）价值的任何系统性偏差，都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发现的价值理论完全矛盾。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定量关系，在这里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庞巴维克对问题的定义过于狭隘。他将价值量视为价格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实际上是价值量连同其构成共同决定了价格——当然，这与商品价格由其价值决定的一般命题是完全一致的。只要这里提出的问题存在于同一抽象层面上，它们就没有什么根本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琼·罗宾逊将转型问题称为“仅仅是一个分析难题，就像所有难题一样，一旦被解决就不再令人感兴趣”是正确的。（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年，第30页）庞巴维克批评的第二个方面远不止是一个难题，因为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也许是最重要的分歧和对立点——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无内容的抽象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特征，其结果是理论与历史过程之间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它的概念不能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化和中介从抽象走向具体，因为它们不包含任何可以被具体化或中介的东西。因此，它们必须试图直接、立即把握现实。因此，就在实证主义科学理论围绕空洞的抽象组织起来的同时，它又重视其概念的可操作性。因此，庞巴维克同时提出了一种基于完全无形的广义效用概念的价值理论，并将对相对价格的直接解释作为评判价值理论的标准：一个理论必须在解释价值性质的同时解释价值量。与现代一些经济思想流派不同，庞巴维克并不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整个事情（即价值理论）是无事生非。”（罗宾逊，1962年，第41页）他认识到，经济量不能像一个精心建造的圆顶那样，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自行漂浮，从而相互解释。他接受了对价值理论的需求，但前提是它能对相对价格给出立即和直接的解释。因此，当他转向《资本论》时，他想当然地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其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命题，意味着在实践中，商品实际上会以与其相对价值成正比的比例相互交换。一个已经从新古典经济学中获得了关于价值和价格的坚定观念的粗心读者，可能会在文本中找到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但事实上，这与马克思的方法绝对不一致，对于阐述他的理论也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等价交换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论》理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仅仅被庞巴维克等经济学家所持有，那么它完全可以被视为源于先入为主观念的误读。但事实上，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不断重现。在对庞巴维克的回复中，希法亭摆弄了这一观点，提出“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按相应价值进行交换是不可或缺的。”他后来补充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并没有被第三卷的数据所取消，而只是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被修改了”（第157页），这给人一种印象，即偏离等价交换是对一种常态的偏离。在当代的一篇文献中，森岛通夫和卡特福雷斯否认了等价交换条件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否认了发生等价交换的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的历史存在。但他们对这一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坚持如此强烈，以至于它立即再次浮出水面，只是现在作为一种启发式工具，一种“逻辑模拟”：“简单商品生产模型（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型的区别仅仅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我们又回到了实证主义的世界，很快我们了解到，不仅等价交换的观点仅仅是模型的一个要素，而且价值本身也是一种“分析工具”。有人提出，恩格斯拒绝桑巴特“将价值概念仅仅解释为一种逻辑工具”的做法，与“我们试图在这里提出的关于马克思对待价值问题的总体方法的证据”并不完全一致。有趣的是，庞巴维克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却以与恩格斯相同的理由批评了桑巴特。他写道：“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它（即价值仅仅作为逻辑工具）与马克思学说的字面意义和精神是完全不可调和的。”（第103页）
这两篇相隔七十年的文献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等价交换观念的持续迷恋。它们也明确了处理这一观念的仅有的两个基础：（1）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真实过程；或（2）作为一个模型。但是，由于第一个基础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而第二个基础需要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一致的实证主义，因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等价交换在马克思主义中不发挥根本作用。马克思有时可能会为了简单或阐述而使用这个概念，但他理论的任何实质性部分都不依赖于它。这可以通过马克思理论中两个最关键的点来证明：第一，价值作为范畴的确立；第二，剩余价值理论。
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用来追寻价值的逻辑似乎非常明确地暗示了等价交换的假设。他说：“某种商品的有效交换价值表现为某种等同的东西。”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1夸特小麦 = x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了什么？”他问道，“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在1夸特小麦和x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127页）庞巴维克显然认为“等量”的维度对论证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在引用这段话时没有特别提请注意（第10页）。但显然正是这种性质的言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早期部分可以找到几处），给人留下了马克思出于某种原因在大量使用等价交换或简单商品生产概念的印象。但在这种也许是最重要的背景下，可以看出等价交换根本不是必要的。因为马克思正在得出的结论，即除了作为使用价值之外，“商品……只剩下一个共同属性，即劳动产品”，绝不依赖于等价交换。假设收割小麦所需的劳动时间是冶炼铁的两倍，因此小麦的价值是铁的两倍。这些商品的交换仍然使一定数量的一种商品与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面对面。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借用马克思的话，它告诉我们，在两种不同的事物中，存在着两者共同的东西，尽管不一定是等量的。换句话说，马克思提出的观点，即交换过程揭示了最不同的使用价值共享作为劳动产品的共同属性，并不意味着，也不依赖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即只有包含相同劳动量的商品才能相互交换。考虑一下1夸特小麦 = ¼担铁的交换。在这里，铁是价值的等价形式；也就是说，代表小麦价值的是它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它的价值。诚然，只有本身是价值的商品才能处于等价物的地位，但一旦处于这个地位，代表相对形式价值的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因此，在等价形式方面，等价物（使用价值）所代表的价值与其自身价值之间存在着数量上“不一致”的可能性。这种不一致是马克思货币分析的一个基本特征，只要它以不等价交换为前提，那么，在那种程度上，就有可能进一步论证：不仅价值规律不依赖于等价交换，而且事实恰恰相反：价值规律以不等价交换为前提。
庞巴维克对等价交换的重视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希法亭所说，他的“错误在于他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而导致这种混淆的是他自己的理论”（第156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的立场，即商品之所以相似是因为它们都是劳动产品，而这只有通过系统交换的过程才变得明显和真实，这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价格理论。在马克思著作的这个阶段，提供一个关于商品相互交换比率的理论根本不是他的目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有必要发现价值形式和价格形式的性质。换句话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几章是对价值性质的探究，即作为一种质量的价值；从这一点向问题的数量方面的进展经历了许多中介。但是，实证主义思想，无论它是以新古典主义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伪装出现，都无视这种进展，直接从质量跳跃到数量。在现代庸俗形式中，它完全忽略了质量。庞巴维克的批评在这一点上崩溃了，而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整个新古典主义大厦中最脆弱的地方。
2. 经济形式（质量）与其量级（数量）之间的关系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同样至关重要，尽管一般来说它受到的关注较少。庞巴维克只是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原因相当明显。他写道：“在马克思体系的中间部分，逻辑的发展和联系呈现出一种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严密性和逻辑一致性”（第88页）。这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说明如果庞巴维克认为有必要，他会以何种方式批评剩余价值理论。毫无疑问，他会争辩说，在马克思体系中，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像其他商品一样按其价值进行交换。但是，如果去掉这个错误的前提，该理论就会分崩离析，因为一旦工资不再与劳动力的价值挂钩，不仅剩余价值率变得完全不确定，甚至它作为经济范畴的存在也会受到质疑。因为剩余价值本质上是一个数量现象。它是两个量级之间的差额：给定劳动力消耗所生产的价值，与这种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想当然地认为这两个量级之间的差额是正的，但他知道这不足以证明他的观点。为了让资本将这种差额作为剩余价值和利润据为己有，他必须证明工资将始终低于劳动力生产的价值，而这只有在他的体系框架内，通过假设他从未正面确立的东西——即工资等于劳动力的价值——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他设法以令人钦佩的辩证技巧滑过了他论证中的难点。”他引入了等价交换，但不是将其作为它本来的样子，即他论证的唯一且必要的支撑，而是作为一种美德，仿佛这是他要克服的一个困难。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我们的朋友（钱袋子）……必须按其价值购买商品，（并且）必须按其价值出售商品”（第269页）。在《价值、价格和利润》中，他给自己设定了同样的难题。“要解释利润的一般性质，你必须从这样一个定理出发：平均而言，商品是按其真实价值出售的，并且利润来源于按其价值出售商品……如果你不能在这个假设下解释利润，你就根本无法解释它。”（马克思，1962年，第424页）无论你怎么看，庞巴维克很可能会得出结论：剩余价值作为一个始终为正的量级的存在，取决于劳动力商品的等价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商品按其价值交换的命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枢纽。抛弃它，你就抛弃了马克思欣然承认的他最重要的范畴——剩余价值和剥削。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最好从一开始就承认，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范畴的存在，确实涉及并且必须涉及劳动力按其价值交换的趋势。马克思将是最后一个否认这一点的人。但对他来说，工资价值与剩余价值之间的联系与实证主义者归咎于他的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的趋势是源于剩余价值作为一个范畴的存在，反之亦然。要迅速证明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无异于要追溯他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前六章中的运动，但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一个关键点，即他在第四章就已经得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远早于他在第六章转向劳动力的买卖。用最粗略的细节来概括，他的逻辑路径经过了以下几点。在商品的系统交换中，价值在一种成为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或实体中为自己找到了一种社会存在形式。货币商品一开始就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但随着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在社会上确立，它就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商品。它自己特定的使用价值退居幕后，它越来越排他性地作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形式而存在。正是在这一点上，而不是通过某种等价交换的人为假设，我们得到了质量向数量的转化。作为价值，商品除了在大小方面之外是无法区分的，而货币，即价值形式，证实了这一点，以至于总额之间的差异仅仅是量级上的差异。在简单的商品流通（W — G — W）中，货币仅仅充当交换媒介，这种属性仍然是潜在的或次要的。但是，当我们转向价值的流通（G — W — G），即货币转化为资本时，它就变得明显和具有决定性了。价值流通的原因是剩余价值，即用一笔货币G交换一笔更大的货币G1。当劳动力作为商品登上舞台时，整个流通已经牢牢地服从于这个原因。因此，它必须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充当流通价值的媒介，并服从于这个原因。然而，就劳动力而言，这具有特殊的含义。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它的使用价值是生产所有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资本要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工资就必须低于劳动生产的价值，即其使用价值的价值。同时，价值的纯数量性质意味着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同时就是对最大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资本受其自身地位的驱使，不仅要将工资压低到劳动生产的价值之下，而且要压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劳动力的价值。一句话，工资的量级以及随之而来的剩余价值率，源于剩余价值作为经济范畴的性质。经济量级从属于经济形式，数量从属于质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这表现得更生动明显的了。
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庞巴维克的批评没有一点是站得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向他让步任何东西。但矛盾的是，这正是他的书如此有价值的原因，因为正如我们试图表明的那样，反驳它涉及到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基础。同时，《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无疑是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所提出的最实质性的批评。正如斯威齐所指出的，它启发了所有其他的批评。但不仅如此，它还将新古典主义理论置于危险之中。因为在试图攻击马克思可以说是最强大的阵地——《资本论》的开篇——时，庞巴维克暴露了他自己科学的基础，并暴露了这些基础是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式撤退变成了新古典主义的滑铁卢，但遗憾的是，后者并没有被放逐到默默无闻的境地。不过，它的繁荣存活本身也许是最小的问题：对工人阶级运动来说，更重要的是其实证主义方法从内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破坏性影响。随着新古典主义在其误解和不一致的重压下崩溃，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再能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受到正面挑战；然而，它可以从内部被阉割。只有在牢记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阅读，庞巴维克著作的重新出版才会是对文献的及时和有价值的补充。
注释
1.斯威齐版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其中包括希法亭题为“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的回复）最近在英国重新出版。本章正文和注释中仅给出页码的所有引用，均指该出版物。
2.例如，马克思写道：价格形式……（可能）……包含着一个质的矛盾，结果是尽管货币无非是商品的价格形式，但价格完全不再表现价值。那些本身不是商品的东西，如良心、荣誉等……可以由其所有者出售，从而通过其价格获得商品的形式。因此，从形式上讲，一个东西可以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表现是虚幻的。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也可能隐藏着真实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出来的关系，例如未开垦土地的价格，它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其中”。（《资本论》第一卷，第197页）
3.在殖民地和从外部强加商品生产的世界部分地区，这个过程往往是相反的。因此，例如在苏格兰高地，货币地租的强加与商品生产的出现同时发展，甚至早于商品生产的出现，并被广泛用作实现后者的工具。（见Prebble，1969年）。但这丝毫不使一般观点失效。因为在世界的一个地方使用货币地租作为商品生产的催化剂，取决于在另一个地方商品生产在其自身基础上的先前发展。
4.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问题已经与另一个相关问题，即熟练劳动还原为非熟练劳动的问题混淆在一起。这个问题最近再次浮出水面——见Rowthorne（1974）和Kay（1976）——其根源与庞巴维克（Bohm-Bawerk）著作中的许多其他混淆一样（第80-85页）。部分问题在于术语。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谈到了简单劳动，而在上下文中他显然指的是抽象劳动。“简单”的背景含义，即“同质的”，显然是马克思脑海中的意思，这减少了在纯粹术语上将抽象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概念等同起来的可能性。无论语言上可能产生怎样的歧义，至少在理论上，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关系。技能的范畴只能应用于具体劳动，即使所有的具体劳动都是非熟练的（即不需要任何特殊培训或能力就能完成），它仍然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例如看管机器和清洁——因此不会像抽象劳动那样是同质的。坚持这一点，即具体劳动永远不能成为抽象劳动的直接形式，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马克思在《大纲》（第297页）中提出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倾向于将劳动抽象化，即将其简化为一种被抽空内容的纯形式活动。只是这种抽象化过程并不直接源于抽象劳动的范畴，而是源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布雷弗曼（Braverman）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但他以一种肤浅的方式呈现了它。（Braverman, 1974, 第181-2页）
5.“（商品）的价值只能表现为一种‘客观性’，一种在物质上不同于（商品）本身，但又为该（商品）和所有其他商品所共有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142页）。“因此，商品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其自然形式的价值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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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形式的辩证法
C·J·阿瑟
马克思承认，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他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困难的部分（资本论，第一卷，第90页）。因此，他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改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在1866年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指出了以科学形式呈现这些材料的困难，他在信中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应该在资本论的开头进行总结：“不仅是为了完整性，而且因为即使是聪明的大脑也没有完全正确地理解这件事；因此，在最初的表述中肯定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对商品的分析”。然而，这个问题在资本论（1867年）本身中再次出现。当第一批校样送到马克思手中时，他正和库格曼呆在汉诺威，后者说服他，读者需要对价值形式进行补充性的、更具说教性的阐述，因为他们缺乏辩证法。因此，马克思为第一卷写了一个特别的附录，因为——他向恩格斯解释说——“这件事对整本书来说太具决定性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第189页）。在第二版中，马克思又重写了整个第一章——从而使任何附录都变得多余。
在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回忆说，他“在关于价值理论的这一章中，有些地方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02-3页）。这种承认是在讨论辩证法的背景下表达的——而价值形式的发展是资本论中最明显具有辩证色彩的段落之一。我认为，这一部分阐明了“价值”、“使用价值”、“等价物”等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展示商品交换的具体结构，从而纠正前面部分片面的抽象和分析性的还原。诚然，在第二版中，与黑格尔的调情不太明显——遵循库格曼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马克思无疑想给庸人尽可能少的借口来抱怨辩证法的悖论——因此，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第一版，特别是它的附录，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将在下面引用它。
价值形式的必然性
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形式是指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本身并不表现在单个商品中：“不管我们怎样把一个商品转来转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38页）。只有当一个商品与其他商品发生交换关系时，它才在与其他商品相对的交换价值中获得了其价值的表现形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忽视了价值形式的问题，而倾向于分析价值的实体，甚至更多地分析价值的量；在以非历史的方式处理商品关系时，它导致从所涉及的具体形式中抽象出来，并集中于将价值作为劳动产品的基本属性，而没有认识到这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存在问题。如果不承认价值的物质表现形式的必然性，那么价值理论就变成了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一种抽象——价值——固有于商品本身之中。然而，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么我们的分析确实把它们还原到了抽象价值的水平，但并没有赋予它们一种不同于其自然形式的价值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41页）。

诚然，例如一件外套的自然形式带有裁缝劳动的印记——可以说，人们能看出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与价值关系不大，因为这种具体的有用劳动在所有生产方式中都是必然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所涉及的特定生产关系的信息。只有当外套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时，它作为一种可以与所有其他种类的劳动等同的劳动产品的特征（即从其作为裁缝的具体性中抽象出来），才赋予它价值。它并不直接具有这种特征；只有当直接的私人劳动在交换的媒介中并通过交换的媒介作为一种新兴的结果实现为普遍的社会劳动时，它才能体现一般的社会劳动。（参见Arthur，1978）。
马克思说：“然而，仅仅表达构成价值的劳动的特定性质是不够的。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创造了价值，但它本身不是价值。它只有在凝固状态下，在客观形式中才成为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142页）。但是，价值只能通过一种形式具体地客体化自身，这种形式忽略了商品的特定性质（作为由特定种类的劳动塑造的某种使用价值），而倾向于它与其他社会劳动产品的共性。只要另一种商品被设定为代表第一种商品的价值，价值形式就使这成为可能。
正如在天平上，铁砝码对于被称重的重物仅仅代表重量，完全独立于它们作为铁的特定性质一样，价值等价物的身体也仅仅代表价值，独立于其身体形式，并且从其价值在其中表现的商品的角度来看，它所包含的具体有用劳动仅仅代表抽象的普遍人类劳动；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商品的价值相对于另一个商品被实现了。
因此，交换是马克思研究的一个关键前提；正是通过这个过程，价值形式“从其最简单、几乎难以察觉的轮廓发展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货币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39页）
交换与等价
马克思假设商品交换是等价物的交换。在根据这一点详细考察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之前，我们先处理针对这一假设提出的两个反对意见。
让我们首先看看庞巴维克（Bohm-Bawerk，1975，第68页）提出的反对意见：
“在获得平等和精确平衡的地方，不太可能发生任何改变来打破这种平衡。因此，在交换的情况下，当事情以商品所有权的变更而告终时，它反而表明存在某种产生这种改变的不平等或优势。”

这个绝妙的观察除了证明资产阶级批评家形式主义思维极其非辩证的特征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然而，对马克思来说，正是通过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我们才理解了一方面所有权变更的基础，另一方面导致持有原始商品等价物的交易终止的基础。正是商品作为使用价值不同，但作为价值等价这一事实，构成了资本主义交换的基础。
“对于所有者来说，他的商品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带到市场上。它对别人有使用价值；但对他自己来说，它唯一的直接使用价值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因此是交换的手段。因此，他下定决心卖掉它，以换取其使用价值对他有用的商品。所有的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来说都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来说都是使用价值。因此，它们都必须转手。但是这种转手构成了它们的交换，而它们的交换使它们作为价值相互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实现它们。因此，商品在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之前，必须先作为价值实现。”（资本论，第一卷，第179页）。

人们应该注意到，对交换关系的纯粹形式分析不能支持交换必须涉及等价物交换的结论。如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的最初表述被认为提供了一个从交换到等价，再到这种等价实体的纯粹逻辑论证，那么它是行不通的。
最近后阿尔都塞主义者抓住了这一点：
“马克思将交换设想为一个等式，是通过交换对象的同一性来实现的……但绝非不可避免地要将交换设想为一个等式。交换可以被设想为在法律意义上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双方都同意交换条款的公平性并得到了他们被承诺的东西，但不是作为一个等式（交换的物品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同一性）……作为等式的交换和作为必然性的交换比例是特定理论条件的产物，这些条件赋予了某些问题相关性……这些问题是理论性的，而不是事物本质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必须为其寻找答案），这一点经常被遗忘。可以认为，价格和交换价值没有一般的功能或一般的决定因素，并且通常没有必要规定商品交换的比例。”（Cutler等人，1977，第12-14页）

诚然，科学问题并不是在事物的本质中给定的，相反，事物的本质是通过提出和回答理论问题来阐明的。必须证明的是体现特定理论问题域的研究计划。有人声称，整个价值问题域都应该被抛弃，因为没有交换的一般决定因素。人们想知道这些作者会对牛顿的运动定律说些什么；观察到一片树叶飘落到地面的盘旋轨迹，他难道不应该立即放弃寻找运动的一般决定因素吗？为了验证马克思的研究计划，人们必须立即认识到，它的相关性必须局限于特定历史发展的物质条件下的交换。马克思说，“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以一个大规模进行生产且自由竞争盛行的工业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9页）。由此可见，他的交换理论不仅取决于劳动产品的交换，而且取决于在这些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交换。自给自足的社区之间偶尔发生的剩余物品的物物交换应该被排除在外。同样，如果两个朋友注意到一个人有一张多余的床，而另一个人有多余的书架，他们可能不会费心去重新分配这些使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设定定性的同一性或定量的必然性。
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里，我们处理的是无数同时自主且可互换（在这个意义上是相同的）的商品。它们是自主的，因为商品是许多个体私人生产过程的产物，仅由市场联系在一起；它们是相同的，因为每种商品都可以按确定的、已知的比例与成千上万种其他商品互换，无论它是否实际与它们交换。正是这种互换性独立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交换行为，但又是自主交换行为总和的无计划结果这一事实，将资本主义交换设定为等价物的交换。（参见下文的Elson。）设定等价的不是作为个体行为的交换，而是互换性——即我们知道一种商品用许多其他商品表示的交换价值，即使它实际上并没有与其中任何一种商品交换过。
在本笔记的其余部分，我们预设价值形式表达了一种等价关系，并试图表明形式的、非辩证的思维无法理解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因为它脱离了所涉及的具体关系。
价值形式的逻辑
马克思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的形式，再到一般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从图解上看，这种发展可以总结如下：
1. 简单形式 x = y；在这种关系中，x的价值据说以相对形式给出，而y处于等价形式。
2. 扩大的形式 x = y，且 x = z，且 x = a，且 x = n 等等。
	3. 一般形式	y =	[image: Images] ! x（x据说处于一般等价形式）
	z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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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货币形式 和前面一样——但x是一定数量的黄金，或者是特定社会中历史演变形成的一般等价物。
从形式思维的角度来看，这里除了同义反复的复杂化——“价值就是价值就是价值”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在提到货币形式之前，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经验意义，货币形式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对熟悉现象——市场价格的指代。当然，马克思关心的是要表明，与传统的货币理论相反，它在萌芽状态下植根于简单的价值交换。）这是因为，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价值形式的发展仅仅是抽象的阐述，而不是真实关系表象的综合。
例如，斯坦利·摩尔（Stanley Moore，1963）错误地将价值形式的发展视为旨在支持马克思早期从交换价值中推导出价值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始终运用了抽象原则。他引用了塔斯基关于这一原则的话如下：
“每一个同时具有自反性、对称性和传递性的关系都被认为是某种平等。因此，与其说这种关系存在于两个事物之间，不如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事物在某某方面是平等的，或者——用更精确的说法——事物的某些属性是相同的。因此，与其说两条线段全等，或者两个人一样老，或者两个词同义，不如说这两条线段在长度上相等，这两个人年龄相同，或者这两个词的含义相同。”（塔斯基，1946，第30节。）

换句话说，根据摩尔的说法，马克思认为交换中商品之间的关系是自反的、对称的和传递的；并从中抽象出这样一个结论：商品共享一个相同的属性：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
根据形式思维的准则，当且仅当一种关系是自反的、对称的和传递的时，平等关系才成立。
1) 当对于K的任何成员x，都有xRx时，关系R在类K中是自反的。
2) 当对于K的任何成员x和y，如果xRy则yRx时，关系R在类K中是对称的。
3) 当对于K的任何成员x、y和z，如果xRy且yRz，则xRz时，关系在类中是传递的。
我将平等关系的形式属性（x = x；如果x = y则y = x；如果x = y，且y = x，则x = z）统称为“RST”。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认为交换的结构是等价交换，但价值形式的发展的重要性恰恰在于，隐藏在价值相互之间的分析同一性中的某些矛盾，在价值物质地表现为交换价值（其必然的表现形式）时显现出来。我将表明，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他将其描述为一种等价关系）违反了RST，或者至少它引起了对交换关系的物质特征的注意，而这些特征是无法用RST分析形式来表达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的发展中所追溯的不是抽象的运动，而是具体的逻辑。
简单价值形式中缺乏自反性
在考察价值的简单表现“x = y”时，马克思认为，尽管相对形式和等价形式在其中显然是不可分割的，但这里仍然存在着真正的两极对立，因为这两种形式分布在不同的商品中，他接着说：“例如，我不能用亚麻布来表达亚麻布的价值：20码亚麻布 = 20码亚麻布不是价值的表现。”（资本论，第一卷，第140页）（它仅仅表达了一定数量的使用对象，亚麻布。）因此，在这里，他否认了自反性，因为“x = x”据说不是价值的表现。在将x与其自身联系起来时，除了说它作为一个具有自然给定属性（仅与其使用价值相关）的确定物体与其自身相同之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x = x”不是价值的表现，因为价值只表现在不同商品之间的关系中，并且只有通过表达一种商品相对于另一种商品的价值的价值形式，才能分配给特定的商品。在“x = y”中，等价物“y”代表x的价值。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退后一步。使用价值和价值不仅是商品的不同规定，而且可能是对立的，因为当作为使用价值时，商品不能同时是价值，而当作为价值对待时，它的特定用途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它要么被交换，在这种关系中只有价值是重要的，并且从每种商品的特定用途中抽象出来，要么它被消费，不再被视为潜在的可交换物。
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将使用价值分配给消费领域，将价值分配给交换领域来满足于这种对立；因为当我们说我们从交换商品所涉及的特定使用价值中抽象出来时，实际交换（即实际移交）的仍然是必须被视为价值的使用价值，使得商品x将y的身体作为其价值等价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中说：
“我们在这里站在了阻碍理解价值形式的所有困难的出发点上。区分商品的价值与其使用价值，或者区分形成使用价值的劳动与仅仅被算作商品价值中人类劳动力消耗的同一劳动，是相对容易的。如果人们以一种形式考虑商品或劳动，那么他就没有以另一种形式考虑它，反之亦然。这些抽象的对立面自行分离，因此很容易保持分开。但价值形式则不同，它只存在于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中。使用价值或商品体在这里扮演着一个新的角色。它正在变成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从而变成它自己的对立面。同样，包含在使用价值中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也变成了它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纯粹实现形式。商品的对立规定非但没有分离，反而相互映射。无论这乍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进一步考虑就会发现它是必然的。商品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价值，有用劳动的产物和劳动的抽象凝结物。为了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它必须因此加倍它的形式。”（价值：研究，第21页。）

价值和使用价值在这里进入了一种辩证关系，因为价值虽然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与使用价值相对立，但实际上不能与其对应物分开，因为交换交易实际上由移交使用价值构成；因此，在交换中，价值关系必须在运用价值及其在交换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中进行中介。一个产品本身没有价值；因此，一个商品不能以其自身的形式，即自然构成的形式（即作为使用价值）来表达其价值；但是商品的双重形式（即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在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中找到表达，借此物质使用价值y呈现出x价值等价物的形式。
也就是说，商品作为价值的同一性不能通过将其与自身等同来表达；这种与其自身的关系只把握了它直接是什么，即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一种价值，就是具有作为社会客体的地位，因此，这种地位必须通过它与另一种商品的等同来中介，这种商品直接与它不同，但（由于它们共同起源于社会的普遍劳动）具有相同的社会实体。一个价值只有在它的这个他物中才与自身同一，因为价值的实体本质上是社会的，“它只能表现在商品与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资本论，第一卷，第139页）——它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即以中介的形式。
那么我们看到，在纯粹的形式分析中，“抽象的对立面分离了”——a是a，b是b；我们要么把事物看作使用价值，要么看作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这里处理的是商品的社会存在，作为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这些对立面在价值形式中“相互映射”，以至于“x = x”不能表达价值关系，而“x = y”可以——这就是具体的逻辑。
现在让我们转向对称性问题。
简单价值形式中缺乏对称性
虽然很明显价值表达式“y = x”可以从“x = y”推导出来，因为这种关系具有对称性，但马克思强调，这些表达式必须在一个确定的方向上进行，使得在一个表达式中，x处于相对形式，而在另一个表达式中，处于等价形式：因此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表现。
“亚麻布价值的相对形式……预设了某种其他商品以等价形式与它相对立。另一方面，作为等价物出现的这另一种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被表达价值的不是后一种商品。它只提供表达第一种商品价值的材料。当然，20码亚麻布 = 1件外套的表达式……也包含其反面：1件外套 = 20码亚麻布……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颠倒等式，以便相对地表达外套的价值；如果我这样做，亚麻布就成了等价物而不是外套。因此，同一种商品不能在同一个价值表达式中同时以两种形式出现。这些形式作为两极对立面相互排斥。”（资本论，第一卷，第140页）

处于相对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商品之间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对称性是，作为等价物，商品具有直接可交换性的地位，因为它代表了处于相对形式的商品的价值，而在相对形式中，商品只有通过由这另一种商品表达其相对于第一种商品的价值所构成的中介，才能与其等价物交换。（稍微提前一点我们的阐述）如果等价物被认为是货币商品，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因为人们倾向于假设，与在其中表达价值的事物不同，货币天生具有直接可交换性的特殊品质。将这种属性归因于商品的自然形式所涉及的实体化，并没有被那些认识到黄金不是唯一可以扮演货币角色的使用价值的人所超越。只有马克思将直接可交换性的形式追溯到其最原始的根源，即在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建立的关系，例如20码亚麻布 = 1件外套。（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49-40页。）
如果我们进行一次交换，我们可以从任何一方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但马克思坚持认为具体存在两个这样的角度；如果我们要紧贴交换的具体特征，并避免陷入忽略商品动力学这一重要特征的形式主义中，就绝不能忽视这一点。
从x的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商品y仅仅作为其价值等价物出现。当然，同时，从y的所有者的角度来看，x才是它的等价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一章附录中所说：
“在这里，亚麻布和外套两者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但是，请注意，这是对于两个不同的人和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表现中，它们只是同时发生”。（价值形式，第135页。）

在解释这一点的过程中，马克思有趣地提到了抽象原则（见上文第72页）：在再次强调交换中的对称性实际上使我们同时卷入两种不同的价值表现（因为每种商品依次必须采用相对形式和等价形式）之后，他承认我们可以从“x = y”或“y = x”这两个公式中的任何一个得出结论，即x和y的价值是相同的或等价的。他说：
“我们也可以用以下方式表达公式20码亚麻布 = 1件外套……：20码亚麻布和1件外套是等价物，或者两者都是等量的价值。在这里，我们没有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达这两种商品中任何一种的价值。因此，这两种商品都没有被设定为等价形式。这里的等价物仅仅意味着在量上相等的东西，这两件事物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被默默地还原为抽象的价值。”（价值形式，第138页。）

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人们通过进入抽象领域而失去了对交换的具体特征以及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个环节的辩证法的把握，那么当然“在我们头脑中”一切都会坍塌成一种死板的抽象——价值；而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也大可被忽略，因为我们所能发现的只是巨大的同义反复“x = y = x = y = x”。当然，这种形式主义非常适合抽象分析，借此价值恰好变成了不过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尺度。我们引用的论文中的摩尔本人正是以这种方式错失了要旨，他说在一般等价形式中，“价值是通过其在某种任意选择的标准商品（即计价物）中的价格来衡量的。”（Moore, 1963, p. 80）。即使是像李嘉图那样理解寻找标准商品是找错了方向、并且有必要从劳动的角度分析价值实体的人，也没有意识到，人们不能仅仅假设价值实体，然后将每种商品仅仅视为一个给定的量，即生产出的总价值的一个给定部分，因为这些产品只有在现实中（而不是“在我们头脑中”）交换将这种等价性强加给它们时，才成为具有价值的商品，这是通过一个物质的通约过程（而不是观念上的比较）实现的，借此每种商品的价值都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外化。这里的另一种商品是第一种商品的物质等价物。关于交换过程的这个不可还原的事实，不能通过援引导致抽象原则的形式对称原则来消除，这种抽象原则将每种商品都还原为相同的死板同一性。
一般等价形式中对称性的缺乏
这在一般价值形式中变得很清楚，其中一般等价物表达了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正如我们所说，我们需要避免那种将一般等价物仅仅描述为计价物的形式主义；相反，我们应该将其理解为一种商品对其他商品的具体排除，理解为它们作为价值和抽象人类劳动产品的社会存在的化身。在我们证明价值范畴的物质有效性之前，我们不能以一种预设我们正在处理一系列价值的方式来谈论标准商品，而且，由于这——价值——只有通过价值形式才能获得现象表达，因此一般等价物绝不是科学观察者为了整理其数据而提供的一种简单便利，它是劳动产品在价值上统一的非常具体的必然性——体现在这种一般等价物中的劳动代表了所有人类劳动（被视为从其各种具体形式中抽象出来的）。我们拥有一个通过一般等价物自我分化的普遍秩序，它将商品作为价值统一起来，从而克服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分离性。
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隐含在简单价值形式中，并在一般等价形式中具体地表现出来：
“在形式1中，这两种形式已经相互排斥，但仅仅是形式上的。根据同一个等式是正向读还是反向读，处于两极位置的两种商品（如麻布和上衣）同样时而处于相对价值形式，时而处于等价形式。在这一点上，要坚持两极对立仍然需要一些努力……在形式3中，商品世界具有一般的社会相对价值形式，仅仅是因为并且只要属于它的所有商品都被排除在等价形式或直接可交换性的形式之外。反过来，处于一般等价形式或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的商品，则被排除在商品世界统一的、因而是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之外。”（《价值形式》，第148页；比较《资本论》第一卷，第160-61页。）

因此，在这里，对称性瓦解了，当然，在货币形式中也是如此。在货币形式中，我们有一种通过历史实践演变而来的特定商品，扮演着一般等价物的角色（黄金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其他商品在形式上可以作为价值与货币商品等同，那么事实上并非每种商品都能扮演货币的角色（即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形式——直接可交换性的形式）。马克思评论道：
“像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一样，价格通过断言给定数量的等价物（例如一盎司黄金）可直接与铁交换，来表达商品（例如一吨铁）的价值。但它绝不断言反过来的情况，即铁可直接与黄金交换……虽然一种商品除了其真实的形态（例如铁）之外，还可以以其价格的形式拥有观念的价值形态或想象的黄金形态，但它不能同时既是真实的铁又是真实的黄金。”（《资本论》第一卷，第197页。）

货币形式中传递性的缺乏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传递性在货币经济中瓦解了。马克思说，“如果铁的所有者去找某种其他世俗商品的所有者，并向他指出铁的价格，以此证明它已经是货币”（《资本论》第一卷，第197-8页）——他会碰壁，因为这种其他商品的所有者不准备接受铁，即使铁值一定数量的黄金，而这黄金与他自己的产品价值相等，并且他很乐意用它来交换黄金。假设这另一种商品是一磅藏红花，那么，即使一吨铁 = 一盎司黄金 = 一磅藏红花，藏红花的所有者可能仍然不会为了铁而放弃它，而只会为了黄金，或者为了他消费所需的某种必需品而放弃它。人们可以在想象中把铁当作一般等价物，所有的等式在形式上都是正确的，但与它们相对应的交换不会发生，除非铁在现实中是一般等价物，即货币商品。黑格尔说：
“当普遍者被变成一种纯粹的形式并与特殊者并列，仿佛它处于同一层面上时，它本身就沦为了一个特殊者。即使是日常事务中的常识，也超越了将普遍者置于特殊者旁边的荒谬。任何想要水果的人，会因为樱桃、梨和葡萄是樱桃、梨或葡萄而不是水果，就拒绝它们吗？”（黑格尔，1975年，第19页。）

确实如此——然而在市场上，小贩们会拒绝用各种其他商品来交换他们自己的商品，理由是它们不是货币，不是他们作为价值的外化同一性。只有货币商品（例如黄金）除了具有与其他商品相同的价值这一形式地位外，还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社会形式（这赋予了它直接可交换性）。换句话说，货币不是抽象普遍者（价值）的“纯粹形式”；相反，它具体地中介了价值彼此之间的同一性。
最后要考虑的一点是，虽然人们可能会承认1磅铁本身并不能表现其价值，但对于货币（因为它具有直接可交换性的社会形式），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即——正如它本身那样——它就是价值：“中介这一过程的运动消失在它自己的结果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资本论》第一卷，第187页。）
然而，马克思坚持认为：
“商品的等价形式并不意味着其价值量是可以决定的。因此，即使我们知道黄金是货币，从而可以直接与所有其他商品交换，这仍然不能告诉我们，例如10磅黄金值多少。货币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只能在其他商品中相对地表达其价值量。”（《资本论》第一卷，第186页。）

因此，即使其他商品的价值是作为货币商品的函数给出的，同一性函数也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价值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辩证关系；它不是以一种伪自然的方式固有于产品中的抽象本质。
参考文献
Arthur, C J, “马克思的具体普遍者——劳动”，载于《探究》（Inquiry），1978年。
Bohm-Bawerk, E V, 《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Merlin Press, 伦敦, 1975年）。
Cutler, A, Hussain, A, Hindess, B, Hirst P Q,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今日资本主义》，第一卷，（Routledge, 伦敦, 1977年）。
Hegel, G W F 《黑格尔逻辑学》，W Wallace 译（牛津大学出版社，第3版，1975年）。
Marx, K 《政治经济学批判》（N I Stone 译，芝加哥，1904年）。
Marx, K, “第一章：商品”，选自《资本论》第一版——载于《价值：马克思研究》，A Dragstedt 译（New Park, 伦敦, 1976年）。
Marx, K, “价值形式”（《资本论》第一版附录），M Roth 和 W Suchting 译，载于《资本与阶级》第4期，1978年春季。
Marx, K 《资本论》第一卷，（Penguin, Harmondsworth, Middx, 1976年）。
Marx, K, 致库格曼的信，1866年10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1867年6月22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莫斯科，1965年）。
Moore, S,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形而上学论证”，载于《应用经济科学研究所提要》，增刊第140号，1963年8月。
Tarski, A 《现代逻辑学导论》，第二版，纽约，1946年。

误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马克思对瓦格纳的边缘批注
阿塔尔·侯赛因
使用说明
本文带有其发表背景的印记。它发表在一本名为《理论实践》的评论杂志上，该杂志于1973年停刊。该评论的目的是在假设阿尔都塞及其同事的分析已经消除了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以对阿尔都塞的分析至关重要的一点作为出发点，即假设《资本论》背后存在一个科学的问题域（problematic）——支配话语的规则和关系——而这个问题域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层层意识形态解读所掩盖。正是这一假设使得《马克思对瓦格纳的批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本文所做的，是通过马克思自己对一位保守的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对《资本论》（特别是关于商品的第1节）的严重误读的评论，来衡量对《资本论》中关于价值的各节的各种解读的正确性或错误性。但是，一旦取消这个假设，本文的论点就会变得脆弱。科学性假设的作用是悬置那些对《资本论》的基本概念（如价值、趋势规律等）产生怀疑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到，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不仅仅是对《资本论》的误读（这种误读有很多），更重要的是《资本论》的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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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的边缘批注构成了他最后的文本之一。在法文平装版《资本论》的导言中，阿尔都塞特别提到了这个文本：
“它无可辩驳地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方向：不再有费尔巴哈人道主义或黑格尔影响的丝毫阴影。”（阿尔都塞，1971年，第99页。）

因此，对阿尔都塞来说，这些《批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明确了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的认识论断裂。
在这些《批注》中，马克思证明了瓦格纳对《资本论》的解读采取了压制概念区分和将概念转化为自由词汇的形式，这里的自由是指它们可以被其他词汇所取代。这种转化，就像瓦格纳《教科书》的其余部分一样，是特定问题域——哲学人类学问题域——的产物。该文本的理论重要性在于，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域并不局限于瓦格纳的《教科书》，正如本导言将要证明的那样，它也支配着更近期的著作，包括某些修正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在这些《批注》中，马克思不仅阅读了瓦格纳，而且反思了他自己的问题域，这也使得这些《批注》无异于对支配《资本论》的问题域的反思。这就是阿尔都塞评论这些《批注》无可辩驳地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方向的理论依据。
瓦格纳对《资本论》的讨论围绕着价值理论问题展开。在谈到他对马克思话语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具体影响之前，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瓦格纳评论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他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石”，这赋予了“价值理论”一种目的论，从而否认了其作为科学实践的自主性，即受该实践特有规律支配的自主性。马克思的反驳：“因为我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社会主义体系’，这是瓦格纳、谢夫勒之流的幻想”，这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自主性的肯定。它不屈服于任何意识形态，甚至不屈服于革命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用以下的话肯定了科学实践的这种自主性：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同上，第23页。）

瓦格纳（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将劳动视为“交换价值的共同社会实体”。马克思指出，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Darstellungsweise），而价值的概念不同于交换价值的概念，后者被投入到商品交换的商业实践中。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被表现的东西”和“被表现的东西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接着明确了《资本论》中的话语顺序：
“我们研究的进展将把我们带回到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或现象形式，然而，我们现在必须独立于这种形式来考虑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46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正如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2中指出的，“话语的顺序”不同于具体历史事件的顺序。这种差异是话语实践是思维过程、思维客体不同于现实客体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这种特定的差异揭示了对《资本论》的历史主义解读的错误，根据这种解读，对价值概念的讨论先于对生产价格（即以货币计价的交换价值，通常偏离价值）决定的分析，因为资本主义初期的价格等于价值，而在后期则等于生产价格。3 马克思上面引用的陈述是基于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在理论上明确的关系，不能被解释为规定具体历史事件的顺序。23
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或现象形式”这一陈述，对于明确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只有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即以普遍的商品生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下，交换价值才是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价值、交换价值和普遍商品生产之间的理论联系如下：普遍商品生产规定了“社会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价值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见Ranciere，1971）。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中，“价值形式”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术语交替使用，而“自然形式”一词则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瓦格纳忽视了“价值”、“交换价值”和“商品”概念之间的理论联系。因此，马克思不得不提醒他，“对我来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价值’和‘交换价值’都不是主体，商品才是主体。”
从庞巴维克到琼·罗宾逊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几乎所有批评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资本论》第一章致力于交换价值的定量决定。这个特定的假设使这些批评者能够用另一个问题取代文本中提出的问题：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评论了支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域的影响：4
“少数致力于分析价值形式（交换价值）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S·贝利）未能得出任何结果，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与价值本身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实际资产阶级的粗俗影响下，他们只关注问题的定量方面。”（《资本论》第一卷，第56页注。）

马克思所指的实际资产阶级的粗俗影响，是投入到交换的商业实践中的客体，即交换价值的定量大小。马克思在这些《批注》中指出，“除此之外，正如每个发起人、骗子等都知道的那样，在当今的商业中肯定存在一种与价值形成无关的交换价值的形成。”
瓦格纳忽视了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从未成功地通过对商品，特别是对商品价值的分析，发现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形式。即使是该学派最优秀的代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也把价值形式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看作是与商品内在性质没有联系的东西。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价值量的分析所吸引。原因还在于更深层次的东西。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不仅是资产阶级生产中产品所采取的最抽象的形式，而且也是最普遍的形式，它给这种生产打上了特殊的社会生产种类的印记，从而赋予了它特殊的历史特征。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界为每个社会永恒固定的生产方式，我们必然会忽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differentia specifica），从而忽视商品形式和资本形式等的特殊性。（《资本论》第一卷，第85页注。）

李嘉图提出了什么决定价值量的问题，并给出了答案：商品的价值等于其中包含的劳动。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物品的价值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在上述引文中被称为“那种形式”）是什么？当然，上面引用的文本中的陈述略有歧义，因为价值并没有变成交换价值，而是表现在交换价值中，但通过参考这些《批注》中的其他段落，这种歧义很容易消除。无论是李嘉图还是任何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论是古典的还是非古典的，都没有提出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接着用以下的话解释了第二个问题缺失的原因：
“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界为每个社会永恒固定的生产方式，我们必然会忽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资本论》第一卷，第85页注。）

以“把这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头的陈述指的是什么？显然不是指从历史编年史中得知的资本主义并非一直存在的简单事实。事实上，亚当·斯密在讨论劳动分工时，详细描述了生产组织的变化。李嘉图等人的疏忽不能通过简单地注入“时间视角”或提供多布所指的模棱两可的“历史角度”来纠正。5 李嘉图等人的疏忽是他们问题域的疏忽；“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界永恒固定的”是对支配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话语的问题域的隐喻性（因此也是模棱两可的）提及。该问题域的主要特征是，它直接或间接地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商业和经济实践所决定。这种决定的主要影响在整个《资本论》中都有明确说明，具体如下：5
(i) 专门关注交换价值的定量大小；
(ii) 将“剩余劳动”等同于利润——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范畴；
(iii) 未能区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

李嘉图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提出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可以通过确定回答该问题的理论要求来发现。明确交换价值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社会结构，需要“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明确特定“生产方式”相较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相关差异所需的概念。马克思的反问，即上面的第二个问题，标志着问题域的改变。历史科学的客体不再被设想为有主体的过程，而是无主体的过程。这第二个问题是特定问题域的问题，也是支配李嘉图话语的问题域的“非问题”；该问题的缺失是问题域的症状。马克思正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这个无主体过程的概念。阿尔都塞指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李嘉图提供了普遍性I，即理论劳动的客体，而黑格尔的“无主体过程”被用作普遍性II，即转化的手段，以产生普遍性III，即历史知识。
我没有证明李嘉图的问题域是有主体过程的问题域这一断言。这一证明必须基于一个我在这里无法回答的更广泛的问题：意识形态话语是否必然受有主体过程的问题域支配？正如马克思在这些《批注》中指出的那样，李嘉图对第一个问题的专一关注必然导致他无法发现他的价值理论与货币性质之间的任何联系。李嘉图没有看到，对于普遍的商品生产来说，货币不一定是一种商品，而货币（包括纸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同一个社会结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李嘉图将他对货币的讨论局限于硬币，并认为硬币的价值等于其中包含的劳动的价值。至少在这个例子中，生产方式的两个不同特征被还原为劳动的表现，即主体的活动，而对马克思来说，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是普遍商品生产方式的不同产物。
瓦格纳从价值概念中推导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瓦格纳所谓的价值概念，是从“人”将外部世界的事物作为物品（即使用价值）来评价（schatzen）的自然冲动中推导出来的。瓦格纳接着明确了他的推导方式：“从人的需要和经济本性出发，得出物品的概念，并将其与价值的概念联系起来。”马克思对这种推导方式的描述如下：“现在，假设一个人感觉到教授的‘自然冲动’，他可以如下推导出一般的价值概念：赋予‘外部世界的事物’以‘物品’的属性，并名义上‘赋予它们价值’。”马克思接着指出，“但是，既然在这里‘赋予’外部世界的事物‘价值’只是表达赋予它们‘物品’属性的另一种措辞，那么‘物品’本身绝对没有被赋予不同于其‘作为物品’的规定的‘价值’，正如瓦格纳想要假装的那样。”
换句话说，瓦格纳给自己设定了将“使用价值”排除在科学之外的任务。他通过玩弄文字游戏做到了这一点。他从物品（即使用价值）的概念中推导出价值一词，然后用价值一词代替使用价值。瓦格纳的解读将《资本论》科学话语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价值和使用价值——转化为两个可以互换的词。这种转化的手段是什么（或者说，支配瓦格纳解读《资本论》的问题域是什么）？马克思明确如下：
“在这些夸夸其谈的短语的阴暗背景中，隐藏着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不朽的发现：在任何条件下，人都必须吃、喝等（不能再进一步说：穿衣、有刀叉或床和住房，因为并非在所有条件下都是如此）；简而言之，在任何条件下，他都必须要么在自然界中找到预先存在的外部事物来满足他的需要并占有它们，要么用自然界中预先存在的东西为自己制造它们；在他实际的这个过程中，他实际上不断地将某些外部事物作为‘使用价值’来对待，即他不断地将它们作为他使用的对象来对待；因此，使用价值对洛贝尔图斯来说是一个‘逻辑’概念；因此，既然人也必须呼吸，‘呼吸’就是一个‘逻辑’概念，但看在老天的份上，它不是一个‘生理’概念”。

事实上，瓦格纳的问题域不过是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域，即早期马克思的费尔巴哈人道主义问题域。这个问题域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i) 历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过程。
(ii) 主体“人”，用费尔巴哈和早期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他的类存在，被赋予了某些属性，例如他消费、生产、创造等。这些属性，或者被称为主体的谓词，构成了人的本质。主体与其本质的关系在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域内，可以在本质的唯心主义和主体的经验主义之间，以及主体的唯心主义和本质的经验主义之间变化。
(iii) 平庸的异化概念标志着主体、本质和异己客体之间的关系。

异化标志着本质在异己客体中的体现，以及主体与客体、主体与谓词之间关系的颠倒。以下是该问题域在经济理论中的直接影响：
(i) 消费始终是类存在“人”的消费，而不是生产关系承担者（Trager）的消费。
(ii) 生产始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共同劳动（或集体劳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域并不局限于瓦格纳的《教科书》。瓦格纳强调消费人类学，而其他人则关注生产人类学（制造者等）；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同一个主体“人”都以由问题域的变体决定的不同面具出现。这同一个问题域甚至出现在莫里斯·多布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新英译本所写的导言中，在那里它特别有害，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介绍这一商标进行推销的。多布对马克思的问题域作了如下说明：
“人们有时说，对黑格尔来说，作为发展原则和结构模式的辩证法是从作为心智或‘精神’的抽象存在开始的，而对马克思来说，发展的辩证法是从自然界开始的，从最初作为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人开始的。但是，虽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受其规律的决定，但作为有意识的存在，人同时能够与自然界作斗争并反对自然界——为了自己的目的使其从属于自己并最终改造它。”（多布，1971年，第7页。）

需要指出哲学人类学问题域的进一步具体影响。在这些《批注》的开头，马克思指出“瓦格纳没有区分每种劳动的具体性质和所有这些具体劳动所共有的劳动力的消耗。”如果把生产看作是“人”满足其“类需要”的类活动，那么进行劳动（即特定种类的劳动）的特定历史条件就变得不可见了。具体劳动和抽象社会劳动之间的区别基于对生产过程概念化的以下两个组成部分：
(i) 生产始终是特定物品的生产；
(ii) 作为生产的生产始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

生产过程的这两个方面在《1857年导言》中得到了恰当的说明：
“正如没有一般的生产一样”（生产始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也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始终是特定产品的生产）。（同上，第196-7页。）

具体劳动的概念指的是劳动被用于生产特定产品这一事实（这一事实不是经验的给定，而是生产方式一般理论的建构），而抽象社会劳动的概念指的是劳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一事实（或者正如马克思在这些《批注》中所说，“制造物品的过程具有社会性质”）。
抽象社会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是哲学人类学问题域所看不见的，因为该问题域通过将“人”置于与自然的永久交流中，压制了明确生产发生的特定历史条件的理论前提。面对《资本论》中明显存在的文字区分，在这个相同的人类学问题域内，比瓦格纳更仔细的读者将其还原为一种“异化”关系：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一种商品，人类的具体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中被“拜物教化”为抽象社会劳动的异己形式。但是，这种在“人”与自然之间插入“物化”形式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对《资本论》所阐述的生产方式理论中抽象社会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关系位置的误认。66
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域也使瓦格纳能够将普遍的伦理标准引入他的话语中。在这些标准（“不可偷盗”等）的基础上，瓦格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等同于抢劫。这种将伦理标准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做法并不局限于瓦格纳。琼·罗宾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笔》中写道：
“马克思将利润视为无酬劳动的方法，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整个机制和剥削率，不断地在读者脑海中呈现出一幅将资本主义过程视为海盗系统的图景，掠夺工人的生命。他的术语的力量来自于其中所渗透的道德义愤。”（同上，第22页。）

瓦格纳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琼·罗宾逊是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但他们各自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概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榨取方式的解读是完全相同的。在这些《批注》中，马克思对瓦格纳的解读作了如下评论：
“现在，在我的表述中，资本利润实际上也不是‘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扣除或偷窃’。相反，我把资本家描绘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职能人员，并详细指出他不仅‘扣除’或‘抢劫’，而且强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首先帮助创造要被扣除的东西；我进一步详细指出，即使在商品交换中只交换等价物，资本家——只要他支付了劳动者劳动力的真实价值——就完全有权，即凭借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

请注意，马克思评论的焦点不是榨取剩余价值（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剥削）的“不人道”后果（例如，延长工作日、无视工人的身体安全等），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剥夺权，这种权利在合法的财产权中得到了上层建筑的表现。
在明确和批评瓦格纳的人类学问题域的同时，马克思也揭示了支配《资本论》本身的问题域。散布在这些《批注》中的无数评论是马克思问题域的明显症状。举几个例子：
“根据瓦格纳先生的说法，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应该首先从价值概念中推导出来，而不是像我那样从一个具体的实体即商品（konkretum der Ware）中推导出来。”（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这个“商品的具体实体”不是商品的简单经验存在，而是商品存在的历史条件。）“人，如果这指的是‘人’这个范畴，那么一般来说他没有需要。”
“因此，我们这位晦涩的人，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经济上给定的社会时期出发，与德国教授的概念联系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劳动过程，作为提供使用价值等的有目的的活动，‘同样是其’（人类生活的）‘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并且‘独立于每一种社会形式’。首先，个人面对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具体的使用价值，而其中哪些‘面对’（gegenuberstehen）他（对这些人来说，一切都‘站着’（steht），一切都属于地位（Stand）），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的阶段，因此总是对应于‘一种社会组织’。”

最后这三段引文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与哲学人类学所有变体的彻底决裂。“一般的人没有需要”，意味着与消费人类学的决裂；“类存在”的人没有“类需要”。具体个人的需要始终是特定历史总体中的需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对教授或枢密院顾问头衔的需要，或对勋章的需要，只有在非常特定的‘社会组织’中才有可能。”
然而，这些《批注》不仅对《资本论》的理论领域给出了症状性的指示；它们还进一步明确了话语的顺序和特定概念的理论功能。经济话语的出发点在《资本论》的开头以描述性的形式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分析商品开始。”（《资本论》第一卷，第43页。）

然而，《对瓦格纳的批注》用以下术语明确了经济话语的开端：“我出发的起点是劳动产品在当代社会中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资本论》的描述性表述已被基于生产方式一般理论基本概念的表述所取代。详细来说：劳动产品，即经济实践的最终产品，以一种“社会形式”表现出来，因为正如我上面指出的，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始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劳动产品以社会形式表现，是生产发生的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这里的“当代社会”一词并不指其直接“现实性”中的社会，而是指现有社会或社会形态的抽象概念。在这些《批注》的其他地方，马克思明确了这一点：
“如果一个人关心的是分析商品——最简单的具体实体——那么所有与直接分析对象无关的考虑都必须放在一边。”

因此，上文提到的“商品的具体物”（konkretum der Ware）指的是劳动产品表现为商品的特定历史条件。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的声明（“首先（De prime abord）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此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并没有将思想建构或“概念”与“真实事实”对立起来，而是将特定于哲学人类学问题域的“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对立起来。马克思不从“价值”概念出发，因为他已经抛弃了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域。他从构成以下声明基础的“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当代社会中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
在同一段落的后面，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分析商品表现出来的形式时，他发现它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商品的双重表现，而是进一步明确交换价值只是一种“现象形式”（Erscheinungsform），是价值的一种独立的表现方式（selbstandige Darstellungsweise）。正如我上面指出的，只有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交换才是“价值”的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声明交换价值是一个历史“概念”，即“适用于”特定生产方式的概念。对交换价值与价值之间关系的明确，促使马克思修改了他对商品的表述：“我明确地说……”
“‘当我们在本章开头用通俗的说法说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时，准确地说，我们错了。商品是使用价值或效用物，以及“价值”。’”

商品表现为两重物，因为价值的表现方式不同于商品的自然形式，即作为使用价值的形式。应当指出，价值的表现方式（交换价值）不同于价值本身。因此，《资本论》中一些被资产阶级马克思评论家严重依赖的模棱两可的句子必须相应地加以修改，例如罗宾逊引用的第一卷第三章中的以下句子：“价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货币名称。”（《资本论》第一卷，第103页。）77
正如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指出的，商品的“价值”以一种历史发展的形式表达了在所有其他历史社会形式中也存在的东西，只是形式不同，即劳动的社会性质，只要后者作为“社会”劳动力的耗费而存在。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声称，洛贝尔图斯和李嘉图一样不理解的价值实体，是“劳动过程的共同特征”。是什么赋予了劳动过程“共同特征”？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关于这种“关系”的概念就是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如果“分配方式”（它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取决于生产方式）使得一种物品的生产者和该物品的消费者不是同一的（不可分辨的同一性），那么用于生产物品的劳动就具有上述的共同特征。在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引用的例子中，原始公社被描述为其成员劳动力的共同有机体，因为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的结合使得物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是同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其特有的分配方式，即通过等价交换进行分配。第一章中关于“商品拜物教”这一经常被误读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涉及对商品分配方式的阐述，但那里的讨论是使用“人际”关系的术语进行的，这些术语为误认分析对象提供了充足的空间。然而，《评瓦格纳》笔记完全没有《资本论》第一章中关于价值实体的误导性表述。举个例子，价值实体在《资本论》中被明确如下：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的残余。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耗费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资本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现在让我们考虑劳动产品的残余。除了这种幽灵般的客观性，一种无差别劳动的单纯胶状物，即不顾其耗费形式而耗费的人类劳动力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比较《资本论》第一卷，第46页。））

价值实体是抽象社会劳动——之所以是抽象的，是因为它是不顾其耗费形式而耗费的劳动力；之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上述意义上的劳动过程的共同特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证的，
“价值量表现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表现某一种物品和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社会总劳动时间部分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前引书，第一卷，第104页。）

一种物品的价值（不一定是商品的价值，因为价值概念并不特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了社会劳动力的耗费，因为劳动过程具有我们讨论过的“共同特征”。因此，价值规律就是社会劳动力分配到不同生产部门的规律。换言之，价值规律规定了抽象社会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根据使用劳动的生产部门来定义具体劳动。他在《资本论》中用以下术语定义了价值规律：
“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不断趋向于平衡：因为，一方面，虽然每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以满足某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且这些需要的范围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但仍然存在一种内在联系，把它们的比例确立为一个有规则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是自发形成的；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规律最终决定社会能把多少可支配的劳动时间消耗在每一类特殊的商品上”。（第一卷，第336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劳动力向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由以下因素决定：
(i) 特定于该生产方式的消费方式；
(ii) 剥削率，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必要部分和剩余部分；
(iii) 生产力，它决定了每个生产部门中生产资料的构成——马克思提到的“把它们的比例确立为一个有规则的体系的内在联系”，是通过第一部类的商品（即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和劳动来生产商品的详细矩阵；
(iv) 以及再生产的形式。

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决定了社会劳动力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以及构成这些部类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价值规律表达了劳动力分配到不同生产部门的“过度决定”，假设劳动获得了其劳动力的全部价值（正如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所评论的，他将这一假设视为科学上必要的程序，而谢夫勒则认为这是“慷慨的”，其他人，如萨缪尔森和琼·罗宾逊，则认为马克思赞同所谓的“贫困化理论”）。上面以一般形式列出的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劳动力的分配，并且是该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因此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感叹道：“对于‘社会国家’”（即谢夫勒好心为马克思构建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来说，违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价值规律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因此，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肯定“价格的形成对价值的决定绝对没有影响”，这并不令人惊讶。价值规律与价格形成之间的联系可以表述如下。在第三卷中，“生产价格”，即在给定剥削率的情况下使所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均等化的一组价格，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决定的：社会劳动力的分配使得每个生产部门生产的物品（作为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不多也不少于所需求的数量。因此，“生产价格”由“剥削率”和生产力决定，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定义了商品生产的“矩阵”。如果生产部门之间存在不平衡，即任何生产部门生产的特定物品多于或少于所需求的数量，“生产价格”就无法实现。当且仅当社会劳动力的分配方式使得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存在平衡时，实现“生产价格”的前提条件才能成立。一旦考虑到每个产品都是一系列具体劳动的产品，社会劳动力向不同生产部门的分配与这些生产部门的数量构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变得清晰了。
因此，《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分析之间并不存在不一致，尽管庞巴维克和诸如此类的人提出了指控。正如这些笔记所表明的，第一卷的分析是基于抽象劳动的，即作为劳动力耗费的劳动，而不考虑其耗费的有用方式。因此，第一卷中对生产过程的分析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生产部门，尽管有所有具体的例子。作为理论问题的价格决定问题，只有在区分不同的生产部门时才会出现。这就是假设价格等于价值的理由，这一假设在第三卷中被取消了，在那里价格的决定被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这一假设及其随后的取消并不代表任何矛盾，而是《资本论》论述的“表述顺序”。
在《评瓦格纳》笔记中，马克思提出了以下重要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价值表现为一种不同于劳动产品自然形式（即其作为使用价值的形式）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劳动的产品，一种物品与另一种物品是无法区分的，物品之间的区别是基于它们各自作为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属性，或者简而言之，作为它们的使用价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如果他（洛贝尔图斯）进一步研究了价值，他就会进一步发现，在价值中，物，即‘使用价值’，仅仅算作人类劳动的对象化，算作同等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因此这种内容表现为物的客观特征，表现为一种在物质上适合其自身的（特征），尽管这种客观性并不以其自然形式出现（但这使得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成为必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已经通过使用例子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缝制上衣时，人类劳动力必然以裁缝的形式实际耗费了。因此，人类劳动积累在其中。在这方面，上衣是一个储藏所，但即使磨损成线头，它也不会让这个事实显露出来。”）（第58页。）

独立的价值形式，或者换句话说，价值的表现（Darstellung）并不特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是“劳动过程的共同特征”的必然结果。明确适合每种不同生产方式（包括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方式（Darstellungsweise），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一项未完成的理论任务。
我希望，尽管其中一些论点很粗略（我对此很清楚），但我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评瓦格纳》笔记的理论重要性。具体的重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i) 与所有变体的哲学人类学发生认识论断裂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ii) 在讨论价值概念时，明显没有使用黑格尔的表达方式（最后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资本论》本身中，正如马克思在1873年第二版德文版跋中所写的，“我……公开承认自己是那位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甚至在关于价值理论的这一章中，到处卖弄他特有的表达方式”）；
(iii) 关于《资本论》中“论述顺序”的有价值的指示；以及
(iv) 对“价值”概念的理论功能以及“价值的形成”与“价格的形成”之间关系性质的明确。

注释
1.这句诗可以翻译如下：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但丁·阿利吉耶里，《神曲》，地狱篇，第三篇，14-15。）

2.“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关系恰好相反。”（《1857年导言》，载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前引书，第213页）。请注意，重点是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顺序来表述经济范畴。由于假定的理论关系，对价值的讨论先于对交换价值或生产价格形成的分析。交换价值是价值的一种表现方式（Darstellungsweise）。对“论述顺序”的分析可能显得陈腐或迂腐。所谓的“思想史”未能提出关于论述顺序的问题，因为它隐含或明确地赞同经验主义的知识论，根据这种理论，论述顺序与具体事件顺序之间的区别是不相关的。但是，一旦将思想对象与现实对象区分开来，“这两个序列”之间的区别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3.不幸的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的一句话为这种解释增加了分量，他说“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普遍适用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也就是说，直到后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为止”（第三卷，第876页）。关于对这段话以及依赖于它的历史主义解释的更详细的批判，见朗西埃，1965年。我在这里所说的历史主义，是指那些其论述受“带有主体的过程”这一问题域支配的人。
历史主义问题域的主要影响如下：
(1) 历史，无论其具体形式如何，总是受同一组织原则的支配。例如，历史是“人”与自然斗争的历史，或者是“挑战”与回应的历史。(ii) 鉴于单一组织原则的存在，历史主义问题域作为一种必然结果，压制了关于一种社会形态与另一种社会形态之间相关区别的概念。在历史主义论述中，这些相关差异概念的缺失表现为“历史”时间与“物理”时间的等同。(iii) 历史主义问题域总是与经验主义或唯心主义混合在一起。历史主义问题域的政治影响采取“还原论”的形式，例如经济主义或极左冒险主义。历史主义有许多不同的变体。
4.欧根·冯·庞巴维克是边际学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年）是基于第一卷和第三卷分析之间所谓的矛盾（见下文）。大多数资产阶级评论家仍然将庞巴维克的批判视为对马克思的决定性反驳。见欧根·冯·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P·M·斯威齐编），奥古斯都·M·凯利出版社，纽约1966年——该译本包括希法亭对这一批判的回复。关于琼·罗宾逊，见她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笔》，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1967年。
5.多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写道：“他（马克思）考察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视角，立刻确立了他的经济理论的独特焦点和重点及其边界（这种焦点和边界使其与本世纪末和本世纪公认的经济理论所具有的日益狭隘的‘市场均衡’理论截然不同）”（前引书，第6页）。
6.我在这里不得不把卢西奥·科莱蒂这样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的名字与阿道夫·瓦格纳联系起来：“在商品生产中，……社会劳动表现为平等的或抽象的劳动，后者不仅是不顾个人和具体劳动而计算的，而且获得了独立于它们的独特存在……这种劳动从具体劳动主体中的抽象，这种从人那里获得的独立性，在现代雇佣劳动的形式中达到了顶峰……等等。”（科莱蒂，1970年）。
7.同上，第14页。琼·罗宾逊在《资本论》中读到的是她想读的东西，而不是那里实际写着的东西。在引用这句话的下一页，马克思继续写道：“价值量表现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表现某一种物品和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社会总劳动时间部分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因此，价格和价值量之间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前者偏离后者的可能性，是内在于价格形式本身的”（第102页）。罗宾逊从未问过，“价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货币名称”这句话究竟是如何暗示价格是由价值量决定的。（应当指出，这些引文——琼·罗宾逊引用的那段和本脚注中引用的两段——在英文版中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段落中，但在德文版中出现在同一个段落中：即它们构成同一论点的一部分。见《资本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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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
伊藤诚，与横川信治合作
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中的问题
在将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之后，马克思在第十章继续讨论市场价值，标题为：“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让我们首先考察这一复杂章节的主要内容。它首先回顾了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转化程序，
“在平均构成或近似平均构成的资本的情况下，生产价格……等于或几乎等于价值，利润等于它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所有其他资本，无论其构成如何，在竞争的压力下都趋向于这个平均数。”（《资本论》第三卷，第174页。）

因此
“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价值的总和”。（《资本论》第三卷，第173页。）

然后马克思提出：
“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是如何实现的，因为它显然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出发点？”（《资本论》第三卷，第174页。）

马克思似乎在本章结尾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竞争通过资本的重新分配，将价值形态上不同的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我们读到：
“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那么，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各个生产部门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利润率，这取决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不同有机构成。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到利润率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或者简言之，通过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取决于利润率在这里下降和在那里上升的情况），它造成了供求之间的这样一种比例，使得各个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变得一样，因此，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论》第三卷，第195页。）

我们是否应该从这一论述中理解为，当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由资本调节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分配将会发生改变？如果每种商品在价值关系下的供求均衡比例不同于在生产价格下的供求均衡比例，我们还能否将前者视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框架，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性的纯粹想象的假设？这些问题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更根本的观点，即如何证明体现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等价交换的真正相关性。马克思在提出关于一般利润率形成的问题之后，紧接着提到了这一点，他问道
“商品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进行的这种交换是如何发生的？”（《资本论》第三卷，第175页。）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简单商品生产者的交换模型，在这个模型中
“劳动者自己占有各自的生产资料，并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资本论》第三卷，第175页。）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近似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比商品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所要求的阶段要低得多，后者要求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特定的水平。”（《资本论》第三卷，第177页。）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中，以及后来的鲁道夫·希法亭在对庞巴维克的反批评中（见Sweezy（编），1949年），扩展了这一观点，并主张一种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历史-逻辑转化理论。然而，历史-逻辑转化理论不可能是最终的解决方案。首先，简单商品生产者不能像资本主义生产者那样支配整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交换关系不一定受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调节。其次，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卷第三篇开始，明确地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经济。正如博尔特凯维奇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其生产价格理论中对成本价格的处理也仍然是不完整的。（见Sweezy（编），1949年）。
为了克服这些转化问题，我认为必须澄清并利用马克思最初对价值形式和价值实体的区分。我们必须将生产价格视为价值的一种发达形式，并研究它们是如何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在量纲上不同的抽象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社会实体）所决定的。生产价格在调节劳动量的社会分配中的作用也必须予以澄清。这一观点已在其他地方（Itoh, 1976）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因为我们的主题不是转化问题本身。但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在这一背景下回顾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考虑其与适当的生产价格理论的逻辑关系，是很重要的。
在重新考虑了商品按其实际价值交换的情况之后，马克思接着研究了在同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因生产条件不同而不等的情况下，唯一的市场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对市场价值的这一研究占据了本章的大部分内容。然而，马克思构建市场价值理论的尝试并未完全完成。特别是，他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论。
其中一种理论将市场价值定义为由生产条件决定。例如，马克思在这一背景下说：
“一方面，市场价值应被看作是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被看作是在该部门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产品大宗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178页。）

在这个定义中，市场价值被视为在不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不同个别价值的平均值，或者被视为在平均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这可以被称为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严格来说，平均的生产条件和占主导地位的（或最常见的）生产条件并不总是具有它所假设的等同性。在这一理论中，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在决定市场价值水平方面不发挥任何作用，尽管它会导致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的重心波动。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第二种理论赋予了需求在决定市场价值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马克思说：
“……如果需求非常大，以至于当价格由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需求也不会收缩，那么这些商品就决定了市场价值。除非需求大于通常水平，或者供给降至通常水平以下，否则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生产的商品总量超过了按平均市场价值所能销售的数量，那么在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调节着市场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179页。）

在这一背景下，
“决定市场价值的是两个极端之一”（《资本论》第三卷，第185页）。

而不是技术平均的生产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价值的供求理论。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中，马克思反复陈述了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我们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来完善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或者我们能否统一马克思在这两种理论中表达的意图？最后，我们应该如何调和市场价值理论与生产价格理论？我们将通过回顾日本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来探讨这些问题。1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澄清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为刚刚开始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地租理论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1
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
如果供求比例决定了市场价值的水平，它可能会掩盖由体现在商品生产中的抽象劳动量对价值的决定，并且它可能类似于边际主义的价格供求理论。为了避免这种立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更倾向于马克思对市场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并将市场价值解释为由生产特定商品在技术上必要的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例如，在日本的争论中，向坂逸郎和横山正彦就提出了这种解释。根据这种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只要生产条件保持不变，供求关系的变化只能导致市场价格偏离市场价值。对我们来说，这种解释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提出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时是否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或者我们能否使马克思的两种市场价值理论保持一致？人们进行了各种尝试来回答这些问题。横山（1955）给出了最正统的解释之一（借鉴了罗森贝格（1962-64））。根据横山的观点，马克思的第二种解释实际上涉及的是市场价值因主导技术条件的转变而发生改变的情况（前引书，第147页）。只有在增加的社会需求绝大部分由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增加供给来满足，从而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现在构成了该商品生产的大宗时；或者相反，在生产过剩排除了在较差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从而最有利的条件成为生产大宗商品的条件时，它才与第一种解释相一致。（前引书，第147-9页）。这是试图从技术平均理论的观点出发，对马克思的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给出一致的解释。这不能提供马克思不同观点的实质性整合。首先，在技术平均理论中，只要其他条件仍然存在，最不利或最有利的生产条件就不可能成为市场价值的单一调节者。其次，这种主张很容易被批评为武断的解释，因为马克思本人在他的第二版理论中并没有提到较差或较好生产条件的比例权重的改变。
为了使解释完全符合由生产条件的技术平均来决定市场价值的观点，山本文丸（1962）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即马克思第二种理论中的“市场价值”一词必定都是“市场价格”的误印。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不存在“第二种理论”，马克思的立场就简单地还原为这样一个命题：供求关系的改变只影响市场价格，而不影响市场价值。然而，山本无法为他的误印理论提供任何文献证据，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他未能为这种解释获得任何追随者。
大岛雄一（1974）试图不那么片面。他认为马克思的第一种理论应被视为市场价值的一般理论，而第二种理论不应被抛弃，而应被定位为一种特殊理论，用于分析垄断定价、工业周期的某些方面以及级差地租的逻辑等情况。然而，即使在这种解释中，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也没有被整合。它们只是被分离到不同的情况中。而且技术平均理论被视为市场价值的一般理论，而没有考虑市场的作用。这样一来，在第二版理论中讨论的考虑因素的重要性仍然被忽视了。
宇野的市场价值理论
市场价值理论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最初在马克思自己的文本中并存，没有任何清晰的内在联系。在第一版中，马克思完全基于生产条件的静态组合来定义市场价值，而没有考虑市场上供求的波动。而在第二版中，马克思似乎声称供求比例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市场价值的调节性生产条件；结果，在这个版本中，市场价值的波动不容易与市场价格的波动区分开来。2仅仅将这两种理论加在一起，或者维持第一种理论原样的尝试，都或多或少令人不满意。我们必须努力朝着马克思在其市场价值的双重概念中所探索的方向来发展这一理论。
市场价值的概念不应仅仅是价值的静态和技术定义，而应与市场的动态相关联。同时，市场价值必须被呈现为通过市场波动来调节市场价格的调节者。一个完整的市场价值概念必须满足这些要求。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宇野弘藏试图对马克思的双重理论进行更实质性的重构，提出市场价值是“通过市场中介决定的社会价值”的概念。（宇野，1950-52，第2卷，第90页。）进一步引用宇野的话，
“作为市场价格重心的市场价值是在供求均衡的基础上决定的。这意味着，当市场价格升至重心之上时，商品的供给相对于需求增加，反之则减少。因此，商品市场价值的决定取决于商品供给适应波动需求的生产条件”。（宇野，1964，第159页。）

在这种观点看来，在马克思的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中观察到的市场上供求的运动，并不仅仅与市场价格的波动有关。相反，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商品经济无政府地揭示了在什么生产条件下提供了满足社会需求所必需的商品量，从而显示了作为市场价格重心之市场价值的水平。一般来说，没有理由假设调节性的生产条件会是“在边际上”的极端之一。当然，当调节性的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时，市场价值本身也会发生变化。然而，这种市场价值的转变不能直接从观察商品经济中的生产条件推导出来，而必须通过市场价格的无政府波动来探寻。我们在这里看到，当对应于不同生产条件的各种个别价值存在时，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如何通过市场竞争的运动使社会价值显现出来的。3同时，市场价值理论展示了社会必要劳动向各个商品生产部门分配的调节机制：每个部门的调节性（或标准）生产条件是通过市场价格的运动揭示出来的。宇野的市场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双重市场价值理论的延伸，阐明了价值理论的这些重要方面。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下一个问题，即：在这里的市场价值理论中应该讨论的生产条件差异包括哪些内容？可以设想三种生产条件的差异。第一种是在生产方法的技术改进过程中出现的生产条件差异。其次，资本规模的差异可能导致商品的成本和生产条件的差异，即使在相同的技术基础上也是如此。第三种涉及由土地代表的不同的和受限制的自然条件。
显然，第一种生产条件的差异实质上包含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00-302页）中关于暂时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中所讨论的相同问题。这种差异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不时地出现和消失。因此，宇野有时建议，这种差异应被视为市场价值理论中的一个特例。与正统的市场价值技术平均理论相反，宇野断言，生产的自然条件（即土地）的差异与市场价值的一般理论直接相关。他将级差地租理论定位为市场价值理论的延伸发展，而不是修正。
但是，如果生产方法上的技术差异被严格视为一个特例，那么，宇野的市场价值理论难道不是变得过于依赖于生产条件中持续存在的差异，如资本规模或土地等级吗？在我们看来，宇野的市场价值概念更确切地展示了通过市场对社会价值的一般形式决定，这广泛适用于所有三种生产条件的差异。在这一重新表述中，仅仅是个别价值的平均并不能定义市场价值。然而，我们认为，“技术平均”理论的变体（将市场价值定义为由技术上占主导地位或最常见的生产条件所调节）在前两种情况下仍然与这一重新表述的理论具有实质性的相关性。因为在涉及技术条件或资本规模的情况下，商品供给适应波动需求的生产条件通常表现为占主导地位和最常见的条件。相比之下，在土地这种受限制的自然生产条件的情况下，满足社会需求所必需的边际最差条件成为市场价值的调节者。因此，资本之间的竞争理论在这里需要一个特定的地租理论，以显示级差地租的特定社会实体。
为了进一步澄清在这些不同情况下价值的社会实体的性质，我们必须研究由于技术进步不平衡而产生的超额剩余价值的实体，以及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的实体。技术平均理论将拥有优越生产条件的资本家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实质上解释为价值从同一部门中在低于平均生产条件下经营的其他资本家那里的转移。然而，这种解释显然不适用于级差地租的情况，在级差地租中，最差的边际土地调节着市场价值，因此在较好土地上生产的所有商品都具有高于其个别价值的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值与个别价值之间的差额似乎并没有通过同一生产部门内价值实体的转移而相互抵消。因此，马克思将这种转化为级差地租的差额称为“虚假的社会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661页）。对于技术平均类型的市场价值理论来说，解释这种“虚假的社会价值”的社会来源是一个难题。但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将研究生产价格理论与市场价值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
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将市场价值的决定作为与生产价格的决定完全分离的东西提出来。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做出了这种分离，因为它在决定市场价值时没有考虑无政府市场过程的作用。但在我们看来，并不存在两个独立的机制。相反，存在一个单一的竞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部门内和部门间的竞争都发挥作用，并决定了马克思所说的“市场生产价格”。（《资本论》第三卷，第198页）。在我们看来，从《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的标题和结构都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确实打算将市场价值与生产价格联系起来。
宇野的市场价值理论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根据宇野的观点，决定市场价值的代表性生产条件，只能通过部门内市场竞争的无政府过程来定义。确定这种代表性生产条件对于资本之间的部门间竞争是必要的。只有参照每个部门的这种标准，才能比较跨部门的利润率，并发生趋向于使这些利润率平均化的资本重新分配。同时，如果没有部门间竞争，部门内竞争将是极其有限和微弱的，因此前者是市场价值定义的一个必要方面。
在将价值规律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规律方面，生产价格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比市场价值理论更基础。然而，通过资本主义竞争形成生产价格的理论，只要缺乏关于每个部门通过竞争形成市场价值的理论，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因此，市场价值理论应该在生产价格理论之后讨论，并应被视为生产价格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延伸。在这方面，我同意樱井毅（1968）提出、并由铃木鸿一郎（1962-64）更明确提出的建议，即部门内的资本主义竞争从一开始就不应作为市场价值的问题来讨论，而应作为市场生产价格的问题来讨论。
不用说，即使有了生产价格和市场生产价格的综合理论，我们也会看到，旨在使跨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的资本主义竞争，并没有消除，而是必然会给那些拥有比每个部门的标准（因此也是代表性）条件更好的生产条件的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我们现在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以这种超额利润形式获得的价值实体。与市场价值的技术平均理论的情况相反，我们不需要将使用改进生产方法的个别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实质来源，限制在同一工业部门中榨取的剩余劳动。这种超额利润的实体可以是其他工业部门榨取的剩余劳动的转移，正如在市场生产价格的形成中，一部分平均利润的实体由其他部门剩余劳动的转移构成一样。同时，即使在不存在比标准生产条件更差的资本，因此在同一工业部门内没有价值实体的抵消性转移的情况下，这种超额利润的来源在逻辑上也是可以想象的。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的实体也是如此。马克思将这样一部分价值称为“虚假的社会价值”或“社会作为消费者为农产品多支付的东西”。（《资本论》第三卷，第661页）。这在原则上不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竞争创造了价值实体，也不可能是从劳动力的价值实体中扣除。因此，级差地租的实体应被视为通过决定农产品市场生产价格的资本主义竞争，将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转移给土地所有者。44
我们当然必须澄清上述两种超额利润的不同历史意义和功能。前者（也必须作为《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暂时的超额剩余价值问题来研究）起到了改进生产方法的激励作用，从而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正如宇野所建议的，它可能包含改进生产方法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这种成本或多或少是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共有的。相比之下，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在提高生产率方面没有这种积极作用，在其他社会形式中也没有共同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级差地租在社会主义下被简单地消除了，在社会主义下，体现在农产品中的总劳动直接由实际的劳动小时数来估算。上述论点有助于消除这样一些观念：当劳动与改进的生产方法相结合时，它作为强化的劳动创造了暂时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者农业中的“虚假的社会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通过将生产价格理论和市场价值理论整合为市场生产价格理论，并区分后者的形式和实体，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方式。
注释
*作者感谢Sue Himmelweit和Diane Elson在澄清文本并将其转化为可读的英语方面提供的帮助。
1.从伊萨克·I·鲁宾的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论丛》英文版中已经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关于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存在争议。社会必要劳动理论的两个版本被鲁宾总结如下：
“必要劳动的‘经济’概念是，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它表示在给定的平均技术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且还取决于社会需要或需求。这一概念的反对者（‘技术’版本）反驳说，不伴随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变化的需求变化，只会导致市场价格暂时偏离市场价值，而不会导致平均价格的长期、永久性变化，也就是说，它们不会导致价值本身的变化。（鲁宾，1973，第185页。）

2.例如，罗曼·罗斯多尔斯基（1977，第92页）代表了一种与正统的技术平均理论相反的立场，并原封不动地遵循马克思的市场价值供求理论。他断言，在同一行业中最好和最差生产条件的个别价值范围之内，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是同一的。
3.虽然以这种方式重新定义市场价值似乎接近马歇尔的边际理论，但其本质并非如此。与边际主义者不同，我们不把需求看作是决定均衡价格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和独立的因素。在我们看来，需求的波动一方面应被视为商品生产无政府运动的反映，另一方面应被视为揭示社会价值水平的中介机制，而社会价值水平基本上是由背后的标准生产条件决定的。在我们看来，新李嘉图主义者片面地强调生产的技术条件是价格的决定因素，而忽视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在最近新斯拉法主义对马克思的批评中出现的所谓当一种商品在相同成本下用不同的技术方法生产时“社会价值的不确定性”，似乎至少部分来自于忽视了市场竞争在揭示调节性生产条件方面的这种动态作用。
此外，我们的市场价值理论不仅仅是像边际主义者或新李嘉图主义者那样的纯粹形式的价格理论，而且是一个揭示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量关系的理论。因此，我们的理论旨在阐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由于生产条件的差异而产生的生产同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差异，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历史上特定的形式。
4.正如罗宾·默里（1978）所建议的，只要农业中资本的有机构成充分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资本家转移到土地所有者的剩余劳动就可以在农业部门榨取的总剩余劳动之内。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限制性条件对于马克思的级差地租原理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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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
黛安·埃尔森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关于什么的理论？
1. 价值理论：剥削的证明？
让我们首先考虑在左翼，特别是在活动家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解释，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构成了剥削的证明。在CSE（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的辩论中，阿姆斯特朗、格林和哈里森提出的观点就是这种立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对价值的顽强捍卫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只有运用价值范畴，才能证明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而证明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意义所在：
任何不是源于劳动是所有价值的来源这一立场的剩余劳动概念，都是极其微不足道的。（阿姆斯特朗、格林和哈里森，1978年，第21页。）

然而，马克思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不过是各种被视为平等的、普遍的个人劳动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即不过是劳动的某种特定社会形式的物质表现，那么说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唯一来源，从而也是由交换价值构成的财富的唯一来源，就是一种同义反复……如果说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它所生产的财富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来源，那就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第35-36页。）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的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资本论》第一卷，第344页。）

此外，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视为剥削的证明，往往会使价值去历史化，使价值成为劳动时间的同义词，并使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区分变得多余。要知道是否存在剥削，我们必须考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确定工作日长度的过程。（见Rowthorn，1974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剥削在资本主义中所采取的特定形式（见《资本论》第一卷，第325页），因为在资本主义中，剩余劳动不能简单地以劳动的直接产品的形式被占有。该产品必须被出售并转化为货币。正如多布所评论的：
对马克思来说，问题不在于通过价值理论来证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存在；实际上，问题在于如何使剩余价值的存在与市场竞争和价值等价物交换的统治相协调。（多布，1971年，第12页。）

然而，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旨在证明剥削的观点，确实具有将该理论视为一种政治干预的优点。问题在于，它提出这种政治的方式，更接近于“李嘉图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然权利”政治，而不是马克思的政治。（例如，参见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以及多布，1973年，第137-141页。）正因为如此，它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这样一种主张：资本主义中的剥削完全可以通过对剩余产品的占有来理解，根本不需要引入价值。（例如，参见Hodgson，1976年；Steedman，1977年。）但在拒绝这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释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使该理论去政治化。该理论的政治性是我们将在本文末尾回到的话题。
2. 价值理论：价格的解释？
这种方法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与我们刚刚考虑的方法结合出现。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供的解释，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均衡价格或“自然”价格的解释。因此，它是众多均衡价格理论之一，例如，在多布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中，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可以与斯密、李嘉图、穆勒、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的理论放在一起考察，仿佛它是一个具有相同客体的理论。事实上，多布做出的主要区分是
“在通过生产条件（成本、投入系数等）来探讨价格决定或交换关系的理论，与主要从需求方面来探讨的理论之间。”（多布，1973年，第31页。）

对多布来说，巨大的分水岭在于属于第一类的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与属于第二类的其他人之间。米克也提供了类似的解释：
“毫无疑问，他（马克思）希望他的价值理论……也能完成另一项更熟悉的工作——即价值理论在经济学中一直被用来完成的工作，也就是决定价格。”（米克，1977年，第124页。）

当然，在这种解释中，人们认识到马克思和其他经济学家之间，甚至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存在差异。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仅仅是一般概念上的价值理论：它的功能不仅在于从数量上解释交换价值或价格，而且在于展示一个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的交换（或商品）社会的劳动过程中的历史-社会基础。”（多布，1971年，第11页。）

指出这些差异的最流行方式是斯威齐引入的定量价值问题和定性价值问题之间的区分。前者是解释商品之间定量交换关系的问题；后者是解释商品形式背后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对斯威齐来说，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伟大独创性在于它认识到了问题的这两个要素，并试图在一个单一的概念框架内同时处理它们。”（斯威齐，1962年，第25页。）

或者正如米克所说，
“解决方案的定性方面针对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商品根本具有价格？定量方面针对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商品具有它们所具有的特定价格？”（米克，1967年，第10页。）

很明显，在这一传统中，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客体被认为是交换或流通过程。
“……因此，对商品的研究就是对交换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斯威齐，1962年，第23页。）

马克思被解释为用一个独立的、更基础的过程——生产——来解释这个过程。例如，多布在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导言时提出，马克思的兴趣，
“现在集中在用生产来解释交换……只有将交换关系或市场‘表象’视为社会基础上这些更基本关系的表现，才能理解它们。”（多布，1971年，第9-10页。）

根据斯威齐的说法，
“商品在市场上按一定的比例相互交换；它们也吸收了一定数量（以时间单位衡量）的社会可用劳动力总数。这两个事实之间有什么关系？作为初步近似，马克思假设交换比例和劳动时间比例之间存在精确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生产所需时间相等的商品将按一对一的比例交换。这是最简单的公式，因此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在实践中发生的偏差可以在随后对现实的近似中处理。”（斯威齐，1962年，第42页。）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初步近似”贯穿于《资本论》的前两卷，并在第三卷中被放弃，在第三卷中引入了生产价格的范畴，并且“价值转化为价格”。马克思对“转型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充分性，以及各种替代解决方案的优点，直到最近一直是这一解释传统中争论的主要焦点。（这里不打算回顾冗长的文献。有关参考文献，请参见Fine和Harris，1976年。）
在什么意义上，人们认为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解释”或“决定”了它们的价格（无论是作为“初步近似”还是通过某种“转型”）？我认为在这一传统的著作中部署了两个相关的论点。价格对生产所需劳动时间的“初步近似”得到了一个论点的支持，该论点源自亚当·斯密在“鹿和海狸”经济中利益均等原则的例子。（例如，参见斯威齐，1962年，第45-46页。）假设我们考虑两种商品（“鹿”和“海狸”），其中一种（“鹿”）需要一小时生产，另一种（“海狸”）需要两小时；并假设在市场上，一头鹿交换一只海狸。论点是，每个生产者都会将他生产该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狩猎）所需的时间与其以另一种商品表示的市场价格进行比较。很明显，通过生产鹿并进行交换，你可以比直接生产海狸获得更多的海狸。因此，生产者将倾向于把时间分配给生产鹿而不是海狸。这将增加鹿的供应，减少海狸的供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降低鹿的市场价格并提高海狸的市场价格。劳动时间从海狸向鹿的转移将持续进行，直到鹿以海狸表示的市场价格等于生产这两种商品所需的相对劳动量，即直到两头鹿交换一只海狸。在这一点上，劳动时间的转移将停止，系统将处于均衡状态，价格等于劳动时间比例。
部署了一个更复杂的论点来说明劳动时间如何通过“转型”决定价格。在这里，劳动时间和生产价格通过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均衡“模型”联系起来。正如米克所说：
“在他们的基本模型中，所有三位经济学家（即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实际上都设想了一套技术和社会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产出净产品或剩余（超过工人的生存所需，这通常被认为是由生理和社会条件决定的）。这种净产品或剩余的规模被假定为独立于价格而给定，并限制和决定从中支付的利润（和其他非工资收入）的总水平。这些模型旨在表明的主要一点是，在假定的生产条件下，剩余的分配过程将导致同时形成一个确定的平均利润率和所有商品的一套确定价格。”（米克，1977年，第160页。）

净产品的规模是用其生产社会所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论点的特征在于，它们将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设定为与价格完全分离、截然不同且独立的东西。它仅仅在生产过程中给定，而价格仅仅在流通过程中给定。这两个过程本身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它们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生产中，可以找到“关键的因果因素”、“相对独立的‘决定常数’”。（见米克，1967年，第95页；米克，1977年，第151页。）由此得出，原则上，我们可以完全独立于价格来计算价值（即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从这些价值中推导出均衡价格。最后一种可能性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科学地位的不可或缺的保证，也是其远离概念的形而上学把戏的保证。（尽管正如这一传统的作家通常承认的那样，在实践中这种计算是不可能做到的。）
将马克思解读为经济模型构建者的做法，在一些专业经济学家最近的著作中被推向了逻辑上的极端，也许最著名的是在森岛通夫的著作中，其中，
“古典劳动价值论以一种类似于列昂惕夫部门间价格-成本方程的熟悉形式被严格数学化。隐藏的假设都被揭示出来，并且通过使用投入产出分析的数学方法，证明了关于商品相对价值（以任意选择的标准商品表示）行为的比较静态规律。实物产出和商品价值之间存在对偶性，这类似于实物产出和竞争价格之间的对偶性。可以看出，劳动价值论可能与消费者需求的效用理论或其任何改进的变体相兼容。”（森岛通夫，1973年，第5页。）

为了使马克思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原始数理经济学家，所有的政治都被无情地删除了。2
“（价值）仅由技术系数决定……它们独立于市场、社会的阶级结构、税收等。”（森岛通夫，1973年，第15页。）

在CSE辩论中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总体解释路线内发展出了一种方法，它删除的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价值。从与斯威齐-米克-多布传统相同的前提进行论证，它得出的结论是，
“提供资本主义社会唯物主义解释的计划，仅仅在消极意义上依赖于马克思的价值量分析，即继续坚持后者是发展前者的主要桎梏。”（Steedman，1977年，第207页；另见Hodgson和Steedman，1975年；Hodgson，1976年；Steedman，1975a，1975b。）

人们发现，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充其量对决定其均衡价格是多余的，最多是无能为力的。所谓的“新李嘉图主义者”转而提出，将社会必要的生产条件和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以特定商品的实物数量来规定）作为自变量。与森岛通夫不同，斯蒂德曼并不认为这些数量纯粹是技术性的：它们被假定是由社会和历史决定的，并反映了工作场所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力量对比”。
毫无疑问，就其自身的术语而言，这种对价值理论（作为用劳动量解释均衡价格的理论）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试图保留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版本的价值理论，往往会演变成比“新李嘉图主义者”更加“李嘉图式”的立场（Himmelweit和Mohun，1978年指出了这一点）。本文并不试图挽救这种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相反，它主张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相对于这种解读，多余的是基于斯拉法的批判，而不是价值。
在某些方面，卡特勒、欣德斯、赫斯特和侯赛因的著作甚至比新李嘉图主义者更具反传统色彩。以基督洁净圣殿的图片为序，他们声称：
“可以认为，价格和交换价值没有一般功能或一般决定因素……这种问题相关性的改变，不仅会将我们置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之外，也会将我们置于传统经济理论之外。”（卡特勒等，1977年，第14页。）

并宣称：
“在本书中，我们将挑战‘价值’是这样一个一般决定因素的观念”（同上，第19页。）

我也将挑战价值是这样一个一般决定因素的观念，在卡特勒等人理解这一点的意义上，即作为价格和利润的单一“起源”或“原因”。但我的挑战将指向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价值设定为任何事物的起源或原因这一观念本身。除其他外，我将论证马克思的决定因素概念与本节中考虑的作者的概念完全不同。
3. 抽象劳动价值论？
当然，质疑上一节讨论的“劳动价值论”是否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绝不是什么首创（例如，参见Piling，1972年；Banaji，1976年）。在最近的CSE辩论中，人们非常强调抽象劳动，以此作为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迄今为止讨论的那些被认为适用于李嘉图而不是马克思的解释区分开来的手段。马克思确实声称，他的价值理论与李嘉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关注劳动的形式，以及他引入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分。（例如，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部分，第164、172页。）在《资本论》中，我们被告知作者，
“是第一个指出并批判性地考察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的人……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资本论》第一卷，第132页。）

Himmelweit和Mohun（1978年）采纳了这一点，他们对Steedman（1977年）的回复基于
“李嘉图的物化劳动价值论和基于抽象劳动范畴的马克思价值理论之间的区分。虽然前者旨在直接成为一种价格理论，但后者只有在经过几次中介之后才是如此。”（同上，第94页。）

他们提出，如果我们牢记这一区分，我们就会发现，关于多余和不连贯的指控，虽然适用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但不能适用于马克思的理论。
他们的论点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原因有二。首先，斯蒂德曼声称已将劳动视为抽象劳动，并将其批判精确地指向抽象劳动价值论（见斯蒂德曼，1977年，第19页），而Himmelweit和Mohun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面对这一主张。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解抽象劳动的概念。例如，斯威齐认为抽象劳动的概念不是斯密和李嘉图概念的替代品，而是他们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澄清。（斯威齐，1962年，第31页。）马克思本人并不倾向于将“物化劳动”和“抽象劳动”当作对立面来使用，例如他指出，
“作为等价物的商品体，总是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出现。”（《资本论》第一卷，第150页。）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论证变成了循环论证：他们从商品形式中推导出抽象劳动的概念，然后又想用抽象劳动的概念来解释商品形式（同上，第73页）。
在我看来，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分确实是马克思和李嘉图理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但它不是唯一的区别。更根本的是理论客体和分析方法的差异。在抽象劳动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变得明显之前，需要澄清这些差异。
4. 劳动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客体
我的论点将不是马克思的价格价值理论比李嘉图的更复杂，而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客体根本不是价格。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关心价格，也不关心价格与价值量的关系，而是说交换现象不是该理论的客体。（同样，这也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见Hussain，本卷，第84页。）我的论点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客体是劳动。这不是一个寻求解释为什么价格是这样并在劳动中找到答案的问题。而是寻求理解为什么劳动采取它所采取的形式，以及政治后果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他第一次深入研究亚当·斯密时就集中关注这个问题（《早期著作》中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特别是第287-9页）。《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这个问题的核心地位的持续论证：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同上，第42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了将他的分析方向与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了那种特定形式，也就是说，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为什么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这些公式，明显地打上了属于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烙印，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生产过程支配着人，而不是相反，但在政治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意识看来，它们就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是不言而喻的、自然强加的必然性。”（《资本论》第一卷，第174-5页。）

在这里，马克思发出的信号，不是给政治经济学“增加历史视角”，而是理论客体的不同，（另见Hussain，本卷，第86页）。正是因为劳动是理论的客体，马克思才从生产出来的商品开始他的分析，因为商品是“劳动产品在当代社会中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50页）；而不是像庞巴维克所声称的那样，为了操纵价格解释的条件（另见Kay，本卷，第48-50页）。
5. 一个可能的误解：劳动的社会分配
为什么劳动采取它所采取的形式，这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问题。在这里，1868年7月给库格曼的著名信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误导，因为马克思写道：
“与各种不同的需要相适应的产品量，要求社会总劳动的各种不同的和定量规定的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然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特定形式所取消，而只能改变它表现的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51页。）

单看这封信，它可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该理论的客体仅仅是个人在预先给定的任务结构中被分配和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从“黑格尔主义者”I. I. 鲁宾到“反黑格尔主义者”阿尔都塞等众多作家都持有这种观点。
对鲁宾来说，价值理论是关于商品经济中生产的调节，在那里“没有人有意识地支持或调节社会劳动在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分配，以适应生产力的既定状态。”（鲁宾，1973年，第77页。）从他的书一开始，鲁宾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构成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是物质技术过程的自主产物（鲁宾，1973年，第1-3页）。对他来说，社会的仅仅是这个预先给定的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络：
“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对劳动与物之间关系（物是劳动产品）的分析也是不正确的。劳动与物的关系指的是一种既定的具体劳动形式和一种既定的具体物。这是一种技术关系，它本身不是价值理论的主题。价值理论的主题是各种劳动形式在分配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物即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建立起来的。”（鲁宾，1973年，第67页）。

但具有最终因果意义的是预先给定的结构：
“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因果上依赖于生产的物质条件以及技术生产资料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条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一般社会学规律。”（鲁宾，1973年，第29页。）

显然，鲁宾对马克思的解读与阿尔都塞的解读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后者也引用了给库格曼的信，并写道：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可理解的，但仅仅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价值规律’或可用劳动力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配规律的理论的一个特例……”（阿尔都塞，1977年，第87页。）

或者，
“将人分配到在生产过程中行使职能的社会阶级中”。（阿尔都塞，1975年，第167页。）

这些“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是由生产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决定的。
“因此，劳动过程意味着人的劳动力的消耗，他们根据适当的（技术）规则使用规定的劳动工具，将劳动对象（自然材料或已加工的材料或原材料）转化为有用的产品……作为物质机制的劳动过程受自然和物理规律的支配。”（阿尔都塞，1975年，第170-1页。）

虽然这样一个论点确实“否定了将人类劳动视为纯粹创造力的每一种‘人本主义’概念”，但它并不否定（实际上它积极鼓励）对马克思的技术主义解读，这具有潜在的灾难性政治影响。
对于我们考察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而言，更为直接重要的是，对该理论的技术主义解读（将其对象视为将个人分配到生产过程中预先给定的位置或功能的过程）往往会导致重新引入劳动价值论，尽管是以具有相互因果关系的更复杂形式。不仅劳动时间被视为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交换价值也被视为劳动时间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均衡状态下，交换价值等于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总劳动时间在不同商品之间的分配，则由市场价格与不同商品的相对劳动时间需求之间的差异来调节。事实上，鲁宾对这种运作方式的阐述与斯威齐的阐述几乎完全相同。（参见鲁宾，1973年，第8、9和10章；斯威齐，1962年，第II和III章。）
“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一个生产部门（例如制鞋业）的10小时劳动与另一个部门（例如服装生产）的8小时劳动产品进行交换，必然会导致（如果制鞋工和服装工具有同等资质）这两个部门产生不同的生产优势，并导致劳动从制鞋业转移到服装生产。”（鲁宾，1973年，第103页。）

区别在于，虽然斯威齐明确承认这种论点的出处是《国富论》，但鲁宾声称他没有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鲁宾，1973年，第167页。）他声称自己与斯密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表明“优势的均等化”是由一种客观的社会过程强制执行的，这种过程迫使个人以这种方式行事。但这种论点是无效的。对于使用自己或家庭劳动（但不使用雇佣劳动）的简单商品生产者来说，没有任何社会压力迫使他们去比较不同生产部门中一小时劳动的不同报酬。（关于农民农业情况的讨论，见Banaji，1977年，第32页。）只有资本家才被迫核算生产中花费的所有劳动时间，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以及所有其他市场）上与其他资本家竞争。但资本家是用货币来进行计算的，而不是通过直接比较劳动时间与市场价格，因为他们核算的不是自己的劳动时间。
鲁宾的立场和斯威齐的立场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因为前者没有将价值作为生产过程的范畴，而后者则这样做了。但这仅仅意味着，在鲁宾那里，被掩盖的是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而在斯威齐（以及米克、多布等人）那里，被掩盖的是价值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这四位作者的共同点是，他们倾向于将马克思著作中的三个分析范畴（劳动时间、价值和交换价值）减少到两个。鲁宾将价值等同于
“市场价格围绕其波动的平均水平，如果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价格将与该水平一致”。（鲁宾，1973年，第64页）；

因此仅仅将其作为流通的范畴，并且没有系统地区分交换价值和价值。
斯威齐、多布、米克（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传统）将价值等同于劳动时间；例如，
“马克思首先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从头到尾生产该商品通常所需的劳动总量。”（米克，1977年，第95页）；

因此仅仅将其作为生产的范畴。
鲁宾也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生产是一个离散的、独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找到具有最终因果意义的“自变量”。
“……改变整个价值体系的动力源于生产的物质技术过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具体劳动数量的平均减少。由于这一点（因为劳动具有具体和抽象的二重性），被认为是‘社会的’或‘抽象的’劳动（即作为社会总的同质劳动的一部分）的数量减少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生产所需的抽象劳动量。它引起了劳动产品价值的变化。产品价值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生产率——抽象劳动——价值——社会劳动的分配：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图景。”（鲁宾，1973年，第66页。）

因此，鲁宾仍然停留在劳动价值论的领域。该理论的对象仍然位于流通过程中——它只是被扩大到包括劳动时间的流通以及劳动产品的流通。
6. 人类劳动的不确定性
但是，如果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对象不是劳动的流通（或分配）以填补预先给定的生产结构中的空缺，那么它的对象是什么？一种试图解释的方式是说，它是关于生产结构的决定以及该结构中劳动的分配。但这仍然是一个过于机械、过于结构化的比喻。在《大纲》（Grundrisse）的一段生动论述中，马克思这样描述劳动：
“劳动是活生生的、赋予形式的火；它是事物的短暂性、它们的时间性，是它们被活的时间所塑造的过程。”（同上，第361页。）

它是一种流动性，一种潜能，在任何社会中，它都必须在特定商品的生产中，由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方式被社会地“固定”或客体化。人类在生物学上并没有被预先编程去执行特定的任务。与蚂蚁或蜜蜂不同，任何人类可以承担的任务范围都极其广泛。正如布雷弗曼所说，
“摆脱了动物本能所规定的僵化路径，人类劳动变得不确定。”（布雷弗曼，1974年，第51页）。

这种劳动的流动性不仅仅是不断增长的工业经济的属性：在所有社会状态下，人类劳动都是流动的，需要被决定。但确实，只有随着工业化，劳动的流动性才变得直接明显，因为个人所做的工作显然不完全由“传统”、宗教、家庭关系等决定，3而且个人确实经常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正如马克思所说：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部分的劳动是根据对劳动需求方向的变化，交替地以裁缝和织布的形式提供的。这种劳动形式的改变很可能不会没有摩擦地发生，但它必然会发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34页。）

阿瑟（Arthur，1978）认识到“在发达的工业经济中，社会劳动作为一种生产力，在其表现形式上具有流动性”（同上，第89页）；但由于他未能区分本质和表现形式，他将这种流动性、这种对决定的要求局限于资本主义经济。人类劳动的本质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前社会中没有直接显现出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因此，关于所有社会中人类劳动的根本问题是，它是如何被决定的？当然，在这里谈论“决定”并不意味着否认个人对其工作有任何选择。相反，它是指这样一个事实：个人不能只是选择任何东西，无法从头开始重新发明世界，而必须在呈现给他们的备选项中进行选择。4正如几位作者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决定概念不是“决定论的”。（例如，参见Ollman，1976年，第17页；Thompson，1978年，第241-242页。）尽管马克思强调决定绝不能仅仅是个人意志的行使，但他也强调它并非独立于且完全外在于个人的行动：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演变出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6页。）

但是
“这里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个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7页。）

社会劳动的分配并不是这个决定过程的恰当比喻，因为这种分配总是从某种预先给定的、固定的、确定的结构开始，而这种结构被置于社会决定过程之外。我们需要的是对一个从不确定到确定、从潜能到现实、从无形到有形的社会决定过程的概念化。《资本论》正是试图提供这一点。它使用了一种马克思特有的研究方法，他声称这种方法以前从未应用于经济学主题（法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第104页），并且此后也没有被广泛应用。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理解这种方法的困难导致了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误读。下一节将详细探讨这种方法，并将其与传统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方法进行对比。
当然，《资本论》是多年前开始并经历了各个阶段的关于劳动社会决定的研究的顶峰。我将不讨论《资本论》中提出的价值理论的形成过程。我只是指出，马克思的许多早期文本极其模棱两可，这可能是因为在调查劳动所采取的社会形式时，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域开始。他对这一问题域的部分改造，是通过将马克思的关注点（而不是李嘉图、斯密等人的关注点）读入政治经济学文本中来实现的，特别是寻找价值实体的关注点。（参见Aumeeruddy和Tortajada，本卷，第11-12页。）在某些文本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劳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元素。甚至在1859年（即《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八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有这种症状。在这篇文本中，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内在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在《资本论》的论证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人们可以看到它在《剩余价值理论》的评论中得到发展，特别是在第三部分对贝利的批判中。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资本论》中出现的价值理论，在必要时用源自《剩余价值理论》的澄清加以补充；在少数涉及货币的情况下，则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加以补充。
错置的具体性与马克思的抽象方法
1. 决定论的理性主义概念
迄今为止讨论的所有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读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错置的具体性，因为它们将该理论理解为位于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已经确定的、“给定的”自变量与位于流通过程中的某些待确定的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作者们没有想到还有其他方式来理解决定关系。当提出关于决定的问题时，通常只是为了讨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择，或者是否存在任何一般的决定因素。（例如，参见Meek，1977年，第151-2页；Steedman，1977年，第25页；Cutler等人，1977年，第19页）。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理论都需要可分离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与它们应该决定的事物截然不同。（参见Georgescu-Roegen，1966年，第42页；Ollman，1976年，在关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解释中讨论了这一点，第5-11页。）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关系”并没有打破这种观点；它只是将自变量往后推了一步，放在了“结构”的后面。经济现象是
“由生产方式的（区域）结构决定，而该结构本身又由生产方式的（全局）结构决定。”（阿尔都塞，1975年，第185页），

但生产方式本身是由“确定的预先存在的要素”的组合构成的，这些要素是“劳动力、直接劳动者、不是直接劳动者的主人、生产对象、生产工具等”。（阿尔都塞，1975年，第176页。）
Cutler等人放弃阿尔都塞的概念也没有打破这种观点。他们消解了阿尔都塞自我再生产的“结构”，但只是为了回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确定的预先存在的要素”，即“存在条件”。（例如，参见Cutler等人，1977年，第218-219页）。他们的主要区别仅仅在于，在选择自变量时，他们比这个框架中的大多数其他作者更加不可知论。（参见Ohlin Wright，1979年，根据变量的选择和分组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同方法进行了有用的分类。）
这种方法将决定关系设定为某些已经给定的、离散的独特元素或因素对其他完全独立的元素或因素的影响，后者的总体形式是给定的，但其在可能范围内的位置则不是，这使用了Georgescu-Roegen所称的“算术同构概念”。这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方法，它假设物质世界的现象就像算术和形式逻辑的符号一样，是分离的、自我界定的，并以相同的方式相互关联。5这不是马克思的方法：他的价值理论不是建立在理性主义路线上的。
2. 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决定：劳动时间、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
Ollman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生产方式概念，并不是自变量决定因变量的概念。他认为，一些用于对决定因素进行分类的表达方式，
“似乎在其含义中包含了马克思所说它们‘决定’的那部分现实。因此，作为法律主张体系的财产关系被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它们也是‘决定’这种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Ollman，1976年，第7页。）

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第一次提到“决定”是：
“可能会觉得，如果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生产它的工人越是不熟练和懒惰，它就越有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129页。）

马克思接着解释了为什么事实并非如此，并得出结论：
“因此，排他性地决定任何物品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该物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资本论》第一卷，第129页。）

人们倾向于将价值误读为“交换价值”或“价格”，并将其误认为是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简而言之，即“劳动价值论”。但在这一段之前，马克思已经明确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指出目前正在考虑的是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价值范畴的定义，是在“逻辑定义”的意义上使用“决定”？不是，因为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并不相同：它是该劳动时间某个方面的客体化或物质化，即它仅仅是一般人类劳动力的支出（即抽象劳动）这一方面。这是一种相当奇特的客体化。正如马克思所说
“作为价值的商品的客观性中，没有包含一个物质原子；在这一点上，它与作为物理对象的商品的粗糙感性客观性截然相反。”（《资本论》，第一卷，第138页。）

仅仅作为物理对象来考虑，商品是具体劳动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客体化。抽象劳动客体化的奇特性实际上在马克思这段著名论述中提到的“幽灵般的客观性”中得到了体现：
“让我们来看看劳动产品的残余。在每种情况下，它们除了相同的幽灵般的客观性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它们仅仅是同质人类劳动的凝结量。即不顾其支出形式而支出的人类劳动力。现在所有这些东西告诉我们的只是，人类劳动，即不顾其支出形式而支出的人类劳动力。现在所有这些东西告诉我们的只是，为了生产它们，人类劳动力已经被支出，人类劳动积累在它们之中。作为它们共有的这种社会实体的结晶，它们就是价值——商品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128页）。

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卷第一章中反复出现的化学隐喻——“凝结”、“结晶”。因为它们表明了马克思决定概念的某些特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价值量，不是在自变量决定因变量的逻辑或数学意义上（或在定义“价值量”一词含义的意义上），而是在流体形式的化学物质的数量决定其结晶或胶状形式的规模的意义上。决定者和被决定者之间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
但也许我们找错了方向：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如果价值是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时间的客体化，而交换价值是与给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一种商品的数量，那么这肯定是我们的两个独立变量，一个决定另一个？马克思将交换价值写为“价值的必然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28页），但也许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意味着交换价值与价值截然不同，但对应于或近似于价值（正如Steedman，1977年，在其附录中所暗示的那样）。毕竟，马克思写道，价值量的尺度是劳动时间，而交换价值量是用某种商品的数量来衡量的，或者最普遍地，是用货币来衡量的，这似乎表明两者是完全独立的。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章中备受忽视的第三节“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就极难维持这种解释。在这里，马克思提出，脱离了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价值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没有实际的现实性。它不能独立存在：它不是一个指代独立于交换价值的现实的范畴，而是一个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现实。（参见Kay，本卷，第57-8页，以及Arthur，同上，第68页。）
“如果我们说，作为价值，商品仅仅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量，我们的分析确实将它们还原到了抽象价值的水平，但并没有赋予它们一种不同于其自然形式的价值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41页。）

如果劳动产品是价值，这必须反映在劳动产品的某种直接明显的属性中，尽管这种属性不能立即被识别为价值的反映。6这种反映的最简单形式是当另一种商品与第一种商品处于等价关系，并作为表达其价值的材料，作为抽象劳动的化身时。但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价值表达，因为它只表达了第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等价性。为了充分表达价值，第一种商品必须能够用一般等价物来表达其价值，这是一种可与所有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商品，一种其使用价值就是其可互换性的商品。随着交换过程的发展，一种商品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并开始扮演这个角色，或者，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必然从交换过程中结晶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181页。）
因此，马克思将“价值形式”定位在商品的价格中。对马克思来说，商品的价格并不是某个完全独立于（截然不同于）其价值形成（抽象劳动在其中的客体化）的过程的结果。相反，
“货币形式仅仅是所有其他商品之间的关系投射在单一商品上的反映”。（《资本论》，第一卷，第184页。）

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必须始终是商品货币（即黄金）；也不意味着因为价格是价值形式，价格和价值就是同一的。
马克思明确认识到“货币在某些职能中，可以被它自身的纯粹符号所取代。”（《资本论》，第一卷，第185页），并指出，
“在作为硬币的存在形式中，黄金完全脱离了其价值实体。因此，相对无价值的物体，如纸币，可以代替黄金作为硬币。在金属代币的情况下，货币的这种纯粹象征性特征仍然有些伪装。在纸币中，它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资本论》，第一卷，第244页。）

他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货币可以是完全自主的，“一种从外部引入交换领域的便利技术装置”。（《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7页）；是惯例的产物，而不是“盲目的”社会过程的产物。他坚持认为，纸币取代商品货币的程度是有限的，实际上拒绝将经济关系分为“货币的”和“真实的”。在坚持必须存在“货币与设定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7页）时，马克思否认了价值和价格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变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价值和价格是同一的。马克思明确批评了贝利做出这种简化（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第147页）。对马克思来说，无论价格是用黄金还是纸币计价，价值和价格之间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
总结一下：在《资本论》的论证中，劳动时间、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不是三个截然不同的变量，它们彼此之间也不是同一的。这三者之间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组合中）都不是以自变量决定因变量的方式提出的。
3. 价值的尺度：劳动时间和货币
上述论点的一个含义是，《资本论》的分析并不建立在可以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价值的可能性之上，这种计算完全独立于用货币（或某种计价物）计算的价格；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可能性是许多“劳动价值论”变体解读的核心。这里的误解之所以被助长，是因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详细明确地处理这一点，只是在一个脚注中让我们参考《政治经济学批判》（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88页）。转向后者，我们发现这一点是在考虑格雷的劳动货币方案的背景下讨论的。7格雷提议，国家银行应该查明生产各种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其商品的条件，生产者将收到一份关于其价值的官方证书，其中包括一张包含其商品所含劳动时间的收据。马克思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它假设
“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直接相互比较。但它们只能作为它们本身的事物来比较。商品是孤立的、独立的个人劳动的直接产品，通过它们在个人交换过程中的让渡，它们必须证明它们是一般的社会劳动，换句话说，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只有作为个人劳动普遍让渡的结果才成为社会劳动。但是，由于格雷预设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时间，他就预设了它是直接联合的个人的共同劳动时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5页。）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可以直接用小时来衡量、完全独立于价格的劳动时间，是特定个人的特定劳动时间：即其私人和具体方面的劳动时间。这不是客体化为价值的方面，价值是其社会和抽象的方面。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前面的一段话中所说：
“可以说，社会劳动时间以潜伏状态存在于这些商品中，只有在它们的交换过程中才显现出来。出发点不是被视为社会劳动的个人劳动，相反，是私人的特定种类的劳动……因此，普遍的社会劳动不是现成的前提，而是一个正在出现的结果。”（同上，第45页。）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的社会必要性不能独立于价格形式来决定：因此，价值不能独立于价格来计算或观察。
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反复声明的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呢？这导致误解并不奇怪，因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强调他在“内在的”或“固有的”尺度与“外在的”尺度（即“内在”尺度的表现形式）之间所作的概念区分。这种区分隐含在重量测量的例子中（资本论，第一卷，第148-149页），并在关于货币的章节开头简要说明。即：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88页。）

只有在对贝利的批判中（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第124-159页），这种区分才被明确讨论。“内在”尺度指的是某物允许其作为纯数量被测量的特征；“外在”尺度指的是实际进行这种数量测量的媒介、使用的刻度等。“内在”尺度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外在”尺度是由被测量的对象“给定”的。在选择特定的测量媒介、测量刻度的校准等方面，存在约定的空间。因此，这不是一个将测量的实在论理论与形式主义理论对立起来的问题（如Cutler等人，1977年，第15页所建议的那样）。相反，这是一个坚持基数可测性（即作为绝对数量的可测性，而不仅仅是更大或更小）既有实在论方面又有形式主义方面的问题。可以进行基数测量的事物可以相互加减，而不仅仅是按大小顺序排列（排序是序数可测性）。
在Georgescu-Roegen那里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有用讨论，他强调：
“因此，基数可测性不仅仅是像其他任何测量一样的测量，而是反映了一类事物的特定物理属性。”（前引书，第49页。）

只有具有某些真实属性的事物才能进行基数测量。这就是马克思用他的“内在”尺度概念所表达的观点，也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重量尺度的例子（第148-149页）中所表达的观点。重量的外在尺度是铁的数量（当然，在决定是用盎司还是克来校准它们，或者实际上是用铁还是用钢时，需要做出常规的选择）。但是，除非铁和用来称重的任何东西（在马克思的例子中，是一个糖块）都有重量，否则铁就不能表达糖块的重量。重量是“内在”尺度。但它只能通过比较两个都有重量的物体来实际测量，其中一个是“外在”尺度，其重量是预先假定的。
因此，当马克思说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时，他的意思是商品的价值可以作为纯数量来测量，因为它是抽象劳动的客体化，即“无差别”劳动时间的客体化，其小时数可以相互加减。因此，作为纯劳动持续时间的客体化，它具有基数可测性。如果商品仅仅是劳动的产品，是劳动在其具体方面的客体化，情况就不会是这样。因为具体劳动不能作为纯时间进行基数测量。花在裁缝上的小时数和花在织布上的小时数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它们不能相互加减，就像苹果不能和梨加减一样。我们可以根据每项任务花费的小时数对具体劳动进行排序，就像我们可以对苹果和梨进行排序并说出我们有更多哪个一样。但我们不能用小时来测量劳动的总数量，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一小时的织布包含与一小时的裁缝一样多的劳动，因为它们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因此，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内在）尺度的论点，远非意味着价值测量的媒介必须是劳动时间，而是意味着劳动时间不能成为测量的媒介。因为在我们能观察到的实际劳动时间中，我们无法将抽象方面与具体方面分开。将劳动时间作为测量媒介的唯一方法是做出武断的假设，即不同种类的劳动之间没有质的区别，而这正是马克思坚持劳动形式的重要性时明确拒绝做出的假设。
令人惊讶的是，Cutler等人（1977年）在强调他们对资本论中劳动时间作为社会测量标准的假定功能的批判时，并没有提到马克思在“内在”和“外在”尺度之间的区分。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一样，作为社会测量标准发挥作用的是货币，而不是劳动时间。强调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原因，是为了论证货币本身并不能使劳动产品具有可通约性。它们只有作为劳动抽象方面的客体化时才是可通约的。
这些混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幸的是，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8所作的以下评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证明，有可能把劳动时间看作商品价值的尺度，同时又把物化在商品交换价值中并以时间单位测量的劳动与个人的直接身体活动混为一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5页。）

我们应该注意的关于价值尺度讨论的一个含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价值量方程式，并不指代直接可观察的劳动时间量（个人的直接身体活动），而是表明直接可观察的货币量的内在特征或实体的一种方式。马克思通常以一般形式引入这些方程式，例如商品的价值 = (C + V) + S；然后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些具体的例子总是用货币术语表达，从不用劳动时间的小时数表达。例如，商品的价值 = （410英镑不变资本 + 90英镑可变资本）+ 90英镑剩余价值（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320页）。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价值和价格等同起来；而是他在指出货币量的内在价值特征。马克思不简单地在货币层面上工作的原因是，他想揭示诸如剩余价值率等不直接以货币形式出现的社会关系。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一论点：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时间变成金钱，这不仅仅是纯粹的比喻意义。劳动时间和货币并没有被设定为必须相互对应的离散的不同变量。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被设定为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用来描述这种关系的比喻不是机械的（“接合”），也不是数学/逻辑的（“对应”、“近似”），而是化学和生物学术语（“结晶”、“化身”、“体现”、“新陈代谢”、“变形”）。它们所承载的理念是“形式的改变”。
4. 形式决定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证明得太多了。他们会认为，在证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被误读的同时，我们也证明了它是不连贯的；它必然无法对劳动、价格或其他任何事物提供适当的解释，因为它没有提出完全独立于被决定事物的决定因素。毫无疑问，有人会说，这必然会使论证变得“循环”。如果马克思试图从头开始提供解释，试图在现象外部的因素中解释现象的“起源”；以经济或社会学模型的方式，用其他因素的组合来阐述它们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情况就会是这样。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计划。
马克思将社会形式的决定视为一个历史过程；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沉淀下来的形式又依次被溶解，变成一种新的形式，这个过程的动力是其内在的，没有存在于历史之外的外部“原因”，而它是该原因的结果。这需要将世界视为一个质变的连续体，而不是离散的不同形式的集合（见Oilman，1976年，特别是第2章和第3章）。资本论中没有系统阐述这种观点的方​​法论序言，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有这方面的迹象，我们在那里被告知马克思对现象的主要关注是
“它们变化的规律，它们发展的规律，即它们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从一系列联系过渡到另一种不同的联系的规律。”（前引书，第100页。）

并且，
“经济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类似于生物学其他分支进化史的现象”。（前引书，第101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关于社会形式决定的观点，马克思阅读了该阐述的手稿并在其知情的情况下发表（见反杜林论，第14页）。恩格斯在其中写道
“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处理的是历史性的材料，即不断变化的材料。（前引书，第204页。）

这种将形式决定视为历史过程的观点，不仅仅是注意到特定时代的社会形式并非一直存在（见Banaji，1976年，第37-38页）。这是一个将它们分析为确定的但又是短暂的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所说，
“在调查历史时，我们不是在翻阅一系列‘剧照’，每一张剧照都向我们展示了社会时间被固定在一个单一永恒姿势中的时刻：因为这些剧照中的每一张不仅是存在的时刻，也是生成的时刻……任何历史时刻既是先前过程的结果，也是指向其未来流动方向的指标。”（Thompson，1978年，第239页。）

适合分析历史过程的分析方法不是指定自变量和因变量及其关系的数理逻辑方法。这种方法只能识别静态结构，并被迫将质变设定为突然的不连续性，即结构之间的量子跃迁；而不是作为一个过程，一个质变的连续体。（关于这个问题的有用讨论，见Georgescu-Roegen，1966年，第29-41页。）关键是，为了分析历史过程，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逻辑，适合于始终处于运动中的现象”。（Thompson，1978年，第230页。）
但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试图通过描述先前形式的演替来解释形式的决定是行不通的。这只告诉我们什么在什么之后；而不是形式是如何结晶并可能重新溶解的。无论如何，我们从哪里开始这样的序列，我们如何避免将起点设定为“起源”，其本身在历史过程之外？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拒绝了这种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发现：
“我们必须避免重复政治经济学家的错误，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建立在某种想象的原始状态上。这种原始状态什么也说明不了。”（早期著作，第323页。）

这种顺序方法也很难避免将早期形式设定为不可避免地导致后期形式，这是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中讨论的一个问题；该讨论得出结论：
“因此，让经济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相同顺序相互跟随，是不可行的，也是错误的。相反，它们的顺序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恰恰与似乎是它们的自然顺序或符合历史发展的顺序相反。问题不在于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演替中的历史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顺序。”（前引书，第107-108页。）

这是对1844年结论的阐述：
“我们将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早期著作，第323页）。

换句话说，我们从我们想要理解的形式开始，我们不向后追溯时间；相反，我们考虑如何将其视为正在进行的过程的沉淀物，而不将其与该过程分离。
马克思的解决方案不是到形式外部寻找因素来解释它，而是深入形式内部，探究其直接显现的外表之下。（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见Banaji，本卷，第17-21页。）深入形式内部是通过将其视为对立潜能的暂时沉淀来实现的；汤普森称之为生成的时刻，共存的对立可能性的时刻，“双刃且双舌”（Thompson，1978年，第305-306页）。但这些对立的潜能并不是离散的不同构件；相反，它们是过程中形式连续体的不同方面，它们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确定的形式视为矛盾的体现。同样，椭圆运动可以被视为两种对立潜能的合成：一个物体不断远离另一个物体的趋势，以及向其移动的对立趋势。（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98页。）
这些不同的、对立的方面经常被马克思称为“决定因素”或“规定”（就像其合力为椭圆的对立运动被称为“决定因素”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式是由以某种自主方式起作用的“规定”或“决定因素”产生或引起的。例如，马克思写道，鲁滨逊漂流记的例子包含了“价值的所有基本决定因素”。（资本论，第一卷，第170页），但他显然不是说鲁滨逊的劳动客体化为价值。事实上，马克思更进一步声称，价值的决定因素“必然涉及人类”“在所有情况下”（资本论，第一卷，第164页）；但他显然不是说价值是永恒存在的。关键是，决定因素不是自变量，而仅仅是方面，是作为分析形式的一种方式而挑选出来的片面抽象。
然而，将形式分析为其决定因素仅仅是调查的第一阶段。在从历史过程中个体化出一个时刻，并剖析其中对立的趋势或方面这一阶段之后，是综合阶段，即重建形式的外观，并将其重新沉浸在过程中（见Banaji，本卷，第28页）。这第二个阶段并不是简单地把我们带回起点，而是超越它，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以不同的眼光理解我们的起点，将其建立在连续物质过程的其他方面之上。它提出了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新抽象，以便捕捉更多的过程。综合阶段将我们带回分析阶段故意切断的连续性。整个方法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螺旋中移动，考虑到历史过程的越来越多方面，起点正是从这个历史过程中被个体化和分离出来的。
这种方法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它不能提供关于世界的笛卡尔式绝对知识，其作为真知识的地位由某种认识论原则来验证。相反，它建立在拒绝将这种愿望视为一种唯心主义形式的基础之上（见Ruben，1977年，特别是第99页）。在这种方法中，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在我们试图理解它之外具有物质存在；我们用来切割物质世界连续体的任何范畴都只能捕捉到部分知识，即从特定有利位置看到的特定方面。这在1857年导言的方法讨论中得到了明确承认：
“例如，最简单的经济范畴，比如说交换价值，预设了人口，而且是在特定关系中生产的人口；以及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它只能作为一个已经给定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整体中的一种抽象的、片面的关系而存在。”（1875年导言，第101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调查的第二阶段，即综合阶段，通过提出必须调查的其他视角；切割连续体的新的、相互关联的方式，有助于纠正第一阶段分析固有的片面性。这些反过来必然是片面的，但基于它们的综合阶段再次有助于纠正它们的片面性。因此，通过遵循这个程序，可以获得对物质世界越来越完整的理解，“在其中思维掌握了具体”。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世界本身之间始终存在着必要的距离：
“作为思想总体出现在头脑中的总体，是思考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以它唯一可能的方式掌握世界，这种方式不同于对这个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的和精神的掌握。真正的现实主体仍然像过去一样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存在。”（1857年导言，第101页。）

对世界的掌握永远不可能在思想中完成；它需要实践行动。
我们现在必须考察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运用。到目前为止的论证并不意味着该理论中没有歧义和不一致之处，因为我们还没有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批判性审查。使用这种分析方法肯定存在一种危险，马克思明确认识到了这种危险，即“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真实的生产行为”（1857年导言，第101页）。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片面抽象的分析范畴，变成了自我发展的实体；而历史过程变成了这个实体的表现。分析范畴产生了我们对世界的知识：但它们并不产生世界本身。马克思认为黑格尔
“陷入了这样一种错觉，即把实在理解为自我集中、深入自身深处、并由自身从自身中展开的思想的产物。”（1857年导言，第101页。）

在我看来，“资本逻辑”方法9陷入了同样的错觉，它不把资本看作是一个片面的抽象、一个分析范畴，而是看作一个实体；并将形式决定的历史过程理解为这个实体自我发展的产物。下一节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马克思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这种错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1. 劳动的方面：社会的和私人的，抽象的和具体的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形式时，马克思使用了四个劳动范畴，即抽象和具体这对立的一对；以及社会和私人这对立的一对。他并没有从这些范畴开始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证，但我认为，如果我们首先考虑这些范畴的含义；以及马克思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劳动形式的决定因素，这些劳动方面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什么，就更容易评估他的论证。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这些不是不同类型劳动的概念。并不是说有些劳动是私人的，有些是社会的；有些是具体的，有些是抽象的。或者说劳动在某个阶段是私人的，在另一个阶段变成社会的，或者在某个阶段是具体的，在另一个阶段变成抽象的。它们是劳动不同方面的概念（参见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或“双重性质”）；因此，它们都是片面的抽象。
第二点是，它们是属于所有历史时代的概念。它们是那些“属于一切时代的规定……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概念。（1857年导言，第85页。）历史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方面被表现的方式，即它们出现的方式。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作为分散的、看似不相关的症状的“无形式”外观，和结晶成独特表现形式的外观，这种表现形式使该方面能够作为一个统一体被把握：并赋予马克思所说的抽象以“实践的真实性”（参见1857年导言，第105页）。马克思并没有认为没有这种“实践的真实性”的抽象是无效的（参见1857年导言，第85页，第105页）。马克思提出的有效抽象的标准是，它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只要它真正揭示并固定了共同元素，从而使我们免于重复”。（1857年导言，第85页。）他提出的是，这种有效的抽象对于所有历史时代并不具有相同的地位：在它们具有“实践的真实性”的时代，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揭示共同方面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心理过程。心理过程在真实的社会过程中有其对应物，该过程赋予共同方面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尽管很可能是一种拜物教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我们只看表面现象，所表现的共同方面可能会被误认。
第三点是，这两对抽象（抽象/具体；社会/私人）绝不能合并为一。有一种倾向认为“抽象”与“社会”同义，“具体”与“私人”同义。（见Kay，本卷，第56页；和Hussain，本卷，第95页）。在含义上确实有一些重叠，但作为概念，这两对仍然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特定条件下，这两对之间的区别作为一种实践现实往往被抹杀：劳动的具体方面被“私有化”，劳动的社会方面被“抽象化”。这些观点并非没有争议，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它们。
有一种倾向认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分析为一种生产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劳动一开始是“具体的”和“私人的”；在交换过程中，这种现在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然后转化为一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即“抽象的”和“社会的”（特别参见Rubin，1973年，第70页；以及Arthur，1978年，第93-95页）。当然，马克思确实将商品称为“彼此独立工作的私人的产品”。（资本论，第一卷，第165页）；并声称“普遍的社会劳动因此不是现成的先决条件，而是一个正在出现的结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5页。）他确实“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来讨论劳动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第283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背离了他的立场，即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社会决定的个人生产——当然是出发点”。（1857年导言，第83页。）

相反，这标志着他对以下问题的分析：
“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个人显得摆脱了自然纽带等，而这些纽带在早期的历史时期使他成为一个确定的、有限的人类集合体的附属物”。（1857年导言，第83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从以下立场出发：
“一旦人们以任何方式开始为彼此工作，他们的劳动也就呈现出一种社会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64页。）

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定位这种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中，作为生产者的人似乎是摆脱了社会形式的私人；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形式没有独立的有效性，而仅仅是私人决定、个人选择的结果；金钱关系仅仅是汇总和调和这些选择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将这种表现形式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例子进行了对比，在那些社会中，在生产中约束个人的社会形式是显而易见的：父权制家庭、封建权利和义务等。（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2-34页；资本论，第一卷，第169-171页。）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私人”时，他指的正是这种表象：
“由于生产者直到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时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私人劳动的特定社会特征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显现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165页。）

（我们也许应该注意，马克思在讨论的这个阶段是从每个生产单位的内部组织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私人的，其意义在于每个生产单位与所有其他生产单位的社会关系是潜在的、隐藏的；而不是说劳动作为一种活动没有社会特征，只有在它体现在商品中之后才获得社会特征。马克思的论点不是交换过程赋予了迄今为止的私人劳动一种社会形式——而是它展现了已经潜在的社会特征，尽管是以一种拜物教的形式，作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展现出来的。
“具体劳动”的概念与“私人劳动”的概念有重叠之处，因为它是一个关于主观人类活动的概念，“由其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资本论》，第一卷，第132页）。它在人类劳动的个人、主观方面的概念之上，增加了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第283页）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劳动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裁缝、织布、纺纱等等。它是劳动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私人”和“具体”方面实际上是巧合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种类的劳动似乎是从事这些劳动的个人做出选择的结果（即使是非常受限的选择）。而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情况并非如此，在那里，
“劳动的自然形式，它的特殊性……在这里就是它的直接社会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70页）；

并且个人似乎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具体劳动”这个术语相当不恰当，因为它阻碍了我们认识到“具体劳动”是一种片面的抽象，这个概念不是将劳动视为“许多规定的综合”、一个活生生的整体、一种确定的形式（这是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中使用“具体”一词的方式）；而是劳动某些方面的概念（“许多规定”中的一个）。具体劳动的概念从作为活生生整体的劳动中抽象出其主观的、定性的、多样的方面，这些方面在所有时代都作为产品在使用价值方面的特征反映出来。
马克思对“独立于任何特定社会形态”的劳动过程的讨论（《资本论》，第一卷，第283页），并不允许我们将具体劳动视为一种“给定的”、确定的现实概念，并将社会关系叠加其上。他特别提到，这是对“简单和抽象要素”的呈现（《资本论》，第一卷，第290页）；并且“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论》第一卷，第304页，黑体为引者所加）。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往往会导致走向技术决定论的方向（参见Rubin，1973），或者将社会主义项目设定为消除个人与其工作之间任何社会中介的不可能任务（参见Colletti，1976，特别是第66页）。
人们普遍认为，具体劳动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范畴；但对于抽象劳动，人们并不这么认为。（Hussain，本卷，以及Itoh，1976，是例外）。10 通常，强调抽象劳动重要性的作者坚持认为，它是一个仅适用于商品生产的范畴（参见Rubin，1973；Arthur，1976和1978）。有人认为，如果提出相反的观点，就会使价值理论成为一种“永恒的”理论，适用于所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在我看来，这一推论似乎并不能从抽象劳动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范畴这一命题中得出。认为它能得出的信念，可能源于对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构成价值实体的断言的误读，将其视为抽象劳动的定义，或者源于这样一种假设：抽象劳动是某种类型劳动的概念，因此必须生产出某种东西，一种马克思称之为“价值”的东西。但正如我们马上将看到的，价值和抽象劳动的范畴是独立得出的，而不是相互推导出来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指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一样，不是一种劳动类型的概念，而是人类劳动某些方面的概念。“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这一短语无疑表明了这一点。在《资本论》中，这些方面最初只是被消极地定义为，当我们不考虑劳动的特殊、有用方面时所保留下来的方面（《资本论》，第一卷，第128页），这也许导致了混乱。但这些方面随后被描述为“同质人类劳动的数量”（同上，第128页），以及“纯粹和简单的人类劳动，一般人类劳动的支出”（同上，第135页）。换句话说，它是人类劳动的统一性或相似性的概念，仅仅在数量和持续时间上有所区分。它不是假设所有工作在生理上都是相同的。相反，它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工作都需要时间和精力，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工作。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的这一方面“在一切社会状态下……都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心，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程度上不同”（《资本论》，第一卷，第164页），并简要讨论了在鲁滨逊·克鲁索、欧洲封建主义、农民家庭生产和公社生产的情况下，它是如何引起人们关心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69-72页）。
抽象劳动的概念与社会劳动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重叠，因为两者都脱离特定个人，“客观地”看待劳动活动。两者都从集体的角度考察劳动，不把任何特定的劳动力支出看作是孤立的自我生成的活动，而是看作集体努力的一部分。抽象劳动概念在社会劳动概念之上增加的是数量的观念，劳动不仅被视为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而且被视为数量上规定的总量的特定部分。
因此，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四个范畴是四种潜能的概念，它们永远不能作为确定的劳动形式单独存在。劳动总是具有其抽象和具体、社会和私人的方面。马克思将任何特定的确定劳动形式视为这四个不同劳动方面的沉淀物。特定类型社会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方面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沉淀形式中的表现方式。马克思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方面占主导地位。劳动的社会性质正是通过劳动抽象方面的表现确立的：
“只是因为纺纱工的劳动时间和织布工的劳动时间代表了一般的劳动时间……这两个人的劳动的社会方面才对他们各自表现出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3页）。
“互相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平等性。”（《资本论》，第一卷，第167页）。

劳动的具体和私人方面是由抽象方面中介的。个体生产者的劳动
“只有当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与每一种其他的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即算作与后者相等时，才能满足个体生产者自身的多方面需要。只有当我们从不同种类劳动的实际不平等中抽象出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共同的特征，即人类劳动力的支出、抽象的人类劳动时，才能达到不同种类劳动之间完全意义上的平等。”（《资本论》，第一卷，第166页）。

关于马克思的结论，即在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形式时，抽象方面占主导地位，可以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找到一个有用的总结，该书最初计划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七篇，既作为第一卷的总结，又作为通向第二卷的桥梁。马克思在这里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条件下，
“劳动不被算作具有特定效用的生产活动，而仅仅被算作创造价值的实体，算作正在使自身客观化的一般社会劳动，其唯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是它的数量。”（《结果……》，第1012页）。

这并不意味着劳动的特殊有用性质，即其具体方面，无关紧要，而是说它们只有在影响生产中消耗的人类劳动数量时才重要。抽象劳动的统治标志着“一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生产过程支配着人，而不是相反”（《资本论》，第一卷，第175页）。对马克思来说，货币和资本都是这种统治的形式。价值理论是这一结论的基础。
因此，马克思的论点并不是说劳动的抽象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是说后者的特征是抽象方面对劳动其他方面的支配。在这些条件下，抽象劳动具有了“实践的真理性”，因为人类劳动的统一性，即仅仅在劳动数量上的区分，不仅在心理过程中得到承认，而且在真实的社会过程中有其对应物，这个过程完全独立于我们如何对其进行推理而进行。马克思认为，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种特定类型的劳动可以被确定为纯粹的抽象劳动，而是说劳动的抽象方面被“客观化”或“结晶化”了，“各种人类劳动的平等性采取了物质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164页）。劳动具体方面的客观化是普遍的，但劳动抽象方面的客观化却不是：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特有的。在资本积累的某些阶段，这种客观化可能采取“标准化运动模式形式的劳动”、作为“可互换部件”的劳动的形式，并且“在这种形式下，在生活中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所采用的抽象”（Braverman，1974，第182页）。它可能采取劳动流动性的形式：（参见《结果》……，第10134页；Arthur，1978也强调了这一点）。但它最基本、最简单的形式是抽象劳动作为劳动产品特征的客观化，反映在其交换价值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论述中，从
“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中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开始（《评阿·瓦格纳》，第50页）。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他试图借以确立劳动的抽象方面被客观化的论证，以及这确立抽象劳动统治地位的方式。
2. 分析阶段：从商品到价值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一阶段从商品开始11，进而探讨价值，其实体被论证为客观化的抽象劳动。商品被辩证地分析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对立方面共存的契机；然后，交换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方面受到进一步的审查。从交换价值到价值及其实体的论证过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并引发了从庞巴维克（Bohm-Bawerk）12到卡特勒（Cutler）等人的指责，认为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问题是双重的：一是关于在交换中商品彼此等同，意味着“在两种不同的事物中存在着等量的共同物”（《资本论》，第一卷，第127页）这一论证的地位；二是关于这种共同物是抽象劳动的客观化这一论证。我们可能会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论证的可疑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劳动价值论”的解释传统所忽视，因为它忽略了马克思自身论证的结构，而是从预先给定的劳动量推导到价格。我认为马克思提出其论点的方式无疑存在问题，以至于某些结果很容易显得是从形式主义和非历史的交换概念中推导出来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本质上并非形式主义的，其表述中的形式主义元素可以被更令人满意的论证所取代，其中一些论证是马克思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让我们首先考虑关于交换、等同和“共同物”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看看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不管它们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例如，1夸特小麦 = x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x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物。因此，两者都等于第三种物，这种物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两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物。”（《资本论》，第一卷，第127页）。

上述段落确实倾向于表明（正如Cutler等人，1977年所声称的那样），马克思将交换本身视为一种将交换的物品还原为共同物实例的行为，将它们等同起来，并从这种形式上的交换概念中推导出他的结果。马克思在后面的一段话中赞许地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
“没有平等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平等。”（《资本论》，第一卷，第151页。）

Cutler等人提出的反对意见是，虽然要使一项交易成为交换，交易双方必须同意交换条款，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将交换的物品还原为一种共同物（同上，第14页）。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难找到不存在这种还原的交换例子——例如，圣诞节交换礼物；家庭中家务劳动产品的交换。（另见Arthur，本卷，第71页。）这里的交换非常具体地取决于所交换物品的种类，以及个人义务和互惠的特定关系。在这样的交换中，交换的物品没有被还原为共同物，没有成为等价物；它们没有被通约，尽管它们可以被比较。然而，这种交换并不是通过买卖来完成的。显然，在考虑商品交换时，马克思确实在考虑一个买卖过程，即使他在论证的这个特定点上没有强调这一点。此外，上面引用的玉米和铁的交换例子，仅仅是从大量交换中抽象出来的一个交换实例，正如马克思在上一段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资本论》，第一卷，第127页）。玉米和铁的交换特征并不被认为仅仅取决于孤立考虑的那一次交换，而是取决于从中抽象出这一个例子的整个交换过程。虽然马克思没有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考虑的不是交换本身，而是一种特定的交换形式，即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他关于这种交换是一个等同过程、将交换物品还原为等价物的论点，不是来自一个形式的、非历史的交换概念，而是来自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商品交换。
这种解读得到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批判贝利（Bailey）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更为明确的讨论的支持。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单一的交换行为本身就能将交换的物品还原为等价物（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第132页；第142页；第144页）。相反，他认为还原为等价物取决于每一种商品通过市场与所有其他商品的一般可交换性：
“商品有一千种不同的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存在，就有多少种价值，所有这一千种表现总是表现同一个价值。最好的证明是，所有这些不同的表现都是等价物，它们不仅在这种表现中可以互相替代，而且在交换本身中也确实互相替代。”（《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第147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如果一种商品能够自由地代替一定数量的任何其他商品，而不管它对另一种商品的所有者是否构成使用价值，那么它就作为交换价值发挥作用。”（同上，第44页）。

这种一般的可交换性并不简单地取决于物品所有者或物品本身的个人特征，因为在任何特定交换中物品的交换比率不仅取决于该交易的各方，而且取决于同时发生的所有其他交换。这种交换是一个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过程。对具有一种交换价值的一种商品的抽象，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这种商品仅仅是大量可互换商品中的一种，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第一句中已经明确了这一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论》，第一卷，第125页）。

事实上，正如后来将要显现的那样，这种物品的一般可互换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成为交换的主导形式，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见Brenner，1977，特别是第51页）。但在第一章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尚未阐明，因此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尽管从《大纲》第509页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对此非常了解。）总结一下：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必然导致其等同的论断，并非源于一个非历史的和形式的交换概念，而是源于对特定的资本主义交换过程的观察，在这个过程中，物品实际上被社会地通约了，其可见的表现就是它们的价格。
马克思并不是唯一一个用等同来描述这种交换的人：这是各种经济学家著作的一个普遍特征。13 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这种等同需要一个独立的概念，即“价值”。例如，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选择一种商品作为计价标准，用它来表示所有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以此来处理这种等同呢？这难道不符合货币商品作为计价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肯定必须同意贝利的观点，即价值是一种“经院式的发明”（《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第137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关于“共同物”的论证，完全不足以处理上述观点。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中，他给出了著名的“简单的几何学例子”：
“为了计算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我们把它们分成三角形。然后，再把三角形化为与它的可见形状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同样，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必须化为一个共同物，它们各自代表这个共同物的较大或较小的量。”（同上，第127页）。

但这未能说明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采用计价标准的方法。事实上，它甚至鼓励了后者，因为它用发生在我们头脑中的推理和测量过程来提出问题。但是，正如马克思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所强调的，商品的等同并不是像三角形的等同那样确立的，而是作为社会过程的结果确立的。这个过程中的代理人并不寻求确立所有产品的可互换性，而仅仅是交换他们自己的产品。交换比率是作为一个迭代的、竞争过程的结果而形成的，而不是基于理性推导的公式。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不是理性社会契约的结果，而是源于一个无计划的历史过程。
关键点在于，如果我们用一种计价商品来处理商品的等同，我们必须预设商品的等同，但我们仍然没有回答“它们作为什么变得可交换？”这个问题。在使一种商品成为计价标准的社会过程中，它们处于什么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第133-47页）对贝利的讨论中，比在《资本论》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许多最复杂的现代经济学，无论是斯拉法学派还是新古典学派，都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根本不把交换价值的形成视为一个社会过程。它假设了可交换性，并几乎完全关注一致性问题。它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可以从给定的前提中推导出一组交换价值（价格），这些交换价值将与经济学家设定的一些标准相一致，例如生产结构的再生产，或者在给定关于经济代理人如何对价格做出反应的假设下，每个消费者获得其“偏好”的消费组合。找到这样一组一致的交换价值被称为证明均衡交换价值集的“存在”。但这是一个非常弱化的存在概念，指的是算术形态模型的形式解，而不是现实世界的交换过程。
早期的一代新古典经济学家更为强硬；今天许多以政策为导向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要能够制定政策处方，就必须避开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严谨性和纯粹性。对于“商品作为什么变得可交换？”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与庞巴维克相同的答案：商品作为效用、满足感的产生者而成为等价物。交换过程被解释为商品所有者根据不同商品带来的满足感来通约它们。马克思拒绝这种观点，但没有非常清楚地阐明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尽管这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中的主流观点，但在马克思的时代并非如此。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一些论证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马克思否认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的任何作用（参见“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是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127页）。但正如他后来的论证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远未否认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所拒绝的是商品的等同可以用使用价值来解释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拒绝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的重要性在于差异，而不在于等同（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59页）。二是马克思认为，对交换过程采取纯粹主观的方法无法捕捉到它的某些关键特征（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第163页）。
认为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被等同，必然包含这样一种观点：人们需要商品是因为它们带来的效用（或满足感）；它们作为特定使用价值的特征仅仅是获得满足感这一目的的手段。效用或满足感代表了“所有欲望的共同本质，所有欲望都可以合并入其中的唯一欲望”（Georgescu-Roegen，1966，第195页）。14 然而，马克思拒绝了这种将欲望还原为共同欲望的观点。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资本论》，第一卷，第128页）。

当然，日常经验为欲望的不可还原性提供了很多支持——面包救不了一个渴死的人。
欲望的可还原性仍然固有于大多数种类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中，15 尽管19世纪的观点——即商品产生的满足感原则上可以被测量，并且不同商品产生的满足感可以相加和相减——已经被放弃（见Georgescu-Roegen，1966，第3章）。
马克思拒绝将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等同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与有时人们所声称的相反）马克思拒绝将任何主观因素作为交换过程的决定因素。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知道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们的监护人，即商品所有者。”（《资本论》，第一卷，第178页），

并且他认识到，交换的契机是商品所有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他们所拥有的使用价值以外的使用价值的渴望。但他也认识到交换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即虽然交换价值的形成必然是商品所有者行动的结果，但对进入市场的每个商品所有者来说，交换比率似乎已经是给定的。16
“这些量不断地变动，完全不以交换者的意志、预知和活动为转移。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这些物远不受他们控制，反而控制着他们。”（《资本论》，第一卷，第168页）。

就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想用自己的使用价值交换其他某种使用价值而言，交换过程是由个人的、主观的行为组成的。但就交换价值对每个商品所有者来说似乎是“给定的”而言，它是一个在商品所有者“背后”发生的一般社会过程（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80页）。马克思希望在他的范畴中捕捉到该过程的主观的、个人的方面以及社会的、一般的方面，以涵盖
“我们人类在历史中存在的关键矛盾，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我们自身非自愿决定的自愿代理人。”（Thompson，1978，第280页）。

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以一种常常令人感到极其困惑的方式来处理商品的等价性，17 即将其视为一种实体上的等价性。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等价性看作是商品所有者用来衡量商品的一种共同特征；而是把它看作是商品本身所包含的一种统一的“共同元素”或“实体”，并用“价值”这个单独的范畴来指代。商品的等价性是根据这种实体的性质来解释的，而不是根据商品所有者的主观衡量来解释的（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66页）。
不幸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讨论将商品等价性视为“实体性”的含义，而他这种处理方式背后的考量直到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才被引入。这助长了两种误解：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他的“共同元素”仅仅是我们能够（主观地）衡量商品的一种共同特征；另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价值实体是对商品之间等价性或连续性的一种唯心主义物化。庞巴维克正是基于第一种误解攻击了马克思的论点。（参见Kay，本卷，第50-54页）。当然，如果马克思的程序像庞巴维克所假设的那样是形式主义的，那么把抽象劳动定位为共同特征将是完全武断的。但庞巴维克忽视了“实体”一词的力量。
认为马克思使用“实体”一词标志着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方法的观点似乎更有道理，因为“实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哲学历史的术语。它经常被用来指代一种构成并产生所有特定形式的绝对存在。因此，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实体，被称为“上帝”，所有的物质事物或思想都被认为是这个实体的存在方式。（参见Oilman，1976年，第30页。）马克思本人在《神圣家族》（1845年）中批评黑格尔“把实体理解为主体”（参见Arthur，1978年，第88页）；但正如Moore（1971年）所论证的那样，也许他在《资本论》中的方法也容易受到同样的批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声称，价值“不是一个绝对物，不被构想为一个实体”（前引书，第三部分，第130页），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呢？
在我看来，马克思将商品设定为实体上的等价物，其方式与自然科学中将光、热和机械运动设定为实体上的等价物相同，即作为一种共同实体的体现而可以相互转换的形式，这种实体是自我激活的，也就是说不需要某种外部干预、某种“原动力”来维持和转化它，即作为能量的形式。同样，不同的化学物质也被设定为实体上的等价物，作为自我激活物质的形式。18 只有借助这样一个概念，才有可能对能量和物质的转化与守恒过程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将这一过程解释为自然史的过程，以其内在的动力进行，不需要超自然的“原因”，不需要机械降神来维持它。
存在着将“能量”或“物质”物化为绝对实体的危险；但如果正确理解，它们与能量或物质的特定形式并不是截然不同的，相反，它们是这些不同形式之间连续性的概念。它们的自我活动不是目的论地设定的，不是以目标为导向或经过设计的。因此，根据能量或物质的实体来理解能量或物质形式的等价性概念，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概念，而不是唯心主义的概念。
一种商品向另一种商品的转化，只要转化率是在商品所有者“背后”决定的，就类似于一个自然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似乎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的运作凌驾于执行该过程的个人的意志之上。因此，马克思用实体等价性来设定这个过程，但这里的“实体”是在唯物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的——作为一种具有实践现实性的抽象，因为实体的一种形式实际上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不是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上理解为实现其目标的绝对实体。
能量形式的互换性与商品的互换性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在后一种情况下，等价性的实体必须是人类的。虽然价值表现为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的那样：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家发现是什么自然属性使得一定比例的鼻烟、烟草和绘画互为‘等价物’。”（《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第130页）。

马克思含蓄地拒绝了这样一种做法，即把资本主义交换过程视为“仿佛”其能动性可以源于某种非人类的来源、某种“结构”或“看不见的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并非如此，但商品的等价性本质上必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作为物理对象的商品之间的关系。因此，尽管这种关系的形式必须用捕捉其自然主义外观的术语来设定，但这种关系的内容必须用捕捉其人类本质的术语来设定。因此，价值的实体必须是体现在商品中的人类自我活动、人类能量；所考虑的商品是，
“社会活动的产品，人类能量消耗的结果，物化劳动。作为社会劳动的客体化，所有商品都是同一实体的结晶。”（《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9页）。

这一切对马克思来说似乎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他认为理所当然而没有进行讨论。19 潜在的考量，即商品的等价性是
“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他们相互的生产活动之间关系在对象中的表现，一种客观的表达。”（《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第147页）

直到第一章第四节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内容才被明确提出，但我认为，它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论证中。马克思所关心要明确的是“劳动作为价值实体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他经常写得好像这是将他与李嘉图区分开来的主要问题，而不是关于理论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更根本的问题（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二部分，第172页）。商品作为价值的社会实体不能是劳动本身，因为劳动具有二重性，即作为具体劳动的质的方面，以及作为抽象劳动的量的方面。作为价值，商品只有量的区别，它们都是可以互换的：它们的实体必须是同质的、统一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价值的实体必须是劳动的抽象方面。作为价值，即实体上的等价物，商品必须是抽象劳动的客体化。
“劳动产品在一切社会状态下都是有用的对象；但只有在一个历史特定的发展时代，才把生产有用物品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品的‘客观’属性，即表现为它的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154页）。

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是：从劳动产品的最简单形式——商品出发；将其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进一步考察交换价值，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特定的交换关系形式，并确立这种表现形式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必须以什么为前提。确立这一结果所需的方法论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现实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前提。如果拒绝这些前提，那么这个结果就无法确立。
这一分析阶段的论证得出结论，商品的等价性以劳动抽象方面的客体化为前提，但它并没有说明这种客体化是如何发生的。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结论，正如马克思使用“幽灵般的客观性”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资本论》第一卷，第128页）。论证的下一阶段，即综合阶段，试图说明抽象劳动的客体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劳动的抽象方面是如何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它也显示了这种主导地位的问题性质，其脆弱和短暂的性质，以及一旦实现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容易因其自身的内部对立而瓦解的事实。
伊藤（Itoh，1976）曾提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二节（分析阶段）与第三节（综合阶段）之间存在不一致，因为前两节建立在商品互换性的假设之上，而第三节则指出了这种互换的困难，指出了等价性可能会崩溃的事实。对伊藤来说，这意味着马克思在前两节的论证中存在李嘉图式的残余。我不同意这个结论。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不一致。而是马克思从商品最直接的外观开始分析，即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可以与众多其他产品互换，并处于等价关系中；实际上，是从一组均衡的交换关系开始的。这种外观并没有直接表明商品等价性的问题性质，因此在其他方面也使得总供给总是等于总需求（萨伊定律）的观点显得合理。我认为，马克思非常清楚，这种均衡的外观是对一个本质上是不均衡过程的片面抽象。论证的第二阶段展示了交换等价性的矛盾，并清楚地表明有必要修正源于交换价值直接外观的印象。
3. 综合阶段：从价值到价格
综合阶段涵盖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其余全部内容。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讨论了抽象劳动客体化发生的方式，以及这如何导致抽象劳动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展示了这种客体化的不稳定性。它涉及“价值规律”的运作，这从根本上意味着抽象劳动客体化过程的“规律”。“规律”一词以及将价值规律与“调节性的自然规律”进行明确比较（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68页），再次提到了这一过程的自然主义方面，即它是在商品所有者“背后”发生的事实。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一个僵化的、“决定论”的“调节性规律”概念。他在其最早的一篇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批评了这种概念：
“……穆勒陷入了整个李嘉图学派所犯的错误，即在定义抽象规律时，没有提到它借以产生的波动或不断的暂时中止……（生产成本与价格的）货币一致性之后，紧接着是同样的波动和同样的差异。那么，这才是真实的运动，而上述规律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抽象的、偶然的和片面的环节。”（《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早期著作》，第260页。）20

而且他在《资本论》的论证中小心翼翼地避免了这种“抽象规律”：
“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一般规律作为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只是以一种非常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不断波动的、永远无法确定的平均数来发挥作用。”（《资本论》第三卷，第161页）。

“价值规律”通常被设定为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但这是因为价格是实现抽象劳动客体化的形式。确立这一结果是综合阶段的第一步。
问题在于解释抽象劳动（劳动的一个方面）如何被“客体化”为商品价值的过程。马克思的论点是，这要求体现在商品（例如亚麻布）中的抽象劳动被“客观地”表达出来，作为一种“在物质上不同于亚麻布本身，但又为亚麻布和所有其他商品所共有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142页）。如果一种商品作为价值的承担者（或价值形式）发挥作用，并反映与之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这就可以实现。《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专门探讨了这种“反射规定”（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49页）的含义。最简单的含义是，
“……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为商品A的价值形式，换句话说，商品B的物理实体成为商品A价值的镜子”。（《资本论》第一卷，第144页）。

马克思把作为价值承担者的商品称为等价形式；把其价值被反映的商品称为相对形式。马克思得出的下一个含义是，为了作为价值的承担者或代表发挥作用，等价形式必须是“直接可交换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47页）。也就是说，它的可交换性（交换它的可能性）不能依赖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也不能依赖于体现在其中的实际的、个别劳动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它必须不同于所有其他商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其所有者的私人特征在它们的可交换性中起着作用。在等价形式的情况下，它的可交换性必须反而依赖于它作为等价物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社会地位“只能作为整个商品世界的共同贡献而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59页）。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别商品所有者可以决定使他的商品成为等价形式：这只能作为每个商品所有者试图将自己的商品交换为他更想要的商品这一行动的副产品而产生（另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80页）。
除非等价形式是一般等价物，即所有其他商品都在其中使其抽象劳动客体化、其价值得到反映，否则直接可交换性将只停留在萌芽形式。这种一般等价物的物理形式“算作所有人类劳动的可见化身、社会蛹态”（《资本论》第一卷，第159页）。直接可交换性的完全确立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即应该有一个唯一的一般等价物，一种“其特定的社会功能，从而其社会垄断（是）在商品世界中扮演一般等价物角色”的商品（《资本论》第一卷，第162页）。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论证路线进行实证检验。该论证暗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应该存在一种趋势，即一种商品被排除在所有其他商品的行列之外，被赋予与所有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社会垄断权。能找到这样的商品吗？如果不能，那么马克思的论证一定有问题。经过考察，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一种商品：黄金货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般等价物必须总是黄金货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接着指出，在某些目的下，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被它自身的符号——纸币所取代。其含义毋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黄金货币是纸币的必要先驱。这里论证的根源在于马克思拒绝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般等价物可以通过“一种约定”来确立，即通过所有商品所有者有意识地、同时地决定赋予某种物质形式以一般等价物的属性。相反，他认为“货币必然从交换过程中结晶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181页），并且它绝对不能被视为“仿佛”是“通过约定”确立的。
我们确实找到了一种具有与所有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社会垄断权的商品，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马克思关于这种商品是客体化抽象劳动的可见表达的论点是正确的。相反，它具有不反驳该论点、不中止论证路线而是允许其继续进行的消极作用。这就是对论证的实证检验所能做的一切。关于我们何时充分掌握了所调查的真实关系，何时对它们了解得足以采取实际行动的问题，永远不能由实证检验来最终决定。这必须始终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马克思在阐述黄金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有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的作用时存在一个问题，即他没有足够清楚地区分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和价值的货币形式（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参见Brenner，1977），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发挥作用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价值的表达、“所有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发挥作用。这种区别在第二章“交换过程”的许多陈述中被省略了，给人留下了哪里有货币哪里就有价值的印象。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当然是价值货币形式的必要先驱，但在第二章中，马克思过分强调了连续性而牺牲了差异性。概括一下这个论点：从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且存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即劳动产品通过买卖过程具有普遍可交换性）的经济体出发，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这以价值（即抽象劳动的客体化）为前提；然后我们考虑了抽象劳动客体化的条件，并得出结论，这意味着一个反映并表达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黄金货币确实具备成为一般等价物所必需的特征。但成为一般等价物本身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的论证路线不是形式主义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前提开始的；并且它确实经受住了实证检验，因为可以找到与综合阶段论证所设定的内容相对应的社会现象。然而，它引导我们得出一个非同寻常的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非同寻常性：
“如果我说上衣或靴子与亚麻布处于一种关系中，因为后者是抽象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那么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上衣和靴子的生产者将这些商品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亚麻布，或与金或银（这在这里没有区别）发生关系时，他们自己的私人劳动与社会的集体劳动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正是以这种荒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69页）。

在《资本论》第一版中包含但未在后续版本中出现的一段话中，这一点表达得更加生动，Arthur（1978）最近引起了我们对这段话的注意。抽象劳动通过其在一般等价物中的化身而客体化
“……就好像在狮子、老虎、兔子和所有其他实际的动物（它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动物界的各种类、种、亚种、科等）旁边和之外，还额外存在着动物，即整个动物界的个体化身。”（引自Arthur，1978年，第98页）。

抽象劳动的客体化必然导致其在一种确定形式（货币商品的形式）中的依赖性表达。但是，客体化的抽象劳动（价值）具有独立表达的这一结论，难道没有破坏马克思关于价值不被构想为绝对实体的断言吗？在这里，记住马克思得出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区别是有帮助的，即“内部独立性”和“外部独立性”之间的区别（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09页）。价值缺乏成为一个实体所必需的“内部独立性”，因为它始终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统一体（即商品）的一面。但是，如果商品与另一种仅用于反映价值的商品发生关系，商品的价值面就可以被赋予“外部独立性”。这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外观，即货币形式的价值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它赋予价值的自主性只是相对的。正是这种以客体化形式对片面抽象（劳动的抽象方面）的外部独立表达，构成了商品拜物教。与“宗教的迷雾领域”的拜物教不同，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不是我们看待事物方式的产物；而是劳动决定的特殊形式、特殊生产关系的产物。
在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中，抽象劳动不仅被客体化：它还被确立为劳动的主导方面。具体方面仅仅用于表达人类劳动的抽象方面；因为体现在一般等价物中的劳动的有用性在于“制造一个我们立刻承认为价值的物理对象”（《资本论》第一卷，第150页）。体现在其中的劳动的私人方面仅仅用于表达社会方面：个别生产者不能决定生产一般等价物，直到它已经被一个“盲目的”社会过程确立为一般等价物。体现在其中的劳动的社会方面，即其社会必然性，在于生产一种仅仅作为抽象劳动化身发挥作用的商品。这并不意味着劳动的私人、具体和社会方面被消灭、抹杀了；也不意味着体现在一般等价物中的劳动仅仅是抽象劳动。它的意思是，劳动的其他方面被包容为抽象劳动的表达。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只反映抽象劳动。
《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证继续展示了一般等价物（价值的货币形式）对其他商品的统治，以及这种统治如何表现在价值货币形式的自我扩张中，即表现在价值的资本形式中。此外，它还表明，价值资本形式的统治并不局限于“固定”在产品中的劳动，它延伸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以及该过程的再生产。劳动作为资本形式的实际包容（参见《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19-1038页）是劳动的其他方面作为抽象劳动在一般等价物（价值的货币形式）中的表达的实际包容的发展形式。
在讨论客体化的劳动抽象方面通过价值的资本形式所进行的统治时，马克思将价值称为“一个过程的主体”，“独立地”使自身增殖（《资本论》第一卷，第255页）。在这里，似乎价值又被设定为一个绝对独立的实体。确实，正是这些提及构成了资本逻辑方法的出发点。似乎在这里，马克思把“范畴的运动”误认为是“真实的生产行为”。但我们需要回想一下前面所作的外部独立性和内部独立性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些提及出现在对资本流通的讨论中，即出现在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增殖的外观形式的讨论中这一事实。在这个层面上，价值确实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主体，被赋予了它自己的生命”。但事情远不止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马克思用这些讽刺的话语暗示了这一点：
“由于它是价值，它获得了为自身增加价值的神秘能力。它生出活的后代，或者至少下金蛋。”（《资本论》第一卷，第255页。）

这让我们想起了在商品拜物教一节开头，对商品神秘能力的讽刺性提及，即它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资本论》第一卷，第162页）。在我看来，价值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主体”，“独立地”使自身增殖，被马克思设定为以下事实的又一个方面，即：
“商品把人们自己劳动的社会特征反映为劳动产品本身的客观特征，反映为这些事物的社会自然属性。”（《资本论》第一卷，第165页。）

一种商品的抽象劳动通过其在价值货币形式中的表达而客体化的“反射规定”，是马克思关于价值与价格（以货币形式表达的交换价值）关系陈述的基础。从本文前面的部分应该清楚地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前两节（即分析阶段）中关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提及，并不构成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论证，而是关于价值与其内在尺度关系的论证。正是在第一章的第三和第四节中，我们首次发现将价值作为交换比例调节者的提及，最著名的是：
“很明显，不是商品的交换调节它们价值的量，而是相反，商品价值的量调节它们交换的比例。”（《资本论》第一卷，第156页。）

以及，
“……在产品之间偶然的、不断波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它们所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作为一种调节性的自然规律确立了自身”。（《资本论》第一卷，第156页。）

从我前面的论证中可以明显看出，将“调节”解释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错误。相反，我们应该从某种形式的内在特征如何调节其在外观层面的表现、其反射的方式来理解它。因此，化学物质的分子结构调节该物质以晶体形式的表现，而生物体的细胞结构调节生物体身体的形式。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马克思仅限于说价值“调节”交换比例。他没有具体说明这种调节的形式；特别是，他没有承诺这样一种观点，即以等价形式表达的交换比例直接代表价值的量（即价格等于价值）。在关于一般价值形式的讨论中，有一段话相当模棱两可：
“在这种形式下，当它们都被看作与亚麻布可比较时，所有商品不仅在质上表现为相等，作为一般的价值，而且在量上也表现为可比较的价值量。因为它们的价值量都表现在同一种材料即亚麻布上，这些量现在相互反映。例如，10磅茶 = 20码亚麻布，40磅咖啡 = 20码亚麻布。因此，10磅茶 = 40磅咖啡，换句话说，1磅咖啡所包含的价值实体，即劳动，只有1磅茶的四分之一。”（资本论，第一卷，第159页。）

最后一句话确实暗示了价值量和价格的相等。（马克思认为这里的亚麻布扮演着货币的角色）。但我认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对“表现（appearance）”这一未强调的提及。马克思在论证的这一阶段，正从考察商品之间关系的内在实体回到它们的外在表现。关键在于，根据目前的调查，商品似乎以直接反映其价值量的比例进行交换，而且目前还没有基础来挑战这种表现。然而，在撰写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非常清楚，在调查的后期阶段，基于这种表现的结论将受到挑战。他在脚注中提到了“李嘉图对价值量分析的不足”，这“将在本书的第三和第四卷中显现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173页），以此发出了信号。
这种意识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是找不到的，该书比资本论第一卷早了八年，并且没有包含对实体（或内在结构）与表现之间同样仔细的区分，例如未能对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系统的区分。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价格在量上直接代表价值这一表象。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假设价格近似等于价值，随后再放宽这一假设。相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证抽象掉了那些意味着价格不能直接代表价值量的社会关系。这通常被解释为资本论第一卷处理的是“一般资本”，而明确考虑价值量表现形式的资本论第三卷处理的是“许多资本”（参见Rosdolsky，1977年，第41-50页）。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经常导致对竞争的混淆：例如，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抽象掉了竞争。显然情况并非如此：竞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资本只能以许多资本的形式存在。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抽象掉的不是竞争，而是资本之间价值分配的问题。
更有帮助的是马克思自己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开头所作的区分，即把商品仅仅看作劳动的产品，与把它看作资本（即自我增殖的劳动）的产品的区分。马克思指出，他在第一卷中的程序是从仅仅被视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开始，因为这是它直接的表现形式。第一卷的调查恰恰展示了商品这种直接表现的肤浅性，揭示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不仅包含价值，还包含剩余价值；不仅表现在价格上，还表现在利润形式上。
这迫使人们重新考虑价格对价值量的表现，这一工作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进行，那里详细阐述了生产价格的概念。讨论所得结论的充分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这里我们只需注意，第三卷中提出的价格与价值关系的分析，并不依赖于与第一卷不同的前提，而是同一分析的进一步发展，试图涵盖第一卷所抽象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马克思不仅声称价值在所解释的意义上调节价格。他还指出了这种调节崩溃的可能性。为了使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抽象方面被客体化，商品必须有一个价格。但是这个价格
“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它在特定条件下所能卖得的更多或更少的货币量。因此，价格和价值量之间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即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是内在于价格形式本身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96页）。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抽象劳动客体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在数量上确定的、社会必要的形式中客体化的充分条件。价值量在价格形式中的实现是不稳定的，因为货币流通相对于商品生产具有相对自主性。在这两个过程的关系中，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与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相对立。另一方面，这种对立的双方都是商品，因此它们本身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但是，这种差异的统一表现在两个对立的极点上，并且在每个极点上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199页）。

在商品形式中放弃自己的使用价值与获得他人的使用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们可以选择持有货币，这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商品，通常可以随时兑换任何商品。但是货币的价值量必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没有唯一反映其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是通过一定数量的货币所能购买的所有其他商品的数量来体现一整套的反映（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47页）。因此，不同商品买卖的时间和顺序可以对价格产生独立的影响，并且在任何时刻，总销售额和总购买额之间没有必然的同一性。
但是，如果货币流通相对于商品生产的相对自主性的主张
“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它们的统一就会通过产生危机而猛烈地显现出来。商品中内在地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对立，必须同时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私人劳动与同时仅仅算作抽象一般劳动的特定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物转化为人和人转化为物之间的对立；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阶段是这种内在矛盾的运动的发展形式。因此，这些形式意味着危机的可能性，尽管仅仅是可能性。为了使这种可能性发展为现实，需要一整套条件，而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条件还不存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09页。）

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察告诉我们，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变成了现实，而且——暂时地——得到了解决，其意义在于发生了重组并从危机中复苏。因此，货币流通偏离商品生产的程度显然是有限度的；或者换句话说，价格偏离价值量的程度是有限度的。是什么设定了这些限度，只有在进行大量进一步调查之后才能确定。鉴于迄今为止建立的分析范畴，我们只能说，这些限度必须采取某种压力的形式，迫使商品生产者用货币形式来表现生产中消耗的劳动时间，用货币形式来核算每一个时刻。21 要确定这种压力是如何施加的，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认为这种压力必然来自资本自我再生产的“需要”，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在这里，我同意卡特勒（Cutler）等人的观点，他们拒绝这种功能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推理（前引书，1977年，第71页）。但我也要强调，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过这种类型的论点。
确实，资本论第一卷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均衡的假设下进行的——价值量在商品价格中的反映（等价交换）——而不是在非均衡的假设下进行的——这种反映未能达到数量上的确定性（不等价交换）。但这是因为货币流通相对于商品生产的相对自主性的主张，体现在资本之间的利润分配上（关于这一点的初步指示，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62-6页），这恰恰是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抽象掉的问题。第一卷的主要关注点是确立劳动是如何算作“仅仅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这如何导致劳动被包摄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在这样做时，马克思遵循的程序是首先考察他所考虑的过程的均衡方面，即它的“规律”，但他也指出这仅仅是过程的一面，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决定过程的形式意味着非均衡和危机，就像意味着均衡和“规律”一样。
4. 马克思价值分析的政治含义
我们首先拒绝了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构成剥削证明的观点，但认为这种拒绝并不必然导致该分析的去政治化。我们现在必须简要地回到政治问题上；之所以简要，是因为任何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尝试都需要至少另一篇文章。在我看来，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政治价值，以及它对社会主义者有帮助的原因，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剥削是如何运作、变化和发展的；用于理解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正因为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去探索哪里可能存在唯物主义政治实践的突破口，用科莱蒂（Colletti）的话来说，这种实践“颠覆并使其产生的条件从属于自身”（Colletti，1976年，第69页）。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我只提出三个简短的论点：首先，价值理论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克服剥削经验碎片化的方式来分析资本主义剥削；其次，它使我们能够将资本主义剥削把握为一个充满矛盾、危机四伏且不断变化的过程；第三，它将采取行动结束剥削的可能性，融入到我们对剥削过程如何运作的理解中。
第一点源于这样一个前提：那些经历资本主义剥削的人不需要理论来告诉他们出了问题。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经验是碎片化和脱节的，因此很难确切地说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它。特别是，存在货币关系和劳动过程关系分叉的问题，因此剥削似乎采取了两种独立的形式：“不公平”的货币工资或价格，和/或工作时间长、条件差的艰苦工作。从这种碎片化经验中自发产生的政治反过来也是分叉的：它是流通政治和/或生产政治。我所说的流通政治，是指集中试图以被认为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方式改变货币关系的政治。例如，争取提高货币工资、控制货币价格的斗争；控制和消除金融系统运作的恶劣影响，引导投资基金的流动；通过福利国家进行货币收入的转移等。我所说的生产政治，是指集中试图改善生产条件的政治；缩短工作日，在车间组织工人抵抗；建立工人合作社，制定“替代计划”（参见卢卡斯航空航天工人计划）等。在马克思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劳工运动都追求过这两种政治。关键不在于这些类型的政治本身是错误的，而在于它们是相互孤立地进行的（即使由同一个组织同时进行），仿佛存在两个独立的斗争领域，即流通和生产；货币关系和劳动过程关系。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做的，是为展示剥削过程中货币关系和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联系提供基础。剥削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而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被体验的货币关系和劳动过程关系，实际上是这个统一体特定方面的片面反映。货币关系和劳动过程关系本身都不构成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如果没有另一方的伴随变化，任何一方都不能发生很大改变。（关于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论证例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3-6页）。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能够展示货币和劳动过程的这种统一性，因为它没有把生产和流通作为两个独立的、截然不同的领域，也没有把价值和价格作为截然不同的变量。
第二点的重要性，即资本主义剥削被分析为一个矛盾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事实”，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把握剥削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尽管其形式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是流通政治和生产政治帮助带来的；同时也把握了它如何具有一种内在的趋势，即在任何时刻以其存在的形式瓦解，并以另一种形式构成。理解这个矛盾过程的关键在于，尽管货币关系和劳动过程关系是同一个统一体的各个方面，在内部相互依赖，但它们彼此之间仍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在这种相对自主性中蕴含着潜在危机的种子。这在政治上很重要，不是因为这种危机本身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崩溃——显然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它指示了政治行动的潜在空间；指示了对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自觉的集体调节，而不是通过“盲目”的市场力量进行调节。
但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仅仅以一种指示政治行动潜在空间的方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决定。它的第三个优点是，它不仅将政治行动的潜在空间，而且将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融入到分析中。现在，采取政治行动反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决定、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可能性，被所有社会主义者视为理所当然。但奇怪的是，这种可能性往往没有被融入到社会主义者用来分析剥削过程的概念中。相反，剥削被分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反对它的政治行动——阶级斗争——被引入，从外部冲击这个系统。它可能作为“历史的动力”进行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较慢或较快的速度推动系统前进；或者作为决定工资水平、工作日长度、或危机后资本重组的特定形式或节奏的自变量。无论使用什么公式，同样的缺点都存在：阶级斗争仅仅作为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进入分析。这使我们无法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视为一个历史过程，一个由集体行动有意识地带来的蜕变；而不是两个固定的、预先给定的结构之间的飞跃，或者被认为已经与资本主义形式共存的社会主义形式的简单延伸（关于这一点的更长讨论，见Elson，1979年）。
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最近就这一点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慷慨激昂的批判（Thompson，1978年），在我看来，他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模型构建；以及资本逻辑学派无情展开的辩证法。他们都在分析资本主义剥削时，没有使用其内部包含对反对这种剥削的自觉集体行动可能性的认识的概念。在他们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分析与他们对结束剥削的政治的分析之间存在着分叉。如果“结构”真的是“占主导地位”的；如果自变量仅仅是“给定的”，而因变量由它们唯一决定；如果资本真的是“主导主体”；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政治行动的物质基础。
在我看来，在这里我与汤普森不同，同样的分叉并没有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它既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也没有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模型，更没有提供一个自我发展、包罗万象的实体。相反，它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劳动的决定作为一个形成本质上未形成之物的历史过程；认为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劳动的一个方面，即客体化为价值的抽象劳动的统治。在此基础上，有可能理解为什么资本似乎是主导主体，而个人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担者；但也有可能确立为什么这只是部分真相。因为马克思的分析也认识到了将个人还原为价值形式承担者的趋势的限度。它通过将劳动的的主观、自觉、特殊方面纳入私人劳动和具体劳动的概念中；并将劳动的集体方面纳入社会劳动的概念中来实现这一点。抽象劳动方面在价值形式中的统治，不是根据对劳动其他方面的抹杀来分析的，而是根据这些其他方面对抽象方面的包摄来分析的。这种包摄被理解为抽象方面对其他方面的中介，即劳动的其他方面转化为货币形式。但在分析中，劳动的的主观、自觉和集体方面被赋予了相对的自主性。通过这种方式，资本论的论证确实包含了政治行动的物质基础。人类活动的主观、自觉和集体方面得到了承认。政治问题是在没有价值形式中介的情况下，将劳动的这些私人、具体和社会方面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针对剥削的特定的、自觉的集体活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内在地包含了这种可能性。
在我看来，如果社会主义者使用马克思价值理论提供的工具来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决定的特定形式，将有助于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本文旨在为恢复这些工具的工作状态做出贡献。
注释
我要感谢布莱顿和曼彻斯特的许多同志，过去几年里我与他们讨论过价值理论；特别感谢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阅读并评论了本文的手稿。文章中的任何怪异之处均由我个人负责。我欢迎读者通过CSE Books提出意见。
1.以下简称政治经济学批判。
2.正如斯蒂德曼（Steedman，1976年）所指出的，森岛（Morishima）的“广义马克思基本定理”实际上包含了一个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价值概念。
3.一个显著的例外是性别的劳动分工。认为这是由“自然”生物学因素决定的印象并没有被完全破坏。
4.在选择理论的技术分析中，个人在选择集内进行选择，但不选择选择集本身。谁来选择选择集，或者更严格地说，选择集是如何被划定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通常被选择逻辑的倡导者假定不存在。
5.正如乔治斯库-罗根（Georgescu-Roegen）所说，“离散的区分构成了逻辑的本质。”（前引书，1966年，第21页）。这位可能不为CSE成员所熟悉的有趣作家，是一位非传统的经济学家，他非常熟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他凭借广博的数学和哲学知识，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算术同构主义。
6.“因此，价值并没有在额头上写明它是什么；相反，它把每个产品变成了一个社会的象形文字。”（资本论，第一卷，第167页）。
7.约翰·格雷（John Gray，1799-1850）是一位经济小册子作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方案与后来蒲鲁东提出的方案有许多相似之处。
8.布阿吉尔贝尔（Boisguillebert，1646-1714）是法国人，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首批作家之一。
9.我所说的“资本逻辑”方法，是指片面强调资本（或过程中的价值、自我扩张的价值）作为“主导主体”的方法（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55页）。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1977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也是许多其他“资本逻辑”著作的出发点。
10.虽然我同意侯赛因（Hussain）和伊藤（Itoh）的观点，即抽象劳动是一个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概念，但我对它的含义的解释有所不同。
11.但不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开始。从我关于马克思拒绝顺序调查方法的评论中可能已经很明显，我不认为马克思追随亚当·斯密，假设某种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方式作为他价值理论的起点。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见巴纳吉（Banaji），本卷，第14-45页。
12.关于庞巴维克（Bohm-Bawerk）对马克思的批判的讨论，见凯（Kay），本卷。
13.卡特勒（Cutler）等人（1977年）认为（第14页）商品交换的边际效用理论没有用等价来解释交换，这是错误的。确实，交换行为是用总效用的差异来解释的，每个商品所有者从某种不同的商品组合中获得的效用会大于他所拥有的组合，因此进入交换。但是交换的数量以及因此产生的交换率，恰恰是用边际效用的等价来解释的。（例如，见多布（Dobb），1973年，第183-4页；乔治斯库-罗根（Georgescu-Roegen），1966年，第191页。）
14.乔治斯库-罗根（1966年）第3章对这里涉及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有用的讨论：即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可通约性。不幸的是，他的大部分论点非经济学家可能难以理解。
15.通过假设商品的字典式偏好排序（即在与字典中单词排序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排序），可以避免这种还原。这给出了满足需求的优先顺序，并意味着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可比性，而不是可通约性。这个假设不是证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定理时通常采用的假设，但我确信这些定理即使对于字典式偏好排序也可以被证明，因此不依赖于需求的还原性。我发现很难看出在这种基础上如何解释交换价值的形成过程，因为在这里排除了根据共同满足的数量来比较商品数量的过程。在我看来，字典式偏好排序的假设更适合另一项任务：解释面临给定价格集的个人的选择。
16.价格的这种“给定性”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定理中得到了承认。但是价格是如何给定的问题似乎不再被提出。早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确实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瓦尔拉斯（Walras）用随机喊价（cries au hasard）来解释，而埃奇沃思（Edgeworth）用“重新缔约（recontracting）”来解释。（见熊彼特（Schumpeter），1963年，第1002页）。这两种都是主观的解释，其中价格由生产者直接决定，而不是“在他们背后”决定。
17.参见“‘价值实体’——一个让许多现代读者感到困惑的短语”，多布（Dobb），1971年，第10页。
18.马克思在丁酸和甲酸丙酯关系的例子中，在化学语境中使用了“实体（substance）”一词。（资本论，第一卷，第141页。）两者都是同一种底层化学物质C4 H8 O2的形式。作为C4 H8 O2，它们在化学成分上是等价的物质，但分子中原子的不同排列赋予了它们不同的物理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C4 H8 O2与丁酸或甲酸丙酯截然不同——它是它们的本质，而不是它们的表现形式。
19.至少我还没有遇到马克思对他所说的“实体”的任何明确讨论；我也没有找到关于这一点的任何有用的二手文献。也许任何找到此类材料的读者可以告诉我。
20.当然，穆勒（Mill）和李嘉图（Ricardo）确实认识到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很大。但这被视为掩盖而不是表现底层关系的表面“噪音”。（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底层关系与表象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讨论，见巴纳吉（Banaji），本卷，第14-45页）。
21.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小时的劳动都客体化为相同数量的价值，并由相同数量的货币来表现。不同种类劳动的工时可能客体化为不同数量的价值，并由不同数量的货币来表现。马克思根据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关系来处理这个问题。讨论马克思对这一点处理的充分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专门评论这一点的文献与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更一般著作一样，充满了误解。
这也不意味着价值理论的目的是生成定价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必须管理劳动时间在货币中的表现，以确保特定劳动时间支出模式的再生产。因此，在联合生产的情况下，无法生成一致的规则来将生产单个商品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与该商品的价格联系起来，这一事实并不能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无效（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Himmelweit 和 Mohun，1978年，第4和第5节）。
相反，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用于分析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制定定价规则变得必要，从而催生了现代一整套会计师、资本预算专家和价值分析师（原文如此），以及现代经济学家对寻找“最优”定价规则的关注。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工具来调查一个马克思很少关注的现象，也许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这几乎没有实际意义，即这种定价规则固有的矛盾，其中试图计算联合生产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矛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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